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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 109 年獲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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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讓各種傳播實踐脫離習慣制約、且藉著知識生產的研究活動，使得某種系

統性、組織性的探索得以開展對現實秩序，以至於世界局勢的反思與關照，這是

《傳播研究與實踐》創刊以來始終的信念。本期專題論壇「傳播、科技與文化」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e），便由此出發試圖對各種反映特定關

係與生活方式的傳播實踐進行檢視；這期共收錄三篇文章，分別是由兩篇「專題

研究論文」與一篇「田野筆記」所構成，檢視主題分別集中在臺灣的科學傳播社

群、中國大陸的程式設計師社群，以及科學傳播研究者的個人經驗反思等。

第一篇〈臺灣「科學傳播」研究析論：理論詮釋與反思（1970–2019）〉由

屏東大學科普傳播學系助理教授張耀仁撰寫，主要討論 1970 年《科學月刊》創

刊後至 2019 年臺灣科學傳播研究者關注議題的變化，包括了科學新聞正確與否、

科學教育、科學素養，到公眾參與及在地紮根等，並將2010年「科普教育與傳播」

納入科技部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一事，視為是臺灣科學傳播研究的關鍵轉折，

繼而揭示出在這十年掙扎（2010–2019）後，對於在地化知識生產願景的建構。

另篇上海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方師師的論文〈政治與「機器語

言」的社會化：對 996.ICU 代碼過程的媒介特異性分析〉，則是針對去年（2019）

發生於中國大陸程式設計師群體間的「996.ICU」專案線上抗議事件進行檢視。

這指的是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產業中朝九晚九，一週六天無薪

加班的工作模式，將使得員工容易住進 ICU（加護病房）與過勞猝死。論文的

理論工具是技術「物質性」與「文本性」兼顧的媒介特異性分析（media-specific 

analysis），其意義與價值在傳播學理上有二，一是關注概念建構的效用，讓物

質性（materiality）觀點有著應用性的發展；二是針對這場口號為「工作 996，生

病 ICU」活動的「失敗」，進行了即時的紀錄，並揭示出看似高科技範疇的程式

設計師，其實只是另類勞動的行業類別，其內部世代差異、階層區別相當豐富，

絕非如鐵板一塊、完全同質的情感性社群。

第三篇文章〈從科學傳播到知識實踐：一位參與專家的觀察與反思〉體裁

獨特，是長期從事科學傳播研究工作者的反思筆記，作者是北京大學科學傳播研

究中心主任朱效民。他對華人學術社群中凡事均以西方學術慣習為尚的意識形態

進行解構，並以健身科普作為主要範疇，指出西方運動從奧林匹克競賽中衍伸出

的「更高、更快、更強」（faster, higher, stronger）等自我追求的奮鬥精神不容否

定，但不應該成為一切運動的評判標準和價值導向，繼而讓徒步成為知識實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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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並提出日常生活化的東方視角。

而在「研究論文」中，本期收錄文章各有焦點，一為大陸的網路治理，另一

為香港的臺灣再現；根本關懷和論壇主旨密切相關又有所延續，分別是中國文化

大學教授王毓莉的〈夾縫中求生存：中國大陸社群媒體治理下的抗拒策略〉，以

及銘傳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倪炎元的〈香港凝視與臺灣原住民：1960 年代香港電

影中的原住民〉。王毓莉關注在智慧型手機普遍後，中國大陸網民在敏感時機，

針對敏感議題發言後顯示的 “404” 或「文本消失」等意見壓制結果，發展出體現

著「客廳式竊竊私語」狀態的八種言論表達策略；這種伴隨著關鍵意見領袖退場

的文化景觀常會使得公共輿論缺少緩衝機制，繼而讓一元獨大的社會秩序總在不

甚穩定又難以言明的基礎下發展。倪炎元則是針對香港於 1960 年代中葉出品的

兩部電影 :《黑森林》（1964）與《蘭嶼之歌》（1965）進行分析，討論影片裡

涉及臺灣原住民題材的相關意義；舊歷史新檢視的重要結果在於「香港視角」的

提出，亦即以「香港」作為方法，讓文獻中由原住民題材反映出來的「原—漢關

係」，重新放到昔日歷史背景及政治脈絡中，藉以檢視相關的電影攝製與商業發

行。

最後一篇則是通過審查、被收錄於「研究紀要」的論文〈商業性歷史電玩的

跨媒愉悅性與玩家的歷史學習〉，係由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王祖威與教

授王嵩音共同完成；論文主要介紹世紀帝國、刺客教條、三國志、信長之野望、

凱薩大帝系列等涵蓋人類不同時期、不同國家的歷史電玩，以及遊戲玩家間的各

種互動，藉以回應 2017 年赤燭遊戲推出的《返校》電玩在臺灣掀起的歷史狂熱。

學術期刊經營不易，感謝各界支持與鼓勵；世新大學校方的經費補助，以及

來自於不同學科領域專家、學者們的投稿與審查參與，都給予我們有力的支撐。

國家圖書館「109 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的名單中，本刊再次獲得「期刊即時

傳播獎」第三名及「期刊長期傳播獎」第四名，與我們的讀者共同分享。而在年

初新冠肺炎衝擊下，2020 東京奧運也順延至明年，但臺灣卻因為防治成果，反

讓中華職棒在 4 月的率先開打與推特轉播中，頓時有了不同過往的全球性關注；

為因應這波受到疫情帶來的現實變化，本刊特別規劃了「運動傳播─後疫情的

重整與新視野」專題，邀請大家藉由運動書寫一起參與，記錄這段因為世紀病毒

滿載苦痛記憶的時光流變。

 夏春祥
 2020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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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科學傳播」研究析論： 
理論詮釋與反思（1970–2019）*

張耀仁 **

國立屏東大學科普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檢視 1970–2019年間，有關科學傳播研究之期刊論文、學術專書、博

碩士論文及會議論文，據此析論臺灣科學傳播研究，發現：一、就臺灣科學傳播

研究面向而言：（一）研究者多來自傳播學門；（二）晚近多探究「科學推廣者」，

有別早期多探究「科學記者」；（三）多關注科學新聞，少見其他類型文本；（四）

多依循「公眾理解科學」檢視閱聽人理解科學，閱聽人類型猶待拓展；（五）研

究取徑多微觀分析而少鉅觀分析。二、就臺灣科學傳播詮釋歷程而言：（一）早

期研究責備公眾欠缺科學素養；（二）自 2006年起，研究開始反思社會性科學議

題，伴隨 2010年學門建制，研究觀點逐漸轉向多元；（三）晚近研究者開始著眼

於理論適用問題，並試圖建構在地化之科學傳播觀。

關鍵詞：公眾理解科學、公眾參與科學、科學傳播、科技與社會

DOI:10.6123/JCRP.202007_10(2).0001

  * 作者特別感謝《傳播研究與實踐》三位匿名審查者的寶貴意見，使本文論點更臻周延。作者也感
謝國立屏東大學科普傳播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鄧宗聖、文化創意產業學系副教授朱旭中，不吝出
借重要文本，使本文析論更加完備。本文係科技部計畫「析論臺灣科普出版及其傳播與敘事模式：
從欠缺模式到公眾參與模式的科學傳播詮釋與建構（1970–2010）」（MOST 108-2511-H-153-011-
MY3）之部分成果。

 ** Email: rennychang915@gmail.com
 投稿日期：2019年 9月 20日
 接受日期：2020年 2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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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何謂「（臺灣）科學傳播」？

科學的本質是一種知性活動，傑出的科學家則是其中的創造英雄。

然而，自從理性啟蒙時代迄今，由於科學的持續發展及成就，卻使

它同時也成了一個強大的支配體制……在這樣的脈絡下，許多科普及

科學家傳記，遂無意識的自動變成了這個準宗教體系的文宣，甚至還

經常將科學像神學一樣，說著無人能解的神祕。（南方朔，2000，頁

28）

究竟，何謂科學傳播（science communication）？是如上述所引，科學神話

的再現，抑或科學知識的普及（science popularization/populariz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又或者通俗科學（popular science）之代稱？

允為國內發行最久也最具代表性的科學普及（簡稱科普）刊物《科學月

刊》，1創刊迄今共製作過五次「科學傳播專輯」，總計 18位作者發表 21篇論述，2

箇中討論議題主要聚焦於：一、科學傳播釋義；二、科學傳播實踐問題與方法論；

三、科學家與媒體互動關係；四、科學傳播發展現況與建言。其中，詮釋「科學

家」的觀點再三出現於論述之中，例如南方朔（2000）指出許多科普著作未將科

學「拉向人間」，反而強化了科學的真理權威地位；詹火生（1990）指出某些報

導強化了單一科學家的地位，將之形塑成「英雄式」的角色。迄 2014 年，論者

指稱「科學家的專業是具有說服力的，但是科學家要能夠用轉譯過的語言（或稱

常民語言），才能獲取其效果」（李旺龍，2014，頁 195），言下之意，「科學家」

等同可信、無誤的存在，只因他們的說法無法被大眾理解，以致遭遇誤解。

這一視科學家、科學知識為客觀存在的真理，卻未探問公眾究竟需要什麼

1 《科學月刊》於 1969年 9月 15日出版第 0期，於 1970年 1月 1日正式創刊，期間未曾斷刊、
停刊，迄2020年已發行五十周年，包括前行政院院長劉兆玄、前教育部長黃榮村等皆曾參與其中，
對於臺灣科學家投入科學傳播、推動臺灣科學傳播深具影響力（林照真，2010）。

2 五次專輯分別是：（一）1979年 1月 109期「科學傳播座談會」，收錄科學月刊編輯室（1979）、
謝瀛春（1979）等二篇；（二）1988年 7月 223期「科學傳播專輯」，收錄謝瀛春（1988a，
1988b，1988c）三篇作品；（三）1990年 8月 248期「科學傳播專輯」，收錄陳寬政、黃榮
村（1990）、詹火生（1990）、謝瀛春（1990）、韓尚平（1990）、李亦園（1990）等五篇；
2000年 1月 361期「我看科普：臺灣科學傳播專輯」，收錄李國偉（2000）、謝瀛春（2000）、
黃俊儒（2000）、南方朔（2000）、江才健（2000）、林榮崧（2000）等六篇；2014年 3月
531期「臺灣的科學傳播：現在和未來」，收錄關尚仁（2014）、李旺龍（2014）、柯舜智（2014）、
莫季雍（2014）、李昭毅、林育賢（2014）等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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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知識的認識觀，幾乎貫穿了《科學月刊》歷來的科學傳播專輯，早在 1978

年 11 月，由該刊舉辦的「科學傳播座談會」上，當時社長盧志遠即開宗明義指

出，之所以創辦《科學月刊》在於期望「用中國話把科學的知識通俗地講給一

般的民眾聽」（科學月刊編輯室，1979，頁 15），也就是展現「科學能懂」與

「科學中文化」，3 時隔 35 年，「說聽得懂的話」仍是該刊論述科學傳播的觀點

之一（莫季雍，2014），也是部分科學家認識科學傳播的基礎（單文婷，2017；

2018b），而伴隨著「聽得懂」而來的探討，即是科學家如何與媒體互動、科學

傳播人才如何培育、科學如何敘事等。

然而，向來引領科學傳播轉向的「公眾理解科學」（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PUS）典範早已指出，理解與否不該是 PUS 的核心命題，反而應該關注

科學與生活有何關聯 (Lock, 2011)。兩相參照，臺灣科學傳播固然處處仰賴國外

文獻，卻有其自身論述脈絡，即以前述五次科學傳播專輯為例，1979 年所謂「科

學傳播」係指科學新聞與科學中文化表達，2000 年聚焦於「科普」一詞，也使

得 2014年的專輯特別區分「科普」與「科學傳播」。但揆諸其論點，皆著眼於「科

學─媒介─公眾」這一線性傳播模式，箇中體現的乃是過度尊崇科學家與過度責

備閱聽眾的二元思維。

然而，當媒體議題、公眾議題乃至政策議題觸及越來越多的科學、科技內容，

社會性科學議題（socio-scientific issues, SSI）所蘊含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

也就凸顯「後常態科學」時代（post-normal science, PNS）必然面對的科學風險，

包括：科學專家對於 SSI 沒有共識、相關數據不完整、牽連的事件含有難以控制

的變因等，促使研究者不得不重新思索何謂「科學傳播」（王瑜君，2013），也

是歐美科學傳播領域自 1980 年代中期以來，開始倡論 PUS，並在「科技與社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4 的影響下，從中衍生公眾參與科學（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ST）之概念。

據此，考量臺灣科學傳播研究迄今未有系統性的研究回顧，本研究擬以《科

3 「科學中文化」其實蘊含著「科學能懂」的概念，此處為了便於理解而拆成二個辭彙，相關討論
參見楊文金（2009）。

4 STS亦譯作「科學、技術與社會」，另有學者稱之為「科學與科技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歐美學者看法不一，但其根本都在整合科學史、科學社會學、科學政策等，
也就是認為科學與社會相互影響、建構，而不單是科學內部的事（郭文華，2018）。此外，STS
分別在科學教育以及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領域有其不同發展脈絡與認知，就前者而言係
指教學模組或教材設計理念，就後者而言則是針對科學提出各種觀點詮釋（黃俊儒、楊文金、靳
知勤、陳恒安，2008），本研究係以「科學研究的STS」為主，中文譯名以晚近多數研究用法「科
技與社會」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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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月刊》創刊年代作為思索起點，針對臺灣科學傳播研究作一爬梳與反思，從中

檢視 1970–2019 年間，相關期刊論文、學術專書、博碩士論文以及會議論文，從

中探究以下二個問題：

研究問題一：臺灣科學傳播研究主題、研究取徑以及研究對象為何？

研究問題二：臺灣科學傳播研究如何詮釋「科學」、「科學傳播」？

貳、回顧科學傳播

一、歐美科學傳播觀：從 PUS到 PEST

自 1980 年代中期 PUS 受到關注以來，學者即不斷嘗試釐清何謂「科學傳

播」，藉以理解在此名詞下的行動者特質，以及如何發展出相關的分析模式與框

架。例如：Trench (2008) 經由定義欠缺（deficit）、對話（dialogue）以及參與模

式（participation），提出探索科學傳播的分析框架。Bucchi (2008) 根據 Trench

的看法加以擴充為知識轉譯（transfer/popularisation）、協商討論（consultation/

negotiation）以及合製知識（knowledge co-production），他指出此三個模式應共

同觀之，因為科學傳播乃是一種連續模式（continuity model），而非片面、著眼

於某一階段的歷程。至於 Ogawa (2013) 則另闢蹊徑，提出「設計取徑」（design 

approach），認為應該將科學傳播視為「企圖達成目標」的一種策略論述，也就

是將科學傳播置於政策行動而不只是傳散歷程。

各式各樣的詮釋意味著科學傳播提倡多年來，區分出許多「次領域」，意味

著科學傳播研究眾聲喧譁，卻也誠如 Brossard & Lewenstein (2010) 指出，不少科

學傳播模式在實踐上是重疊的，因此形成理論換湯不換藥的窘境。然而，無論次

領域主張為何，歐美科學傳播主要是以 PUS 作為探索核心，也由於 PUS 含括層

面廣，舉凡科學知識傳播、科學素養提升等皆包含其中，因而儼然成為歐美科學

傳播之代稱，主要由倫敦皇家自然知識促進學會（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 Royal Society，簡稱皇家學會）主席 Walter Bodmer

爵士，於 1985 年提出「Bodmer 報告」(The Royal Society, 1985)，旨在提升公眾

對於科學的理解，並致力於探索公眾與科學之互動，報告一出旋即由皇家學會、

皇家研究院（Royal Institution）等單位成立相關委員會，一方面轉譯科學知識，

一方面也將這些知識傳達給公眾，其主張：（一）重新檢視公眾理解科學與技術

的層次；（二）重新檢視公眾理解科學與技術的影響機制；（三）如何讓傳播過

程更臻理想 (Bauer, 2008; Lock,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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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 PUS 著眼於瞭解公眾如何看待科學，試圖建立公眾對於科學產生正向

態度，而不僅止於過往的「閱聽人欠缺責備論」，使得 PUS 典範廣為流傳，迄

今影響力不減。然而，PUS 傾向科學知識必須源於科學家，以及公眾應該具備

更佳的理解科學能力也備受抨擊 (Gregory & Miller, 1998; S. Miller, 2001)，因而

衍生出 PEST 的呼聲，也就是由英國上議院科技委員會（House of Lords Select 

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主席 Lord Jenkins，於 2000 年提出「科學

與社會報告」（Science and Society Report），主張科學傳播應該重視公眾所處

的情境脈絡，並且應該邀請公眾參與科學政策的思辨與論述（轉引自 Bowater & 

Yeoman, 2013）。亦即過往蘊含「以上對下」（top-down）的單向式科學傳播，

必須改為「對話」甚至是「傾聽」公眾意見的雙向溝通，故而Bucchi (2008) 指出，

應將科學傳播視為一連串涉及溝通互動、具備社會學意涵的「連續」過程，而非

僅是篩選、簡化科學知識的結果（參見圖 1），這樣的想法早見於其 1998 年的

著作，只不過十年後，Bucchi 將之深化為更多元的考量。

PUS 與 PEST 一反 1960–1980 年代，由美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教育學教授 J. D. Miller (1983) 倡議的科學素養典範（scientific literacy, 

SL），認為不應獨尊科學家而責備公眾，也認為科學傳播不應是「對」或「錯」

的答案灌輸，其主張科學傳播乃是深刻理解傳播過程中，每個環結包括科學家、

圖 1：科學傳播的「連續」過程

教育層次

專家層次

普及層次

連結專家層次

資料來源：Bucchi (1998, p. 13)。
註：圖中圓圈係指「科學知識」的篩選，而非影響層面。另，實虛線代表行動者傳遞知識與回饋，

實線代表的是行動者必然實踐的意圖，虛線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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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傳播媒體、科學研究者、科學史哲等 (Stocklmayer, 2013)，而科學傳播其實

也蘊含著科學普及的概念，主要指涉非制式教育外，科學、傳播者、公眾以及政

府等四者間互動，尤其著眼於科學如何與公眾產生連結。

PUS、PEST 的主要觀點不外乎「欠缺」、「對話」以及「參與」等三模式，

而此三模式又都旨在尋求解決「欠缺」的問題，也就是 SL 預設公眾欠缺科學知

識，因此必須施予教育；PUS 預設公眾欠缺科學態度，因此探究公眾如何理解科

學；而 PEST 則主張專家失去公眾的信賴，因此引入公眾參與科學，三種思維都

意味著 PUS 具有「規範性」（陳瑞麟，2018），這也使得研究者於 1990 年代起，

開始反思科學傳播所隱含的「欠缺模式」（deficit model），從中發展出：

（一） 情境模式（contextual model）：關注閱聽眾的生活經驗、文化氛圍等如何

形塑其社會與心理基模，認為公眾不是一個「空的容器」。

（二） 常民專家模式（lay expertise model）：強調科學乃是來自生活、歷史乃至

實踐的地方知識，而非僅僅局限於實驗室的知識。

（三） 公眾參與模式（public engagement model）：關注公眾自發性涉入科學議

題以實踐「科學民主化」（democratizing science），也被稱為「對話模式」。

二、臺灣科學傳播觀：從科學教育到科普

相較於歐美科學傳播著眼於反思欠缺模式，並將科學傳播擴展至公眾參與、

社會參與等對話模式，臺灣科學傳播最早乃是聚焦於制式的科學教育，尤以 1955

年 5 月，由中國自然科學促進會創刊的《科學教育》為箇中代表，其於會內設置

「自然科學輔導委員會」，藉以改進中等學校研究與教學，並積極推動大眾科學

活動，例如播放科學影片等以宣達科學教育理念（傅麗玉，2006）。而當時談論

科學教育甚至必須與倫理道德、中國傳統文化作一連結（傅麗玉，2008），此一

連結又來自 1932 年 11 月 4 日，由黨國高層所推動的「中國科學化運動」（陳首，

2007），該觀點自 1954 年以來再三被闡發，迄 1970 年代初猶有論者提及（方子

衛，1959；仲肇湘，1970；周鴻經，1954；羅敦偉，1955）凸顯早期科學傳播考

量的並非科學本身，而是科學救國等民族主義心態。

著眼於科學教育的科學傳播觀，也反映在學門建制過程中。2008 年國家科

學委員會科學教育處（簡稱國科會科教處）徵求研究計畫「促進公眾對於科技的

理解及參與」（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technology, PUST），後 2010 年以

「科普教育與傳播」正式納入科技部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簡稱科教國合司），

迄 2013 年曾微調為「公民科技素養傳播與教育」，迄 2016 年更名「科技、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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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傳播」（黃俊儒，2019），再至 2018 年移至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簡

稱人文司）之科學教育領域。由此可知，最初學門建制概念下的科學傳播，係與

科學教育共享其意義，即使學門更名後，仍是納入科學教育而非社會學領域（含

社福社工、傳播學）。

然而，揆諸學門英文譯名最初係 “Public Understanding and Engag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而今轉為 “STS and Science Communication”，足見臺灣

科學傳播學門歷經 PUS、PEST 以及 STS 等思索階段，尤其晚近學門通過的研究

計畫多著眼於科技風險與社會議題等，也揭示其越發具備強烈的 STS 取向：這

一崛起於 1980 年代的跨領域學科，主張科學與社會相互為用，期望融合不同學

科視野，以對科學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賦予了 PUS 嶄新面貌，指出科學傳播

的重點應是探究公眾如何評價科學機構與科學家（林宗德、鄭芳芳、陳嘉新、郭

文華，2009），亦即 STS強調的並非科學典範知識觀的傳授，而是必須重新思考，

科學知識在風險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倫理議題。

相對於學門建制歷經科學教育迄 PUS、PEST、STS 的探索，由民間媒體所

帶動的臺灣科學傳播，則是歷經了科學教育迄科普運動等五個階段（林榮崧，

2000；張之傑，2008；陳恒安，2009），包括：（一）《大眾科學》、《科學教

育》時期（1951–1969）：強調科學制式教育，致力連結科學與救國等概念。（二）

《科學月刊》時期（1970–1982）：標舉「讓科學說中文」，致力推動科學普及。

（三）《牛頓》時期（1983–1990）：開啟全彩印刷，科學傳播成為有系統的企

業產製。（四）天下文化「科學文化」書系時期（1991–1997）：科普書籍暢銷，

促使科普出版品進入臺灣閱讀市場。（五）自 1998 年迄今，各出版社爭相投入

科普書籍翻譯與出版。

由前述可知，1970 年《科學月刊》的創刊使得科學傳播受到正視，其試圖

跳脫制式教育以傳播科學知識，迄 1991 年因著科普書籍興起，「科普」一詞遂

成為臺灣科學傳播的代名詞，連帶國科會亦自 2007 年 1 月起，致力推動「臺

灣科普事業催生計畫」，5 冀望經由資源挹注促成科普扎根。然而，誠如陳恒安

5 後轉型為「臺灣科普事業發展計畫」（2011）、「科普產學合作支援計畫」（2016），期間
2014年成立中華科學傳播協會。計畫係由國科會科教處副處長郭允文，與時任政治大學廣播電
視學系副教授關尚仁（後退休應聘至世新大學）共同設計之三個四年的「中綱計畫」。在「催生
計畫」時期（2007.1–2011.9），計畫經費每年 2億 5千萬，逐年減少 1千萬；「發展計畫」時
期（2011.9–2015.1），計畫經費每年 2億，逐年減少 2千萬；「產學合作計畫」時期（2016.1–
2019.12），計畫經費每年1億，第一年調撥3千萬支援算圖農場，且中綱計畫改為一般型計畫（李
旺龍、柯舜智、莫季雍、關尚仁，2019），經費逐年減少是否意味著官方對於科學傳播推動態度
的轉變，猶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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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提問：一連串的科普活動實施、科普影視產製，箇中預設的實質概念與

理論為何？是著眼於歐美科學傳播強調對話模式的 PUS、PEST，抑或試圖接軌

科學與社會的 STS ？又或者停留在早期責備閱聽人無知的欠缺模式？據此，本

研究認為有必要重新思考「臺灣科學傳播」意涵為何？而不單囿於科學加傳播、

說聽得懂的話，抑或是提升科學素養這類簡化詮釋。

參、資料蒐集與分析步驟

一、資料蒐集

黃俊儒、簡妙如（2010）曾藉由轉化Griswold (1994) 的「文化鑽石」（culture 

diamond）理論，分別從文本、生產者、社會以及閱聽人等面向，以單篇論文或

未出版博碩士論文作為檢視對象，試圖勾勒「臺灣科學傳播研究」之圖像。唯該

文旨在闡述後常態科學時代下，科學與媒體如何互動以促進公眾理解，多側重理

論闡述而少資料分析，有關資料蒐集範疇亦未加以說明。據此，本研究蒐集資料

步驟如下：

（一） 資料蒐集起迄時間：以《科學月刊》創刊之 1970–2019 年為範疇。之所以

選擇《科學月刊》創刊年分作為起點，誠如前述指出，該刊致力推廣科學

知識普及，在臺灣科學傳播史上深具代表性。

（二） 資料蒐集範疇：針對期刊論文、博碩士論文、會議論文以及學術專書加以

探究。其中，考量科技部自 2007 年以來持續推動科普活動相關計畫，為

使研究聚焦，會議論文擬以「臺灣科普事業催生計畫」出版之《科學傳播

論文集》共 9 冊 6 作為分析對象。在學術專書部分，本研究則採較為寬鬆

的定義，即使未經匿名審查亦納入其中。

（三） 資料搜尋方式：主要經由國家圖書館建置之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館藏

目錄查詢系統以及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以「科學傳播」、「科

普傳播」、「科學新聞」、「科技新聞」、「科技報導」、「公民科學」、

「科學普及」、「科普」等作為搜尋關鍵詞。

（四） 資料篩選方式：針對前述資料，本研究排除以制式科學教育為主題的論

述、實務創作論文以及未分析臺灣案例之論文，主要以涉及科學傳播者、

公眾、媒體文本乃至社會脈絡等議題作為資料蒐集對象。

6 原為 10冊，但國家圖書館館藏缺漏第 8集，共得 9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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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架構

前述文獻回顧提出 Bucchi (2008) 說法，認為應將科學傳播視為涉及互動的

「連續」過程，唯在 Bucchi 提出的圖示中，並未標示社會情境、社會條件等，

故本研究參照 PUS、PEST 以及 STS 的概念，主張應將科學傳播視為跨文化、跨

領域的一環，涉及公眾、媒體乃至社會互動的存在，而非傳播科學典範知識的學

科。

在分析面向上，黃俊儒、簡妙如（2010）固然從文本、生產者、社會以

及閱聽人等面向，藉以勾勒「臺灣科學傳播研究」之圖像，但該文在「生產者

（科學）」的探究上聚焦於科學內部與外部傳播（internal and external science 

communication），而將媒體納入閱聽人層面，此一分類難免產生分析上的混淆。

故本研究參照 PUS、PEST 所強調的科學－媒體－公眾－政府，將之轉化為科學

傳播者－媒體文本－閱聽人－社會脈絡等四個面向進行探究，主要透過量化統計

以及文本分析進行探究。

分析步驟如下：

（一） 資料統計：針對期刊論文、學術專書、博碩士論文、會議論文，就前述科

學傳播者－媒體文本－閱聽人－社會脈絡等四個面向統計資料樣貌。其

中，由於本研究蒐集的學術專書資料較少，故量化統計部分主要以期刊論

文、博碩士論文、會議論文為主。

（二） 資料分析：針對前述資料當中的期刊論文，聚焦於研究主題與研究取徑加

以分析，此部分主要著眼研究者如何詮釋「科學傳播」？是否導入 PUS、

PEST、STS 等概念？抑或依循在地脈絡予以闡發？考量篇幅有限，且期

刊論文於學術評鑑中具有高度指標意義，尤其收錄於「臺灣人文及社會科

學核心期刊」（Taiwan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TSSCI，簡稱人社核

心期刊）之期刊論文更具代表性，故本研究以核心期刊論文為主，另參照

學術專書、博碩士論文以及會議論文。

肆、分析結果

一、資料統計描述

經由前述資料蒐集，計有期刊論文 58 篇、學術專書 6 本、博碩士論文 5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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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論文 64 篇。由於專書性質不同於其他三者，且有 3 本屬於論文合輯，7 故統

計描述主要聚焦於期刊論文、博碩士論文、會議論文，學術專書則置於資料分析

加以討論之。

（一）論文產製年分與數量

從表 1 可知，就產製年分與數量而言，除了會議論文因應「臺灣科普事業催

生計畫」執行而自 2009 年開始產出外，期刊論文與博碩士論文皆自 1976 年起有

論述發表，但數量極少且甚為零星，必須自 1992 年起，才逐漸維持一年 1–2 篇

的產製數量。

迄 2010 年，論文發表數量開始顯得密集，其中，期刊論文自 2011–2019 年，

平均每年有 4 篇發表量，且自 2003 年起共有 29 篇（50%）論文收入 TSSCI。8 其

中，除 2009 年外，2006–2018 年每年皆有論文收入 TSSCI，以 2015 年、2017 年

刊登 4 篇居冠

而博碩士論文自 2015–2018 年平均每年有 4 篇論文產出；會議論文則自

2013–2015 年間，平均每年有 11 篇論文產出。至於學術專書的累積則相對緩慢，

甚至連流通性也受到出版通路的局限。9

（二）論文研究者所屬學門

科學傳播研究晚近被視為跨、跨學科的領域，故本研究以論文第一作者為統

計對象，檢視學門參與情況。其中，部分作者為國小教師、部分未標示身分，故

歸類為其他。

從表 2 統計可知，共有 14 個學門投入科學傳播研究，從科技部各司掌轄的

範疇來看，14 個學門中，除了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學（以上隸屬自然科學及

永續研究發展司，簡稱自然司）、生命科學、社會醫學（以上隸屬生命科學研究

7 學術專書資料分別為謝瀛春（1991）、傅雅秀（1997）、陳恒安（2009）、黃俊儒（2011）、
臺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編（2011）、單文婷（2018a），其中陳氏、黃氏以
及臺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等著作係論文合輯。

8 黃俊儒（2014）一文收錄之期刊《科技、醫療與社會》，分別收錄於臺灣人文學核心期刊（Taiwan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THCI）、TSSCI，其他篇章皆為 TSSCI，為求行為易於理解，以多數
資料收錄之 TSSCI為主。

9 謝瀛春（1991）一書未見於國家圖書館，僅收藏於政治大學圖書館傳圖分館與達賢館。單文婷
（2018a）一書由雙葉書廊有限公司印製，但該公司網頁（http://www.yehyeh.com.tw/）卻未見
其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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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司，簡稱生科司）外，共有 10個學門隸屬於人文司。其中，無論是期刊論文、

博碩士論文與會議論文，傳播學門皆居冠，分別為32篇（55.2%）、24篇（45.3%）

以及 51 篇（79.7%）。其次為科學教育學門，各 11 篇（19.0%）、10 篇（18.9%）

表 1：論文發表年分與數量統計

年分

論文類别

期刊論文

非 TSSCI TSSCI 博碩士論文 會議論文

1976 2 1

1986 1

1990 1

1992 1

1994 1

1995 1

1996 2 1

1997 1

1998 1

1999 1

2001 1

2002 1 1

2003 1 1 2

2004 1

2005 2

2006 1 1 1

2007 2 1 1

2008 3 2 1

2009 1 7

2010 2 2 3 10

2011 5 2 4 4

2012 6 3 6

2013 6 2 3 9

2014 3 3 7

2015 6 4 3 16

2016 2 1 4

2017 5 4 5

2018 4 2 7 4

2019 2 1 1 7

合計 58 29 53 6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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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4 篇（6.2%）（會議論文另有自然科學學門 4 篇）。

此外，在期刊論文與博碩士論文中，圖書資訊學門繼傳播學門、科學教育學

門後（博碩士論文另有商業及管理學門 5 篇），名列第三，各 5 篇分別占 8.6%

與 9.4%。而「科技、社會與傳播」學門僅見博碩士論文 1 篇（1.9%），與傳播

學門所占比例相差甚為懸殊。

（三）論文主題

就科學傳播者、媒體文本、閱聽人、社會脈絡等四面向而言，從表 3 可知，

具備鉅觀分析的社會脈絡探究仍屬少數，多數研究仍以媒體文本、閱聽人作為探

究對象。其中，期刊論文最關注媒體文本，共 26 篇（40.6%），其次依序為閱聽

人 17 篇（26.6%）、科學傳播者 16 篇（25.0%）、社會脈絡 5 篇（7.8%）。

而會議論文同樣最關注媒體文本探究，共 26 篇（40.0%），其次依序為科

學傳播者 21 篇（32.3%）、閱聽人 16 篇（24.6%）、社會脈絡 2 篇（3.0%），

另外有 4 篇屬於理論或實務論述，故歸類為其他。在碩博士論文方面，較前兩者

表 2：論文研究者所屬學門統計

所屬學門

論文類别

期刊論文 博碩士論文 會議論文

教育學   2 (3.5%)   3 (5.6%)   1 (1.6%)

科學教育 11 (19.0%) 10 (18.9%)   4 (6.2%)

自然科學   4 (6.2%)

生命科學   1 (1.6%)

傳播學 32 (55.2%) 24 (45.3%) 51 (79.7%)

圖書資訊學   5 (8.6%)   5 (9.4%)

商業及管理學   5 (9.4%)   2 (3.1%)

科技、社會與傳播   1 (1.9%)

歷史學   2 (3.5%)   2 (3.8%)

哲學   1 (1.7%)

數學及統計學   1 (1.9%)

藝術學   2 (3.8%)

社會醫學   1 (1.7%)

政治學   1 (1.7%)

其他   3 (5.1%)   1 (1.6%)

合計 58 (100.0%) 53 (100.0%) 64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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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關注閱聽人共 27 篇（44.3%），其次依序為媒體文本 22 篇（36.1%）、科學傳

播者 11 篇（18.0%）、社會脈絡 1 篇（1.6%）。

就主題加以編目，將科學傳播者區分成「科學記者」、「科學推廣者」（博

物館、民間團體等）、科學家／科技人；媒體文本區分成新媒體內容（包含網路、

社群媒體、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等）、科學新聞、科學出版品、科學影片、

科學敘事；閱聽人區分成學生與公眾；社會脈絡由於篇數甚少，故不加編目，則

資料統計結果如表 4。

從表 4 可知，期刊論文最關注科學新聞探究，共 13 篇（20.3%），其次依

表 3：論文主題統計

研究主題

論文類别

期刊論文 博碩士論文 會議論文

科學傳播者 16 (25.0%) 11 (18.0%) 21 (32.3%)

媒體文本 26 (40.6%) 22 (36.1%) 26 (40.0%)

閱聽人 17 (26.6%) 27 (44.3%) 16 (24.6%)

社會脈絡   5 (7.8%)   1 (1.6%)   2 (3.0%)

其他   0 (0.0%)   0 (0.0%)   4 (6.1%)

合計 64 (100.0%) 61 (100.0%) 65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部分論文橫跨二個主題，故表列篇數多於實際蒐集篇數。

表 4：論文主題編目統計

主題類目

論文類别

期刊論文 博碩士論文 會議論文

科學記者   4 (6.3%)   2 (3.3%)   1 (1.5%)

科學推廣者   4 (6.3%)   5 (8.2%) 14 (21.5%)

科學家／科技人   8 (12.5%)   4 (6.6%)   6 (9.2%)

新媒體內容   4 (6.3%)   1 (1.6%)   3 (4.6%)

科學新聞 13 (20.3%)   8 (13.1%)   8 (12.3%)

科學書評   0 (0.0%)   1 (1.6%)   0 (0.0%)

科學出版品   7 (10.9%)   7 (11.5%)   1 (1.5%)

科學影片   2 (3.1%)   4 (6.6%)   7 (10.8%)

科學敘事   0 (0.0%)   1 (1.6%)   7 (10.8%)

學生調查   6 (9.4%) 12 (19.7%)   4 (6.2%)

公眾調查 11 (17.1%) 15 (24.6%) 12 (18.5%)

社會脈絡   5 (7.8%)   1 (1.6%)   2 (3.1%)

合計 64 (100.0%) 61 (100.0%) 65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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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為公眾調查 11 篇（17.1%）、科學家／科技人 8 篇（12.5%）。其中，科學新

聞計有能源議題 3 篇、全球暖化、奈米科技以及基因議題各 2 篇、醫療保健 1 篇。

而在公眾與學生的調查部分，共有 7 篇以理解科學新聞為探究對象。

博碩士論文最關注公眾調查，共 15 篇（24.6%），其次依序為學生調查 12

篇（19.7%）、科學新聞 8 篇（13.1%）。其中，科學新聞計有醫療保健 3 篇、能

源議題、全球暖化以及奈米科技各 1 篇。而在公眾與學生調查部分，共有 12 篇

與理解科學新聞有關。

會議論文最關注「科學推廣者」，共 14 篇（21.5%），其次依序為公眾調

查 12 篇（18.5%）、科學新聞 8 篇（12.3%）。在公眾調查部分共有 6 篇與科普

影片相關，另有 2 篇與科學網站內容有關。其中，科學新聞計有能源議題 2 篇、

全球暖化、基因議題、氣象報導各 1 篇。

（四）論文研究方法

從表 5 可知，各論文資料固然有其偏重之研究方法，但若將內容分析、文本

分析、敘事分析、框架分析、次級資料分析等微觀分析合併計算，則可發現其各

表 5：論文研究方法統計

研究取徑

論文類别

期刊論文 博碩士論文 會議論文

問卷調查法 12 (16.9%) 14 (24.6%)   7 (10.0%)

深度訪談法 16 (22.5%) 15 (26.3%) 10 (14.3%)

焦點團體訪談法   2 (2.8%)   2 (3.5%)   2 (2.9%)

參與觀察法   3 (4.2%)   0 (0.0%)   1 (1.4%)

電話訪問   2 (2.8%)   1 (1.8%)   0 (0.0%)

內容分析 15 (21.2%) 10 (17.5%)   8 (11.4%)

文本分析   7 (9.9%)   4 (7.0%)   9 (12.9%)

敘事分析   0 (0.0%)   0 (0.0%)   8 (11.4%)

論述分析   7 (9.9%)   1 (1.8%)   3 (4.3%)

個案分析   3 (4.2%)   0 (0.0%)   5 (7.1%)

框架分析   0 (0.0%)   1 (1.8%)   1 (1.4%)

次級資料分析   0 (0.0%)   3 (5.2%)   7 (10.0%)

實驗法   2 (2.8%)   6 (10.5%)   2 (2.9%)

其他   2 (2.8%)   0 (0.0%)   7 (10.0%)

合計 71 (100.0%) 57 (100.0%) 7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部分論文研究取徑有二，故表列篇數多於實際蒐集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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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2 篇、18 篇、33 篇，占所有資料之冠，而鉅觀分析僅占極少比例。

其中，期刊論文以深度訪談為主，共 16 篇（22.5%），其次依序為內容分

析法 15 篇（21.2%）、問卷調查法 14 篇（24.6%）。而有 14 篇論文採用兩種研

究方法，包括問卷調查法與深度訪談法並用者 4 篇、參與觀察法與深度訪談法並

用者 3 篇、內容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並用者 2 篇，固然雙重研究方法運用始於

1976 年，但必須迄 2008 年起，才開始有較多雙重研究方法的出現。

博碩士論文同樣以深度訪談法居多，共 15 篇（26.3%），其次依序為問卷

調查法 12 篇（16.9%）、內容分析法 10 篇（17.5%）。其中，有 10 篇論文採用

兩種研究方法，包括問卷調查法與深度訪談法並用者 3 篇，其餘包括文本分析與

深度訪談、文本分析與內容分析、敘事分析與實驗法等。

會議論文也以深度訪談為主，共 10 篇（14.3%），其次依序為文本分析 9

篇（12.9%）、內容分析法 8 篇（11.4%）。其中，有 7 篇論文採用兩種研究方法，

包括問卷調查法與深度訪談法並用者 3 篇，其餘包括文本分析與深度訪談、文本

分析與內容分析等。

二、資料分析

經由前述統計描述可知，臺灣科學傳播研究自 1976 年開始產製，研究者多

來自傳播學門，研究主題主要聚焦於媒體文本，而研究取徑則以深度訪談法為

主。然而，究竟為什麼必須探究科學傳播？臺灣科學傳播如何詮釋「科學」以及

「科學傳播」？如何思索自身的科學傳播脈絡？考量篇幅有限，本研究主要針對

58篇期刊論文，尤其是收入 TSSCI的 29篇核心論文加以分析，另參照學術專書、

博碩士論文以及會議論文，以下即從二個層面分析之：（一）臺灣科學傳播研究

如何詮釋「科學」？（二）臺灣科學傳播研究如何詮釋「科學傳播」？

（一）臺灣科學傳播研究如何詮釋「科學」

「科學」為什麼必須受到重視？最早探究科學新聞正確性的孫曼蘋（1976，

頁 38）指出：「科學與國家力量、政治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每個奮發

圖強的國家，莫不以發展科學技術為當前要務。」而謝瀛春（1992，頁 132）則

指出：「長久以來，科學技術發展一直是我國國家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如此

重要的全國性科學新聞，在全國科技會議召開的首日（1月21日）卻不曾受到『國

家級政策新聞』的重視。」也由於科學新聞不受重視，所以「沒有孕育國民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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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的環境」，連帶導致「社會風氣敗壞」（謝瀛春，1994，頁 178）。10 故而，

謝瀛春（1991，頁 3）認為必須透過科學新聞來提升科學素養，因為「國民的科

學素養低將失去全球市場競爭力，消費者易被騙，政府可能做些愚蠢的決策」。

將科學與「國家發展」作一連結，並指出為了發展國家競爭力必須提升國民

科學素養，而提升方式有賴大眾媒體播報「正確的」科學新聞，此一認識觀與臺

灣傳播學門曾以「國家發展」為核心研究目標，皆旨在表徵知識傳播的規範性（林

麗雲，2004）。事實上，早期強調科學素養係攸關美蘇兩國科技競爭，使得科學

帶有強烈的進步論、競技論，連帶致力於改革科學教育、推動科學素養以提升科

學力（王瑜君，2013；施琮仁，2013）。換言之，科學素養的出現蘊含其時代背景，

也凸顯科學知識深受社會脈絡之影響，並不純粹關乎科學知識追求真理本身。

此一崇尚國家發展的科學知識觀，隨著時代推移，逐漸轉向與日常生活作

一連結：「科學的進展關係著人類生活的各個面向，人需要理解科學研究的最新

發展與發現，進而可以應用這些科學新知去評估並解決生活周遭的問題」（陳綱

佩、張寶芳、洪瑞雲，2007，頁 73）、「一般民眾具備科學知識不僅重要而且

必要，小至解決個人生活問題，瞭解社會議題，大至科學議題之政治參與，推

動至立法層次」（陳憶寧，2011，頁 148）。也因此，科學報導被賦予了：「一

般民眾在出了校園之後，持續能夠與科學活動接軌的重要臍帶」（黃俊儒、簡妙

如，2010，頁 131）、「在脫離學校正規教育後，新聞媒體便成為一般大眾最常

接觸到科學資訊的管道」（張郁敏，2013，頁 49）、「學生步出校園後，能持

續與科學接軌的重要學習管道」（林靜雯、林錦鴻、陳美蓉，2014，頁 281），

由此推論媒體若能傳遞正確的科學內容，將有助於提升公眾判斷科學資訊與知識

（張卿卿，2012；鄭怡卉，2013）。然而，如何確認臺灣大眾科學素養不足？

又如何確知科學新聞良窳與科學素養之間，具有顯著相關？就前者而言，謝瀛春

（1992）僅以國內缺乏實證研究資料帶過，至於後者，則泰半集中於探究科學新

聞結構與閱聽眾閱讀表現之連結，但對於科學素養是否有所提升則少觸及（李松

濤，2017；張卿卿，2012；陳綱佩等人，2007；黃俊儒、簡妙如，2008）。

對此，馮建三（1995，頁 45）指出，多數批判科學新聞「不夠正確」的論述，

通常預設了科學乃是客觀、理性的產物，很少分析科學產製條件與環境，然而比

起其他類型新聞，馮氏認為科學新聞「尤其容易受到政府機構、科學社群或商業

利益的影響」。鄭宇君（2003，頁 123）延續其說法，指出當科學知識從專業領

10 2005年的論述裡，謝瀛春（2005，頁 189）依舊指出：「國內社會風氣敗壞⋯⋯多少與科學精
神及科學態度等方面的素養不足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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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透過媒體報導進入一般人的生活，科學原先所具備的理論思考也就往往被實用

動機所取代，「一般人期待科學能立即有效地解決現實問題或附帶經濟價值，這

經常是科學新聞強調的重點，至於科學世界關切的嚴格程序要求、能否被經驗檢

證、是否具普遍性，反而較少在新聞中出現」。

換言之，過往一味強調科學知識轉化為科學新聞的正確觀、獨尊科學知識而

視閱聽眾無知的論調，凸顯了臺灣科學傳播抱持的欠缺模式觀。在歐美科學傳播

向對話模式、參與模式轉的前提下，前述的反思呼聲自 2006 年起，逐漸反映在

臺灣科學傳播研究的論述裡，研究者認為「單純地指責科學新聞內容的表現無助

於問題的解決」（陳憶寧，2011，頁 148），乃因科學新聞產製涉及媒體、科學家、

政經結構等社會脈絡，故研究觀點逐漸轉向認知科學產製的複雜性、不確定性，

也就是所謂科技風險的存在。也由於研究認知轉向，研究取徑不再著眼於科學新

聞傳達科學知識觀，轉而從風險社會觀加以探討，例如黃俊儒（2014），或檢視

科學家與記者科學新聞的看法差異例如陳憶寧（2011），探究文本也擴展至科普

網站及其使用者（李美華，2015；施琮仁，2016）、科學影片（李瑛、黃惠萍，

2011）等。

在科學涉及越來越多社會性議題的前提下，傳統由上而下的科學知識傳播

觀已難適用於「後常態科學」時代（林崇熙，2011；施琮仁，2015；黃俊儒，

2014）。研究者開始向 PUS、PEST 乃至 STS 轉，認為必須重視知識的多元性、

跨越不同知識型態的疆界隔閡，才能有效解決社會性科學議題之紛爭（杜文苓、

施佳良，2019）。此外，研究者也認為應該進一步經由外延專家團體、符號使

用者以及常民等，將過往流於政治正確式的「科學民主化」轉向「科學知識民

主化」，由此建構「社會厚實型知識」（socially robust knowledge）（黃俊儒，

2017），至此，科學知識的詮釋已不再只是關注科學本身，還融合了媒體、公眾、

社會等條件參照。

（二）臺灣科學傳播研究如何詮釋「科學傳播」

如前所述，早期研究詮釋「科學」繫乎國家發展，而後轉向日常生活之連結，

並越發反思科學知識、科學新聞與社會之互動，主張「把科學從過去作為創造知

識、具優越地位的角色，轉化為和社會較為平等、有互動關係的角色，也就是社

會上各種子系統也有能力反過來影響科學的展製」（施琮仁，2015，頁 170）。

相對於「科學」詮釋的轉向，「科學傳播」的詮釋也歷經一番轉折。早期



JCRP, 10(2), July 202018

研究者之一的謝瀛春（1991，頁 8）指出：「科學傳播就是研究使科學訊息（指

自然科學及工程技術的知識，不包括社會科學）傳播正確、廣泛、深入、快速

且有效，實現科學知識普及、民智（指對科學的認知）發達的理想境界」，而

科學傳播的範疇包括科學與媒介、科學作者、科學寫作、科學消息之傳播以及科

學家等五類。其觀點與謝氏向來關注科學新聞的正確性、重要性一致，皆旨在強

調科學新聞正確與否，足以影響閱聽眾科學素養之提升（謝瀛春，1976，1992，

1994），故其論述科學傳播的源起，乃是著眼於科學新聞發展的歷程，而其說法

主要參照 Krieghbaum（1968 ／謝瀛春譯，1994）《科學與大眾媒介》（Science 

and Mass Media），該書旨在闡述科學新聞特質、科學記者與科學家互動等議題。

迄晚近，謝瀛春（2005）依舊依循早期觀點，在專書論文中指出，「科學傳播」

不是新名詞，可區分為廣義與狹義的界定，廣義包括科技知識傳播、科技傳播媒

介、科技傳播社群等，狹義則是經由傳播科技訊息以達成科學普及、啟發民智，

對於 1980 年代中期以降崛起的 PUS、PEST、STS 等隻字未提，引述資料也多停

留於 1970、1980 年代的傳播理論。

除了謝瀛春之外，早期研究者之一的傅雅秀（1997），其將科學傳播區分為

學術傳播（scholarly communication）與科學傳播，據此探究科學家如何進行「科

學傳播」。傅氏指出前者範圍較廣，包括自然與應用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的

資訊傳播；而後者範圍較小，係指科學家之間的內部傳播，包括科學家之間的對

談、投稿期刊等。其一系列改寫自博士論文（傅雅秀，1996）的期刊論文（傅雅

秀，1998），皆將科學傳播視為科學家針對科學資訊的發表、傳播，此一看法亦

見諸鄭宇君（2003，頁 124）：「科學傳播是指科學社群使用某種傳播方式，對

科學知識予以詮釋，並建構自己的觀點。」其概念與現今著眼於科學、媒體、公

眾與政府互動的科學傳播觀並不相同，唯鄭宇君探究的是科學論述與科學新聞之

間的敘事落差，而傅雅秀旨在探究「科學社群內部傳播」，該類型研究迄今仍屬

少見，僅有李長潔（2015，頁 23-24）從組織論述的觀點，探究科學傳播社群如

何建構與實踐氣候變遷敘事，認為科學活動必須放在廣泛的、流動的傳播過程來

瞭解，其概念蘊含了 PUS、PEST 等強調科學家與公眾互動觀。

迄 2006 年起，研究者提出社會性科學議題（SSI）概念，指出欲解決 SSI 紛

爭的前提，必須「落實在公眾（the public）對於相關議題的理解及認識程度之上」

（黃俊儒、簡妙如，2008，頁416），亦即PUS探究公眾如何理解科學的核心概念。

迄 2010 年，伴隨著學門建制後，研究者對於「科學傳播」一詞的詮釋，逐漸擺

脫早期依循傳統傳播理論之說法，進而轉向 PUS、PEST、STS，黃俊儒、簡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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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即從 STS 的視角，闡述公眾如何面對風險社會下的 SSI，指出超越內容

以外的「知識背景」，更有助於民眾掌握科學議題，迄晚近，更省思科學民主化

不應只是正當化的工具，而應實踐科學知識如何民主化（黃俊儒，2017）。對此，

施琮仁（2015）從 PEST 的概念探索公眾是否有能力涉入科學議題之決策，並進

一步針對 PEST 所強調的「涉入」（engagement）予以反思，指出應區別「資訊

性參與」（政令宣導公聽會）與「公民參與」（公民討論會），而非涉入即參與（施

琮仁，2016）。延續此一概念，杜文苓、施佳良（2019）對於公民團體主要幹部

進行探究，一反過往臺灣科學傳播研究多傾向調查大學生意向，實踐了 PEST、

STS 所強調的科學與社會連結。

相對於公眾的探究，王瑜君（2013）運用 STS 的概念，指出科學傳播者

應以文化迴圈（cultural circuit）取代過去的欠缺模式。對此，單文婷（2017，

2018b，2019）指出政府是推動 PEST 的主要角色，故科學家也應化身公共傳播

者面向公眾，其經由參與觀察法與深度訪談，探究科學家如何對外傳達科學知

識，指出科學家應以公眾理解的語言解說科學研究。在其學術專書中，單文婷

（2018a）從 PUS、PEST 的觀點討論「科學家為什麼要與公眾溝通」、「社群

媒體時代的科學傳播」、「科學傳播的社會影響力增加」，唯其論述過程未與

臺灣科學傳播研究作一參照，凸顯單氏過度仰賴歐美科學傳播理論，忽略林照

真（2011）已針對《科學月刊》科學家如何參與科學傳播作一探索，而陳憶寧

（2011）則是針對科學家如何與媒體從業人員等加以討論。

除了聚焦傳播者與閱聽者外，黃惠萍、劉臻與智飛（2017）整理科學傳播的

四模式：欠缺模式、情境模式、常民專家模式、公眾參與模式，指出兩岸科普網

站「果殼網」與「泛科學網」同時具備四種模式的優點，是整合式科學傳播模式

的展現。相對於科普網站的「科普」探索，陳瑞麟（2018）以天下文化「科學文化」

書系為例，檢視了 PUS 到 STS 所秉持的科普觀，指出科學知識的傳播模式不應

是單向擴散，而應關注知識流通乃至「運輸中的知識」（knowledge in transit），

並引用科學史界的討論，指出「科普」一詞應予以停用，因為它已非中性語彙，

承載了太多文類而失去分析作用，並且預設了大眾與專家之間的疆界。

儘管，研究者對於何謂「科學傳播」的認知逐漸產生共識，從過往依循傳統

傳播理論，轉向著眼於科學如何與媒體、與社會互動，然而有關鉅觀結構的社會

脈絡探索仍屬少數，凸顯臺灣科學傳播研究對於科學知識產製的反思仍待深化。

在 PUS、PEST 以及 STS 來自歐美科學傳播的前提下，晚近研究者開始著眼於理

論適用問題，故黃俊儒（2015）反思過往臺灣科學傳播主流囿於科學教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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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立科學不容置疑的權威感，認為應將科學傳播視為一種跨文化、跨學科的學術

研究，試圖建構臺灣科學傳播的三階段目標：「能正確」、「能普及」以及「能

反思」。此一視科學傳播為跨領域、跨文化的概念，與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教授

林和所提倡的「科學文化」（science culture）相近（林照真，2010），也與 Van 

Dijck (2003) 提出的「科學傳播的（多元）文化實踐」（[multi] cultural practi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相關，亦即科學與文化之間存在著多層次的互動，無論

科學家、記者、公民團體等，皆可平等介入科學知識的產製與擴散。

同樣思索「如何將西方所發展出來的傳播理論在地化，使其合於臺灣的文化

情境脈絡」，關尚仁、周央育（2015，頁 336）試圖在 PUS、PEST 等學說脈絡

外，另闢蹊徑著眼於傳播效果，試圖藉助傳播理論建構科學傳播的方法觀。可惜

的是，該文對於科學傳播理論的闡發，仍處於套用歐美理論如勸服、使用與滿足、

議題設定等，對於理論的檢視仍待深化，也未能觸及所謂臺灣科學傳播的文化情

境，唯獨這樣的嘗試已凸顯研究者意識到，臺灣科學傳播必須逐步建構在地論述

之必要。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果摘述與討論

經由前述統計與分析，可知臺灣科學傳播研究自 1976 年以來，陸續有論文

產出，但數量甚為零星，迄 2010 年論文發表數量才開始顯得密集，而檢視該年

係「科普教育與傳播」正式納入科技部教國合司，雖無法直接推論兩者具有關聯，

但仍可視為臺灣科學傳播研究的重要起點。

在此之前，早期的研究者在詮釋「科學」的面向上，旨在呼應國家發展需求，

認為科學素養足以提升國家競爭力，而科學素養的提升有賴「正確」的科學新聞，

因此致力於探究科學新聞的正確性、必要性。此一不問產製條件、只問內容正確

與否，不問科學意識型態、卻責備公眾欠缺科學素養的傳播觀點，曾於 1990 年

代遭到研究者質疑，凸顯早期臺灣科學傳播蘊含欠缺模式觀，也凸顯其著眼於

「科學─媒介─公眾」之線性傳播模式。

自新世紀以降，研究者對於科學的詮釋從「科學救國」轉向「科學與日常生

活」，但箇中思索依舊如前述觀點，卻鮮少印證媒體正確性與提升科學素養兩者

間，是否具備正相關？迄 2006 年，伴隨著科學涉及越來越多的社會議題（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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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開始反思科學新聞責備論，探究 SSI 所面臨的科學風險、社會條件等，研

究觀點逐漸從過往獨尊科學、崇尚科學家，轉向探究公眾如何理解科學，亦即

PUS。研究者意識到，在後常態科學時代中，應關注科學如何與媒體、公眾以及

社會進行雙向對話，而不單聚焦於科學典範知識的單向傳授。

至此，研究者對「科學傳播」的詮釋，從早期限縮於科學新聞、科學家之間

的傳播觀，轉向 PUS、PEST、STS。尤其在 2010 年學門建制後，研究者逐漸認

知到：科學知識乃跨領域、跨學科的文化實踐歷程，也認知到：科學傳播乃是涉

及溝通互動、具備社會學意涵的「連續」過程，有別於過往著眼片段、不連慣的

傳播概念。其研究觀點轉向，也令研究者進一步反思發源於歐美的科學傳播觀，

例如探究 PEST 主張之「科學民主化」應轉向「科學知識民主化」，也宜區辨「公

民參與」與「公民涉入」有何不同？再者，反思 STS 主張「科普」一詞應予停用，

該詞是否隱含了大眾與專家的區隔？此外，亦思索在 PUS 脈絡下，如何建構隸

屬於臺灣的科學傳播模式與理論？

對照歐美科學傳播自 1980 年代中期起，從 SL 轉向 PUS、PEST 以及 STS，

臺灣科學傳播研究顯然晚了近 20 年才導入 PUS，其後轉向 PEST、STS，就本研

究關注的傳播者、媒體文本、閱聽人以及社會脈絡等四面向，其具備以下特質。

（一）就研究者而言：多屬傳播學門

研究者強調科學傳播乃是跨文化、跨學科的領域，反映在論文研究者所屬學

門上，主要以來自傳播學門最多，其次為科學教育學門、自然科學學門、圖書資

訊學門等，總計共 14 個學門投入科學傳播研究。之所以集中於傳播學門，乃因

「科技、社會與傳播」學門自 2010 年方有建制，且國內隸屬該學門之系所亦屬

少見，故科學傳播研究目前仍多以傳播學門為主。

其中，總計有 10 個學門皆隸屬於人文司，凸顯臺灣科學傳播研究偏重於人

文領域，然而從前述 PUS、PEST 迄 STS 的脈絡來看，研究者逐漸傾向將科學視

為一種跨領域的文化實踐，而非僅止於科學典範知識之傳授，故自然司、生科司

乃至前瞻及應用科技司等領域，皆宜共同投入研究，據以擴充科學文化之意涵，

尤其科學內部傳播涉及專業科學知識，有賴跨學門合作共同討論。

（二）就傳播者而言：多探究科學推廣者

有關「科學傳播者」分析，在四個面向中占第三位，僅高於「社會脈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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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其中，以探究「科學推廣者」居冠，例如科學非營利組織、科學影片製作公

司、博物館營隊等，此結果主要來自會議論文使然，乃因本研究蒐集之會議論文

係以「臺灣科普事業催生計畫」為主，此計畫宗旨之一即是致力於製播科學影片，

故多篇論文探究科學推廣者。

其次，「科學家／科技人」的探究逐漸受到重視。過往經常被 STS 詬病的

科學內、外部傳播之欠缺，自 2010 年以來，已有多位研究者加以析論，包括科

學家如何進行內部溝通，例如林照真（2011）；科學家如何參與公共傳播，例如

李長潔（2015）、單文婷（2017，2018a，2018b）等。此外，探究科學家與媒體

之間的互動，例如陳憶寧（2011）；探究科學家與傳播人的認知差異，例如高媺

涵、鄭雅文（2010），顯示臺灣科學傳播研究在科學家／科技人面向已多有拓展，

唯研究數量與面向仍待強化，包括科學內部如何運用新媒體、科學家如何與大眾

文化互動（如戲劇、漫畫）等。

除了前述兩者，早期研究者至為關注的「科學記者」，在統計上占第三。過

往偏向探索科學記者如何撰寫「正確的」科學新聞，晚近則轉向分析科學記者與

科學家之互動、科學記者產製新聞所面臨的困境等。此外，科學傳播／敘事人才

的培養，也在近年受到研究者矚目，顯示科學傳播不僅依賴科學家、科學記者，

也宜培養科學公民記者，將科學思維建構為「社會厚實型知識」。

（三）就媒體文本而言：偏重科學新聞分析

媒體文本探究在全體資料中居冠，其中，科學新聞獲得最多關注，其次為科

學出版品如科普書籍、科普雜誌等，第三則為科學影片分析。

就科學新聞而言，主要著眼於能源議題 6 篇、全球暖化與醫療保健各 4 篇、

奈米科技與基因議題各 3 篇等，此一研究結果與黃俊儒、簡妙如（2010）指出，

國內科學新聞多集中於醫療或食品報導不盡相同，卻也凸顯臺灣科學傳播研究在

析論媒體文本上，過度偏重科學新聞探究，忽略其他文本類型如科學戲劇、科學

節目、科學版等，例如江才健（2000）曾主編《中國時報》「時報科學」八年餘，

但迄今未有相關研究。此外，對於科學網站的析論泰半集中於「PanSci泛科學」，

其他網站例如「科技大觀園」、「研之有物」、「LIS 情境科學教材」等皆付之

闕如，這也凸顯研究者關注的科學文本類型仍待開拓。

這一聚焦於特定科學文本的現象，也發生在科學出版品探究上，研究者多以

《科學月刊》為主，箇中雖有針對早期刊物例如《科學教育》作一考察，但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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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例如 1980 年代盛極一時的《牛頓》（1983）、《小牛頓》（1984）等，

迄今未見探究。至於科學影片分析部分，雖然官方透過產學合作產製相關影視節

目，且多部獲補助的影片入圍、獲得金鐘獎「自然科學紀實節目獎」，但迄今仍

欠缺相關研究，泰半研究者著眼於醫療劇、戲劇節目，凸顯大眾文化與科學的關

聯互動。

（四）就閱聽人而言：多依循 PUS檢視閱聽人理解科學

在閱聽人調查上，僅次於媒體文本之探究，占全體資料統計第二。研究普遍

關注閱聽人如何「理解」科學，包括認知模式、解讀觀點、閱讀表現等，由此測

知閱聽人理解科學、感知科學的能力，此一探究表徵著研究者從過往獨尊科學文

本，轉向依循 PUS 的概念，針對公眾理解科學進行調查。

其中，調查閱聽人如何理解科學新聞占大多數，其他類型文本如科學影片、

科學活動、科學網站等調查偏少，且學生比例占閱聽人調查近四成。儘管類型閱

聽人的範疇仍有待拓展，但已可見研究者試圖調查學生以外的其他類型閱聽人，

包括更年期婦人如何受科學新聞影響其健康決策，例如林靜雯等人（2014）；環

保團體成員如何面對空氣汙染議題，例如杜文苓、施佳良（2019）；地方民眾對

於科普活動之滿意度調查，例如紀淑玲（2008）。

此外，有關閱聽人的大規模調查，黃臺珠團隊在科技部的支持下，分別於

2008 年、2012 年、2015 年，針對臺灣民眾進行科學素養調查，研究結果發現：

1. 民眾對於「環境保護」、「醫學的新發現」以及「新科技的使用」興趣較高；

2. 網路與科學場所對於科學傳播具有重要性；3. 民眾科學知識的理解程度與先進

國家相仿；4. 民眾具備相當的科學能力（黃臺珠，2016）。由此參照前述研究悲

觀的說法，顯然臺灣民眾科學素養超乎預期，但也由於著眼於 PUS，故 PSET、

STS 所強調的科學民主化、科學與社會互動等仍屬少見，多停留於靜態理解而非

動態實踐層次。

（五）就社會脈絡而言：多微觀分析

社會脈絡的探究，其實伴隨著研究取徑的運用，然而檢視本研究蒐集之資

料，箇中研究取徑係以深度訪談法居冠，其次為問卷調查法與內容分析法。若將

內容分析、文本分析、敘事分析等取徑合併檢視，則可發現臺灣科學傳播研究多

偏向微觀分析，僅有少數研究採取鉅觀分析，其探討面向包括對於科學權威的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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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例如江珍賢（1990）探究《科學月刊》的意識型態。此外，鄭宇君（2003）

從社會脈絡觀點析論媒體、科學家及政經結構等三方關係，指出科學新聞乃是三

方衝突與妥協下的產物。而林照真（2011）以《科學月刊》為例，探究《科學月

刊》如何與社會作一連結，經由肝炎案例、保護紅樹林案例等，闡述臺灣科普運

動的發展與困境。

基本上，臺灣科學傳播研究之所以欠缺鉅觀分析，容或是科學傳播向來強調

實務運用，故有關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這類涉及歷史與批判的面向，不為科學傳

播研究感興趣，但若依循 STS 的脈絡加以尋找，則可發現箇中已有較為豐碩的

成果，例如林崇熙（1988）對於臺灣科技政策的探討、龔招健（1994）對於科技

決策過程的討論等，這也意味著臺灣 PUS 社群與 STS 社群猶需彼此交流與溝通。

二、研究限制與後續建議

對照歐美科學傳播發展歷程，包括 PUS 反思欠缺模式、PEST 關注公眾與科

學的雙向對話、STS 著眼科學與風險社會的互動，臺灣科學傳播研究已然跳脫早

期閱聽人責備論的科學教育觀，其轉向檢視科學的不確定性、科技風險等，重新

思索科學與社會的連結，並致力促成公眾養成科學判斷力。

就其研究面向來說，在學門參與上仍需廣納多元；在探究媒體文本方面，必

須擴充科學新聞以外的類型；在閱聽人調查上，不應只依循 PUS，還應多加思考

PEST 乃至 STS 實踐之可能；在傳播者探究面向，可強化科學內、外部傳播析論；

而就社會脈絡來說，臺灣科學傳播研究欠缺鉅觀分析而多微觀探索，可從 STS

取徑深化臺灣所需的科學知識、科學傳播觀。

值此臺灣科學傳播學門建制十年之際，本研究以量化及文本分析的方式，檢

視 1970 年迄 2019 年間，臺灣科學傳播研究圖像與理論詮釋，是臺灣首篇系統性

研究回顧。但限於篇幅使然，無法針對博碩士論文、會議論文作更細部的分析，

後續研究可就博碩士論文、會議論文進行文本分析等。其次，囿於資料立意蒐集，

無法顧全會議論文的研究樣貌，也未能納入晚近科技部鼎力推動的科普活動計

畫，未來研究可對這些面向作一論述。此外，限於研究範疇起迄時間，無法討論

1970 年代以前的科學傳播觀，後續研究可針對前此臺灣科學傳播觀進一步探究。

最後，綜觀臺灣科學傳播研究發展歷程，固然積極轉向 PUS、PEST、

STS，但對應現實傳播情境，是否呈現此一趨勢？抑或停留在 SL、閱聽人責備論

的層次？追根究柢，臺灣公眾究竟需要何種科學知識？亦即更根本的命題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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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落實理論的臺灣脈絡化、跳脫套用歐美思維？此係建構在地科學傳播模式的

前提，今後科學傳播研究可對此多加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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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6日晚上9點半，一位「程式員」1 準備下班，他打開每天都會「刷」

的 GitHub，2 發現了一個上線不到一天、星星 3 就超過 2,000 的項目─ 996.ICU。

996.ICU 是中國大陸程式設計師抵制 996 加班工作制的一個項目，口號是

“Developers’ lives matter”（程式設計師也是人）。996 是指每天早上 9 點上班、

晚上 9 點下班、一週工作 6 天。這樣每週工作時長至少 72 小時，比法定的 40 小

時高出近一倍。程式設計師群體調侃說，如此高強度的工作，一旦生病就得進

ICU（Intensive Care Unit，「重症監護室」4）。5 這個專案在全球最大的代碼託管

服務平臺 GitHub 上的頁面一度引發超高關注，獲得超過 24 萬顆星星，居全站第

二。據某業內資深人士 B 回憶，僅 3 月 27 日一天，該項目就收到 50 多個拉回

請求，6 包括修改代碼筆誤、添加新的內容、將中文內容翻譯成多國語言等等，

程式設計師們在熱情轉發傳播這個項目的同時，積極地參與著專案的完善（附錄

Pro B）。

但是這一「捍衛 8 小時工作制，抵制違法企業，尋求勞動補償」的專案後來

偃旗息鼓了。作為一次互聯網歷史上非常典型而又罕見的通過代碼協作，處於底

層的支配性文本直接「浮現」在社會層面並觸及現實制度的案例，本文試圖從媒

介特異性分析（media-specific analysis, MSA）的視角入手對其進行剖析，目標是

進一步加深我們對於技術的「物質性」問題的理解，凸顯技術的「物質性」在脫

離實踐主體後在社會語境中與意涵再次互動的過程。最終，本文希望可以進一步

復活並完善媒介特異性分析的理論框架。

壹、「物質性」再思考：來自「媒介特異性分析」的啟發

媒介特異性分析被定義為一種批判的關注模式，它認識到所有的文本都被實

體化了，並且被實體化成的媒介性質非常重要 (Hayles, 2000, para. 2)。海勒斯（N. 

Katherine Hayles）將文本定義為「一種必要的實體化符號物件」(Hayles, 2004, p. 

1 本刊編輯註：中國大陸所稱之「程式員」，即臺灣所指之「軟體開發人員」或「程式設計師」，
後文將「程式員」依臺灣讀者閱讀習慣統一以「程式設計師」呈現（特定專文引用段落除外）。

2 GitHub是一家總部位於美國提供分散式版本控制和原始程式碼託管功能的網站。對於 GitHub功
能的介紹將在後文具體呈現。

3 星星（star），在 GitHub上相當於 Facebook的「點讚」。

4 本刊編輯註：中國大陸所稱之「重症監護室」，即臺灣所指之「加護病房」。

5 ICU，原意指醫院內為需要高度密集醫療照料的重症傷患所特設的病房。在這裡的使用，一方面
是考慮與前一句 “996”前後押韻，另一方面則泛指重病或者生命垂危。

6 拉回請求（pull request, PR），指在 GitHub上程式設計師對參與的項目代碼進行修改的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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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繼而將媒介的物質性提到了前臺，確定其在意義和解釋過程中的關鍵作用。

媒介的「物質性」有兩個基本的組成部分：文本的物理特徵，和它的意義策略之

間的相互作用。這一視角的優勢在於，「一開始就將文本的物質性和意義聯繫在

一起」（同上引 , p. 70），它沒有為這兩個部分指定預先定義的角色，解釋的第

一步是承認「物質資源」和「象徵性戰略」在塑造文本實質性方面發揮的作用。

這兩個方面有著動態的關係，其中任何一個方面在形成文本的含義時都可能具有

不同程度的「有效性」，但是將文本的實質分為這兩個因素意味著「確保關於

文本的『含義』的討論也將考慮到其物理特性」（同上引 , p. 72）。在海勒斯的

分析中，媒介特異性分析被分為三個維度：第一個維度是物理組織與設計，主要

是從物理資源的使用、作者和設計的意圖來分析文本的實質性；第二個維度是敘

事策略，這個角度會從文本物質資源的使用和意義策略的角度來分析文本的物質

性，從而創造一個敘事；第三個維度是閱讀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將會探討文本在

塑造讀者體驗維度上的重要性 (Payam, 2016)。

海勒斯的媒介特異性分析體現了「媒介生態論」（media ecologies）的「第

三種用法」：文學成為媒介一個子集的一部分。這類研究將電子組合或基於編

碼的邏輯組合以及一種臻於完善的互動理論帶入了文化分析與生產，讓它們相

互作用 (Fuller & Malina, 2005, p. 9)。這樣的用法，在一般情況下理解的「媒介環

境論」之外─這一脈絡包括但不限於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路易士．芒福德（Lewis Mumford, 1985–1990）、哈樂德．英尼斯

（Harold Innis, 1894–1952）、沃爾特．昂（Walter Ong, 1912–2003）等─開啟

了更多可分析的複雜空間（黃華，2017）。

媒介特異性分析不僅可以用來處理「第一代電子物件」(Kirschenbaum, 2001) 

─指在計算檔案系統之外沒有物質存在的工件，包括電子小說和詩歌，以及

其他類型的超文本和網路文本作品等。媒介特異性分析為處理這個問題提供了

更加精確的詞彙，包括螢幕和頁面（screen and page）、數位程式和類比介面

（digital program and analogue interface）、代碼和墨水（code and ink）、可變圖

像和持久標記（mutable image and durably inscribed mark）、文本和腳本（texton 

and scripton）7、 電 腦 和 書 籍（computer and book） 等 (Hayles, 2008, pp. 43-86; 

7 這組詞條實際上是在講閱讀超文本連結時，超越日常文本閱讀而和進行文本互動的行為。這裡的
文本（texton）是指靜態的任意大小的文本片段，而腳本（scripton）是一組（子）文本的組合排列。
這一思路也啟發了作者後面在論述「格式」與「格套」這組概念時的方式，即「格式」是形成協
議的具體形式，而「格套」是格式的一個組合態。具體論述請見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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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drip-Fruin, 2009)。Payam (2016) 曾經嘗試採用媒介特異性分析研究過化學景

觀的數位傳說（chemical landscapes digital tales）。

而這種分析視角還可以更為廣泛地探尋代碼或電腦軟體在文本創作和生產中

的作用 (Bounegru, 2011, February 14)。馬修．富勒（Matthew Fuller）在《看起來

像是你在寫一封信》（It Looks Like You’re Writing a Letter）一文中提到過這一線

索。富勒關注微軟的文字應用程式 “Word”，分析它是如何塑造了文本生產和產

生了怎樣的文本體驗。他通過研究應用程式的設計及其提供的功能，試圖揭示使

用者使用軟體的驅動力和寫作規範。在大量充分記錄的基礎上，富勒指出 Word

的配置是被「任務驅動型」的工作模式所主導的，這些模式對應在大公司中電腦

最初的使用定位，繼而又普及了這種類型的使用。富勒以一種諷刺的口吻指出，

用於提高產品排名而非使用者生產率的功能被確立為文字處理的標準，因此削弱

了用戶的自主性 (Fuller, 2003, pp. 154-157)。

富勒的研究進一步推動了「軟體作為媒介特異性分析物件」的概念，他建

議從軟體安裝的那一刻開始觀察軟體的級別，包括授權合約、使用者介面及其功

能等。而列夫．馬諾維奇（Lev Manovich）在《軟體掌控一切》（Software Takes 

Command）一書則提出了「文化軟體」（cultural software）的概念，將其定義為「用

於創建和訪問媒體物件和環境的軟體程式」(Manovich, 2013, p. 13)。在書中，馬

諾維奇認為當代社會作為「資訊社會」或「知識社會」的特徵都是由軟體決定的，

他把 20 世紀 1960–1980 年代的電腦媒體譜系概念化為「元媒介」（metamedium），

認為正是通過使用軟體，不同物理媒體和電子媒體所特有的技術和工具能夠在基

於軟體的環境中「相遇」並被重新混合，他把這一過程稱為「深度可再混合性」

（deepremixability）用來描述這種基於軟體環境中的媒體特性。而且，這種環境

不僅允許內容的再混合，還允許技術和方法的再混合。馬諾維奇認為，文化軟體

通過允許技術、語言、介面和內容被盜用和再混合，已經把電腦變成了元媒介。

貳、「失敗」的 996.ICU：打開研究的視窗

從海勒斯到富勒，再到馬諾維奇，這條脈絡下的媒介特異性分析開啟了對於

代碼或者軟體的「物質性」研究的重要轉向。但在視角和方法上，媒介特異性分

析仍然面臨一些問題：

首先，在概念上，海勒斯和富勒強調媒介的「特異性」，但這種強調只關乎

某種媒介形式作為單一形態時的屬性，而對於電腦這樣一個「技術系統」（Deb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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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陳衛星、王楊譯，2014，頁 180），這樣的論述無法達到綜合性分析的高

度；馬諾維奇試圖將電腦媒介的特異性概念轉化為「元媒介」，將媒介特異性的

分析從針對單獨的媒介轉變為「作為一個整體的技術社會生態」研究，但是馬諾

維奇在書中很少考慮技術與現有社會秩序之間的關係，他採用了一種較為明顯的

技術決定論態度，忽視了技術的出現同時也是社會力量、權力結構和社會需求共

同決定的結果。

第二，在方法上，媒介特異性分析對於媒介的分析有一個重要的指標，就

是要求分析單元「可見」。海勒斯運用比較的方法，展示文學超文本是如何在兩

種不同的媒介形式─書本和數位媒體─中被實體化的。在海勒斯看來，數位

元媒介是一種替代性媒介（alternative medium），它作為一種替代性方案使得文

學文本的意義對於媒介性質（之前是印刷媒介）的「依賴性」變得可見 (Hayles, 

2010)。而 Fuller (2003, pp. 137-165) 則是通過紀錄，討論文字處理器在產生文本

時的作用，他把新興軟體的工作記錄下來，用於批判性地研究。Manovich (2013) 

的方法則是源於闡釋。但這些方法和路徑依然會留下很大的「不可見」。如何讓

研究物件可見成為軟體的物質性研究中一個重要並且亟需解決的方法問題。

第 三， 一 個 具 有 重 要 啟 發 價 值 的 研 究 來 自 菲 利 克 斯． 圭 塔 里（Felix 

Guattari）。他對媒介形態與關係的理解，被認為具有一種「深刻的政治性或者

倫理—美學性」(Cox & McLean, 2013)。圭塔里的媒介生態哲學（ecosophy）具

有三種模型：心智的、自然的、社會的，其間反覆關聯、雜交互育。這其中的

政治過程，同各種「有關未來主體化形式的思想以及試驗的實驗室」(Guattari & 

Lotringer, 2009) 所具有的發明性的創造力一起，可被用來製造一種豐富的政治性

技術感知力，引發對其進行謹慎審視的需求。這樣的視角有助於我們觀察一種模

型以何種方式要求延伸至另一種模型；而在這個過程中，文本、人、運動又在何

種「實驗室」中有何種作為。

因此在 996.ICU 這個案例中我們發現幾處有價值的要點：

第一，996.ICU 作為 GitHub 平臺上的一個項目，文本的書寫方式主要是代

碼（code）。代碼作為電腦程式的底層文本，決定著系統和軟體的底層邏輯和功

能設置。通過代碼的書寫與協作，可以實現軟體和程式在多種媒介形式、技術和

方法上的融合，代碼本身沒有其他形式，但通過軟體運行之後就是一個綜合的技

術形態。

第二，代碼是由人並且主要是程式設計師群體來書寫的，程式設計師既是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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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技術人員，同時作為社會成員，其身分、角色、認同、觀念等都會受到社會的

影響，而經由他們書寫與協作形成的代碼作品，無可避免地會帶上社會色彩，儘

管非常隱蔽。

第三，這一項目過程中，一份「反 996 授權協議」的出現，使得 996.ICU 本

來只是某個社會特定群體在特定互動平臺上的一次普通協作，跨越了專業社區與

日常生活、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之間的邊界，進入到了社會場域，衝擊了固有的

社會制度，引發了不同「介面」(Mitchell, 2005) 的摩擦。如果說在電腦世界，“code 

is law”（代碼就是規則），程式設計師可以掌控系統和軟體的邏輯，那麼這種規

則（law）同現實世界中的制度（rules）之間，「改變」的潛力如何？最後 996.

ICU 專案失敗了，但 Bounegru (2011, February 14) 認為，隨著技術越來越無縫地

融入日常生活，我們似乎只有在它失敗時才意識到它─「技術的失敗特別是軟

體的失敗可能恰恰是研究軟體的一種方法」。

湯瑪斯．休斯（Thomas Hughes）曾經提出「技術動量」（momentum）的

概念來理解「技術體系」─「嵌入在媒介制度和傳播實踐中的那些技術，其潛

在的和實際的用途之間的關係如何？」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他認為不應將新技術

的影響看作是一個「事件」（event），而是應將其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實現的

過程（processes）作為研究單元 (Hughes, 1983, p. 15) 。由此我們試圖以 996.ICU

項目的「失敗」為研究的前提條件，對其「代碼過程」從媒介特異性分析的視角

進行探析，在物理基礎、行動策略、敘事體驗這樣的「物質性」之外，強調其「代

碼過程」的「社會性」，即在「特異性」之外的「維度性」（dimensionality）。

這種關係是為說明，任何一種物質元素，除了從屬於外延的那些有目共睹的領

域，還對應並從屬於其他一眾將其置於同虛構性、情感性、歷史性等元素的關聯

之中的組合性力量。通過對於媒介特異性分析視角的修補和對本案例的分析，我

們試圖想要加深和拓展對「當代碼被視為受物質和歷史影響的文本工具時，意味

著什麼？」這一問題的理解 (Kirschenbaum, 2001)。

參、資料收集與分析框架

本文使用 GHTorent dataset 資料庫和工具元件 (Gousios, 2013)，從 GitHub

網站下載存取所有 996.ICU-master 歷史檔案代碼，讀取環境採用官方推薦的

MarkdownPad 2， 資 料 收 集 時 間 為 2019 年 3 月 30 日 至 5 月 28 日， 採 用 GH 

Archive 項目（https://www.gharchive.org/）提供的記錄 GitHub 時間軸並對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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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存檔的方法，GitHub 的平臺機制和編碼術語參考 GitHub 官方詞彙表 (GitHub, 

n.d.)。

作者於 2019 年 4 月 26 日到 5 月 5 日對 3 名經常使用 GitHub 的程式設計師

進行了無結構非正式訪談，基本資料見附錄。這 3 名工程師都是 GitHub 的重度

用戶，「幾乎每天都要刷」（題目為「每天使用 GitHub 的頻率如何？」）（附

錄 Pro A、B、C）。有一人還是 GitHub 百星作者（題目為「你會在 GitHub 上開

專案或參與寫代碼嗎？」）（附錄 Pro B）。本文註明為訪談內容的資料均來自

對這 3 位程式設計師的訪談。

文中所有出現的媒體材料均來自 996.ICU-master 中 external 資料夾裡搜集的

媒體對於 996.ICU 的報導，其中中文報導 73 篇，英文報導 41 篇。本文的分析框

架綜合了媒介特異性分析的經典分析框架，並與本案例中的新內容相結合（見表

1）。8

肆、代碼過程的物質特異性：物基與意義的一體

一、以存儲庫為仲介的半透明社交系統

GitHub 是開放原始程式碼最流行的存儲庫（repository）(Finley, 2011, June 

2)，也是全球最大的代碼託管服務平臺。它支持大型群體通過電腦網路進行交流

和協作，同時還是一個知識社區 (Erickson & Kellogg, 2000)。截至 2019 年，該平

8 本文中「物質性」、「物理基礎」、「物基」三者之間的關係是：「物質性」更加考慮本體
（ontology），而「物理基礎」更偏向實體（substance），「物基」特指實體的基底（substratum），
如後續分析中會以「複數物基」（subtrata）的形式出現。「物理基礎」會有「物基」的參與。

表 1：MSA 經典分析框架及其補充

分析框架   典型特徵 分析層面 分析指向

物質性 物理基礎（物基）8 物理資源
設計意圖

特異性

行動策略 準則慣習
合作策略

敘事體驗 互動模式
心理狀態

社會性 介面摩擦 價值觀念
社會規則
複數物基

維度性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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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擁有三千多萬註冊用戶，九千六百多萬個代碼存儲庫。它有一個可公開訪問的

應用程式設計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自 2012 年 3 月以

來它還發布了公共項目事件流。

GitHub 和它的用戶之間有著複雜的交互，並且以不同的形式發生。比如程

式開發人員可以創建和分離存儲庫，推送代碼，批准他人推送的代碼，為他們

喜愛的專案添加書簽，跟蹤其他開發人員的活動等等。這些「動作」都是基於

GitHub 這一存儲庫的技術系統支撐的，是一種以「儲存庫為仲介」的代碼協作。

通常情況下，習慣「刷」GitHub 的群體具有明確的職業、專業、工作和興趣需求。

在物理世界裡支持這樣的群體進行交流互動的場景，在 GitHub 的線上頁面中也

得到充分體現。「GitHub 就像是程式員的虛擬辦公樓，他們將寫好的代碼存放在

那裡，提交對代碼的最新修改，並在那裡和同事交流、協作。」（張之琪、白莉莉，

2019 年 5 月 20 日）這既是 GitHub 系統在設計時的「有意為之」，同時又證明

這種數位化的「物理功能」得到了使用群體的認可，支持使用者在這樣的數字環

境中互動。早在 1999 年，Erickson 與 Kellogg 就曾經嘗試開發一個基於會話的知

識社區系統，在設計之初，其理念定位在「要讓參與者及其活動彼此可見，支持

連貫行為」。這一系統被其稱為「半透明的社交系統」（social translucence），

具有可見性、意識性和問責制三個特徵，使得人們能夠利用他們的社會經驗和專

業知識來構建彼此之間的互動。但這種社交並非完全「透明」，其可見性是有條

件的。2014 年，Lima、Rossi 和 Musolesi 首次對 GitHub 上發生的交互行為進行

了量化研究，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GitHub 平臺上的日誌、事件、使用者和存

儲庫資訊呈線性增長，每個專案的貢獻者（contributor）、觀察者（watcher）和

每個用戶的追隨者（follower）數量分布呈現冪律狀（power-law-like shape）。但

這種基於儲存庫的協作模式，社會互惠程度非常低，很多高度活躍的用戶並不一

定有很多追隨者 (Lima, Rossi, & Musolesi, 2014)。可以說，這種社交系統既保證

了使用群體高效流暢的交流和協作，同時又不會過多涉及個人生活，使用者在上

面討論公共事務的前提，更多的是基於業緣（專業水準）和趣緣（興趣愛好）。

而 GitHub 目前已經成為了對於軟體和專案進行管理的「制度化介面」（Debray, 

1991 ／陳衛星、王楊譯，2014， 頁 162-163）。2015 年的一項定性研究則發現，

軟體發展社區已經將 GitHub 作為管理軟體專案的重要平臺。Zagalsky, Feliciano, 

Storey, Zhao, & Wang (2015) 的研究著眼於瞭解 GitHub 為控制分散式版本的結合

（conjunction with distributed version control）究竟提供了怎樣的社交和協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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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通過提高工作效率，改善軟體專業人員的工作方式，GitHub 不僅提供了

一個可追蹤的專案存儲庫，還充當了相關方的社交聚會場所，支持社區實踐。

二、一起寫代碼：「即興創作」中的「協議」策略

代碼作為程式設計師群體使用開發工具所支持的程式設計語言書寫出來的

原始檔案，是一組明確的由字元、符號或信號碼元以離散的形式表示資訊的規

則體系。代碼的書寫具有一定的要求，如需要具有唯一的確定性，採用標準化

的書寫方式，文本需要具有通用性、可擴展性、穩定性等特性。程式設計師在開

始進行代碼程式設計之前，必須花費大量的時間學習和練習寫代碼，這其實就是

學習和實踐「準則」的過程。其中包括大量複雜的分析和關聯交互：即如何把一

個現實問題處理成為程式問題，如何在協定／準則／語法規定的範圍內完成任務

(Galloway, 2004)。

如果一個程式設計師想在 GitHub 上修改一個開源軟體，他可以將原始程式

碼「分支」（fork）一份，在新的拷貝上進行修改，然後提出「拉回請求」，軟

體的維護者會審閱他的修改，覺得合適就會接受請求，將修改納入軟體中，這使

得每個程式設計師都可以參與完善軟體。如果一個程式設計師的修改和項目創始

人的意願相悖，也沒關係，他可以將原始程式碼複製出來另起爐灶。如果他的修

改在社區裡獲得了足夠的支持者，那這個新項目在關注度上就會逐漸取代原來的

項目。996.ICU 在 GitHub 上的演化速度和聲勢與這種開發模式密不可分，它可

以吸引盡可能多的程式設計師參與，鼓勵盡可能多新的形式被發明出來，同時它

的進展方向也是不確定和流動的。

Soules (2002) 曾經徵用了「即興創作」（improvisation）這個來自戲劇和人

類學的術語來描述這樣一種狀態：我們要求電腦表演，而我們又是通過電腦進行

表演。這是一種「雙重意識」，即興創作需要「協定」（protocols），即行為準

則和慣例，但又為在這個約束矩陣中不同程度的個人表達提供了發揮的空間。協

議作為一種「長期確立起來的具體準則」，設定了「優先順序和精確正確的程

式」，這看起來好像與流行的即興創作概念對立，但協議是將事件「粘合」在一

起的策略。

「協議」一方面受代碼語言的語法限制，必須用一種工整且正確的「格式」

書寫。另一方面，程式設計師也可以在程式中定義一套「格式」，其他參與進來

的群體必須遵守這一規則。比如在 996.ICU 的檔案檔中，awesomelist 是所有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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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996 授權協議」（Anti-996 License）的專案清單，在這組代碼的開頭，我們

可以看到這樣的說明（見表 2）。

「貢獻指南」是一則典型的「協議」，通過規定的「格式」和繼承固定下來

的「格套」組合起來。創始人規定了標誌（logo）的大小，並提出在 GitHub 和

其他網站的書寫格式，給出了可以直接套用的符號組合。雖然有的格式只是推

薦，不排除其他參與的程式設計師可以用自己的格式，但根據程式設計師日常的

使用慣習來看，很少有人會故意反對，如果不喜歡這個格式，可以選擇不參與。

而假使有人有異議認為原初格式不好而眾人覺得有道理，可能後面這種格式就會

替代原初格式，成為繼承固定下來的「格套」。但是不管是遵從原初格式，還是

後面有了變化，程式設計師群體本身對於規則的遵守與認同，具有非常典型的

「複製」的特徵：遵從規則，局部變化，整體統一。

同時，這種「協定」也可以通過視覺化方式的展現，本身具有極強的表演性。

如下圖所示，伴隨著加入「反 996 授權協議」的專案越來愈多，右邊編譯過的頁

面變得越來越豐富：彩色的圖示和矩陣式的排列，兼具個性與共性，帶來「團結

一致」的儀式感和視覺衝擊力，程式設計師通過「格套協作」表達具有集體認同

的「陣形」，形成運動的數位景觀（見圖 1）。

不同與其他文本書寫中「文本性」的相對穩定性（如印刷出版），代碼的書

寫天然地就同其「物質載體」─語法、電腦和網路─成為一個整體。代碼的

物質性並不具有「物質的偶然性」，但文本卻具有很大的流動性，這種變化既可

能是特定時空下有目的的製作結果，也可以是時間流逝而倖存的遺跡。被書寫出

表 2：996.ICU 代碼存儲庫中 awesomelist 檔表頭

Projects under Anti 996ICU License. Thanks for your support!
===
貢獻指南

===
- LOGO 尺寸

  - 建議大小 *60 * 60* `<imgsrc=”logo.png” width=”60”>`
- 官網連結

  - 如果是 GitHub 存儲庫，請按此格式填寫 `[GitHub](url)`
  - 如果是其他網站，請按此格式填寫 `[ 官網名稱或項目名稱 ](url)`

[Chansos-Website-Official]:https://chansos.com
[Chansos-Website-GitHub]:https://GitHub.com/ChangedenCZD

| LOGO | 項目 | 官網 |Stars| 簡介 |License|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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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代碼一方面需要能夠被電腦和軟體正確地讀取執行，另一方面，如果代碼被

公開，其他程式設計師也會「閱讀」這種語言，評價代碼寫作的優劣，甚至還可

以參與修改和優化代碼。比如代碼一旦公開，其最終的走向就脫離了最初「原始

程式碼」而進入社區互動，越來越多的代碼語言不再需要重新編譯而直接可以看

到修改結果，代碼文本本身甚至就是為了被不斷「反覆運算和優化」而「選擇」

了基於數位記號的形式。可以說對於代碼而言，其「物質性」迅速具有了「文本

性」。

因此如果從媒介特異性分析的角度來看，代碼更好地體現出「文本性」與「物

質性」之間並不存在的簡單的主次關係，不能說何者屬於源，何者屬於流。以往

當「文本性」與「物質性」產生存在明顯關聯時，研究者往往會自覺不自覺地強

調「文本性」的優先性，而將「物質性」視為派生的、純粹是文本內容的某種被

動地呈現。但代碼這種文本形式顛倒甚至重新組合了文本性與物質性的聯繫。

「文本性」與「物質性」並不止於文字與其物質呈現方式之間的關係，還可以造

成相互間存在感的加強，並孕育出一種富於意義的新事物。

圖 1： 打開 awesomelist 介面可以看到格套協作形成的數位景觀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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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碼協作中的「信任」與「意識」敘事

代碼作為一種文本，不僅具有表面上的「意思」，同時具有深層次的「邏

輯」。對於程式設計師群體而言，代碼作為一種「用熟悉的符號寫成的另外一種

語言」，不僅可以表達他們內心的含義，同時還可以進行相互間的交流。

在 GitHub 上，程式開發者建立代碼存儲庫，邀請其他人來參與項目，歡迎

大家「來玩」（play），這具有非常明確的意圖，而這些含義也會被其他程式設

計師瞭解。「協議」的一個特點在於，能夠進行這種協作本身的群體認同和意識

程度非常高。以 996.ICU 代碼存儲庫 README.md 的初版本為例，最初的版本

裡只有三句話且非常簡單，但卻揭示了在 GitHub 上程式設計師群體進行代碼生

產和傳播的基本模式（見表 3）。首先，第一行代碼是說，這是一個用來收集星

星的空存儲庫，請按下 F 鍵，向光榮的 GitHub 致敬。第二行代碼表示，「歡迎

提建議或 PR」。PR 是指「拉回請求」，這是 GitHub 上參與修改軟體的一種方式。

第三行則提供了參與討論的網址。

如果和維基百科進行比較就會發現，維基百科也是一個線上參與的協作系

統，其成功源於「群體智慧」，即大量普通用戶參與的社會協作知識系統 (Kittur, 

Chi, Pendleton, Suh, & Mytkowicz, 2006)，但這樣的協作不要求用戶之間彼此要

「意識」到對方。而對於開源軟體的專案開發，幾乎總是要求開發人員彼此間要

保持相互的「意識」，他們既要對整個團隊有總體意識，也要對與之合作的人員

有更詳細的瞭解 (Gutwin, Penner, & Schneider, 2004)。雖然資訊源比較有限，但只

要開發人員致力於閱讀代碼列表、公開專案通信等，這些有限的文本管道就有助

於支撐彼此保持意識的特徵，從而可以進行大型的、複雜的、高效的分散式協作。

Dabbish, Stuart, Tsay, & Herbsleb (2012) 的研究發現，參與者能從 GitHub 上的網

路活動資訊裡，提取到豐富程度驚人的社會推論，比如在編輯代碼時推斷別人的

技術目標和實現願景，猜測幾個類似的項目中哪一個最有可能長期繁榮等。「半

表 3：996.ICU 代碼存儲庫 README.md 檔初版版本

1 Empty repo only for counting stars. Press F to pay respect to glorious GitHub

2. Suggestions and PRs are welcomed ！

3 Join discussion at [#20] （https://GitHub.com/996icu/996.ICU/issues/2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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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社交系統」讓程式設計師所有的參與行為都被記錄和呈現，雖然只有「公共

行為」人人可見，但這樣的一種「記錄」保證了參與者在技術系統中的行為規則，

改善了複雜知識活動中的協作和學習過程。程式開發者對於專案參與者的邀請和

召喚，基於的是共同的職業身分和對參與者專業水準的認可。這樣的一種信任與

默契，使得參與者會從閱讀的代碼中「理解」而獲取的推論，結合自身的工作進

行協調，提出改善和優化代碼的建議，甚至親手修改代碼。

正如馬文．卡爾森（Marvin Carlson）對表演所包含的「雙重意識」所進

行的說明：「通過這種意識，一個動作的實際執行被置於與該動作的潛力、理

想或記憶的原始模型的心理比較中……表演永遠是對某個人的表演，一些觀眾

甚至就是自我。」（Carlson, 2013, pp. 5-6）如果把電腦系統看作是一種表現媒

介（performance medium），代碼協作則集中象徵了多種交叉話語（intersecting 

discourses）在這種媒介上的複雜矩陣。程式設計師受邀參與代碼協作，專案的內

容和架構經由群體智慧得以延伸和拓展。程式設計師創造著資訊，而同時被創造

出來的還有這些資訊的受眾；代碼按照協議書寫，而寫出的代碼還可以再定義媒

介特性。「新資訊就是新媒介」，在一定程度上，人類彼此之間、人類和技術之

間就以這樣的機制取得了共生。

伍、 代碼過程的「維度性」：政治與「機器語言」的社會化

代碼的「物質性」，存在和變化都是歷史境況的產物，這與特定的個人或

群體的意識變化有直接關係。996.ICU 項目的一個重大轉折來自「反 996 授權協

議」的提出。2019 年 3 月 30 日晚，伊利諾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法學博士 Katt Gu 在丈夫閻晗（Suji Yan）的鼓勵

下，連夜起草了包含 46 行代碼的「反 996 授權協議」（見圖 2）。她使用了相

對寬鬆的 MIT 開源協議，被許可人可以自主進行修改、出版、發行或售賣軟體

等。協議指出，使用者需要遵守當地或國際勞動法中較為嚴苛的法規的前提下使

用該軟體，不容許不遵守勞動法的團體使用。這一舉措希望可以促使實行 996 工

作制公司增加軟體使用和研發的成本，改變其壓榨軟體發展者勞動時間的情況和

立場。

Johnson (1999) 在《介面文化》一書中提出了「介面」的概念：形塑使用者

和電腦之間進行交流的軟體。「交互介面控制的關係是語義學層面的，它體現為

意義和表達，而非物理力量。」（Johnson, 1999, p. 14）交互介面就像譯者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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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於兩者之間，使得彼此互相瞭解。在廣義上，交互介面可以理解為「兩個個體

或者系統接觸的場所或表面」(Gane & Beer, 2008, p. 52)。馬諾維奇認為，書本或

雜誌這類傳統媒體也扮演著交互介面的角色：它使得使用者與「敘述」或者「故

事」產生關係。在電影的例子中，馬諾維奇認為「電影的物理交互介面就是電影

院特殊的物理結構」（Manovich, 2001, p. 73）。

圖 2： 包含 46 行代碼的「反 996 授權協議」原文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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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交互介面成為了一個重新思考社會和物理空間聯繫的關鍵概念工

具。」（Mitchell, 2005）交互介面使得網路的形式可以存在於或者跨越不同的事

物、客體或媒介間。「毋庸置疑，交互介面這個詞可以被用作界定與任何傳播

媒介的交互─無論新或是舊媒介」(Gane & Beer, 2008, p. 52)。因此在這個意義

上，我們認為 996.ICU 在 GitHub 上的存儲庫是一種「交互介面」並不新鮮。交

互介面不僅是概念工具，同時也是物質技術，一種批判性分析的物件。「……要

將其放入歷史語境中，通過與先前技術的結合理解它們的形式和設計。」(Sterne, 

2003) 在這裡，我們借用「介面摩擦」這一「敏感性概念」（Jensen、曾國華、

季芳芳，2017）想要強調的是，996.ICU 這一項目真正影響巨大的「場所」，其

實是在「代碼的語義學含義」指向了現實社會中的一種制度形態，並通過代碼書

寫的形式─以「反 996 授權協議」為集中體現─作用於了社會關係。如果以

往關於交互介面的理論和研究關注的是「感知」─一種「隱性的交互性」，那

麼這裡提出的「介面摩擦」強調的是「行動」─競合與再生產。

一、游離而分散的價值觀念

「反 996 授權協議」一出，即在專業群體即引發了爭議。開源框架 Vue.js 的

作者在個人微博上表示，他本人反對和譴責 996，但也反對在開源專案授權協議

中加入歧視性條款禁止部分使用者使用，或是利用開源專案做任何形式的政治博

弈。「商業公司互相之間用 996 license 或許有些許震懾力，但要求獨立開源專案

用那是逼別人當烈士」（張之琪、白莉莉，2019 年 5 月 20 日）。但也有觀點認為，

「反 996 授權協議」與開源精神並不衝突，而是和自由軟體精神有一定衝突。因

為如果按照其聲明，「反 996 授權協議」在短期內很難被大型的重要開源項目參

與和採用，長期看也未必有，這類非自由授權協議更多是一種態度表達。

專業群體對於「反 996 授權協議」的爭議實際上體現了「自由軟體」和「開

源軟體」的理念之爭。根據自由軟體發起人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的

定義，自由軟體意味著使用者可以自由地運行、拷貝、分發、研究、修改並完善

軟體，“free” 的含義是自由（liberty），而不是免費。斯托曼在政治上持激進的

左翼立場，將自由軟體視為「達成社會目的技術方法」。自由軟體的核心理念

包含了嚴厲的道德判斷，在保證用戶絕對自由的同時，開發者的自由被道德綁架

了。因此在 1998 年，自由軟體中的一部分成員分離出來，創建了開放原始程式

碼促進會（Open Source Initiative, OSI），想要用「開源軟體」替代「自由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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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棄斯托曼的部分理念 (Open Source Initiative, n.d.)。在「開源軟體」的支持者看

來，開源的目的是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一起開發更多更好的軟體，因

此就要制定一個更加寬鬆、去道德化、不排他的開源標準。對待開源最好的態度

是，既不以道德相標榜，也不以道德相指責。OSI 的創始人之一布魯斯．裴倫斯

（Bruce Perens）給開源軟體下的十條定義中，有一條就規定「開源軟體不得對

任何人或團體有差別待遇」（No discrimination against persons or groups）。

美國科技作家彼得．韋納（Peter Wayner）在《共創未來：打造自由軟體神

話》（Free for all: How Linux and the free software movement undercut the high-tech 

titans）一書中曾經寫道，自由軟體的政治學可以歸結為一個兩難問題：共產主

義的烏托邦還是自由主義的市場？在韋納看來，代碼的作用相當於生產工具，開

源軟體希望將這些生產工具發放到每個人手中，讓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圖自由

使用 (Wayner, 2000)。

而另外一些觀察發現，對待「反 996 授權協議」的矛盾態度和猶豫性格，

源自程式設計師群體的「去中心化」組織方式：「以往工人運動都是知識分子、

NGO 參與組織，這次程式員通過 GitHub 實現了自組織。」（張之琪、白莉莉，

2019 年 5 月 20 日）這種組織方式的優點是民主開放，可以讓更多人捲入，並在

其中享有話語權；但缺點也很明顯，那就是缺乏緊密的組織，沒有統一的綱領，

因此很難存續。程式設計師 C 認為，「這套去中心化的組織頗具開源特色」，比

如在某個社群裡曾經討論過要不要選出一個委員會來組織和協調大家的活動，但

大部分人否定了這一提議，「我當時也是強烈反對，因為一旦有了委員會，就有

了被打擊的目標」（附錄 Pro C）。程式設計師 B 則認為用「去中心化」來形容

開源社區的組織形態不準確，應該說是「鬆散的」，但並非沒有核心（附錄 Pro 

B）。他表示，很多社區都會在發展中自然產生核心（或者說是權威代言人），

這些人貢獻巨大，有目共睹，在社區中的地位非常穩固。例如在對待「反 996 授

權協議」的態度上，許多程式設計師都會提到開源框架創始人的意見。

在反思超文本的結構影響時，Jackson (1997, November 4) 曾經寫道：「在超

文本中，所有內容都立即存在並具有相等的權重。它是一個大腦，分散在所有細

胞中，充滿著無窮的潛力，但脆弱而又猶豫不決。」如果 GitHub 平臺本身的物

理基礎中包含了這樣的「半透明性」和「去中心化」屬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預

示了這場運動的分散、游離和最終的泯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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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觸及社會規則後的自我反噬

席爾瓦 (De Souza e Silva, 2006) 認為，交互介面將資訊輸入生活環境，進而

創造了新的「複合空間」: 整合虛擬與物理，使得兩者密不可分。而交互介面也

不再是「隔膜」（membrance）(Poster, 1996, p. 20)，而是一種需要重新定義的數

位元和物理空間。「反 996 授權協議」的矛頭指向了現實中的 996 加班制，按照

協議中的說明，這份用 46 行「虛擬」代碼寫成的協定，隨著程式設計師越來越

多地將其「引入」到自己公司的項目中，「現實」中的互聯網公司將面臨無法使

用適用於該協定的軟體的境況，這將實實在在地增加公司軟體使用和研發的成

本，甚至還可能造成產品癱瘓。在 GitHub 的討論區，「反 996 授權協議」還召

喚出了一份統計實行 996 加班制的「公司黑名單」，程式設計師按照規定的「格

套」書寫和上傳實行 996 加班制的企業名單，截止到 2019 年 5 月，這份名單已

經累計達 955 家公司，這些上榜的公司可能會面臨在招工時候的「逆向歧視」和

道德壓力。胡泳（2019 年 9 月 24 日）認為，反 996 運動的成功之處在於，「提

供了一種創造性的反抗模式。他們在代碼平臺上抵制 996，這本身就非常值得讚

揚，未來或許也可能在技術的不斷演進過程中，發展出一些新型反抗模式，以此

制約一些公司的不當行為，也就是說，那些互聯網公司可以通過科技手段對你進

行異化，你也可以通過巧妙的平臺和技術，對這些公司進行『反制裁』。」

然而圍繞「反 996 授權協議」這一介面，反制與分裂也一直存在。「這一

事件在中國最大的吊詭之處在於，中國的程式設計師可能昨天在 GitHub 上給反

996 專案加了星，今天就要加班給 360、QQ、UC 的流覽器更新遮罩反 996 項目

的網址。」（張信宇，2019 年 4 月 6 日）程式設計師 A 引用了自己在推特（Twitter）

上的評論：「還沒等上面動手，所謂的抗爭者就開始內部審查了」（附錄 Pro A）。

而在百度、阿里、騰訊的內網裡，與 996.ICU 項目相關的話題雖然有，但並不火

爆，996.ICU 網站遭到包括百度、QQ、UC、360 等多款國產流覽器的遮罩和封殺。

程式設計師群體陷入內部分裂，同盟在瓦解：「這是 GitHub 上有史以來漲 star

最快的項目，過段日子也有可能是掉 star 最快的項目」（Pro A, 2019）。3 月 29

日，在 996.ICU 專案創建的第四天，其論壇（issue）功能被關閉，作者聲明表示：

「即使存在交互的限制，issue 領域依然失去控制，所以個人決定將其關閉，和

GitHub 與其他人無關。」著名的開源軟體 GNU 官網將「反 996 授權協定」列入

「非自由軟體授權協定」（non-free software license）類別，並建議不要採用它。

這樣的發展讓 996.ICU 項目的海外支持者也感到尷尬。4 月 24 日，微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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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和 GitHub 的員工聯名發布了一封公開信：

我們微軟和 GitHub 的員工支持 996.ICU 運動，並且和中國科技

工作者站在同一戰線。我們知道這是跨越國界的問題，同樣的問題

也充斥在整個行業中。我們鼓勵 Microsoft 和 GitHub 保持 996.ICU 在

GitHub 的存儲庫不被刪改並且可供所有人使用。（SuperChenSS, 2019, 

April 23）

Pantagon 是一名美籍華裔程式設計師，平時在紐約工作，他參與了簽署了微

軟的請願書，並期待 996 運動成為中國互聯網從業者爭取合理利益的一個開端。

「他們在代碼平臺上抵制 996，這本身就非常值得讚揚，未來或許也可能在技術

的不斷演進過程中，發展出一些新型反抗模式，以此制約一些公司的不當行為。」

但事態最終的走向令 Pantagon 感到沮喪。

三、流溢再生的複數物理基礎

與線上程式設計師們之間相互的協作和反制不同，在線下，另一種行動也開

展起來。4 月 1 日愚人節當天，微信（WeChat）公眾號「shachiku 東亞保健所」

策劃了一場行為藝術。Shachiku 譯為「社畜」，是日語中「會社」與「牲畜」的

結合體，指一朝被雇傭即任公司隨意使喚，必須順從猶如牲畜一般的個體或狀

態。行為藝術的志願者兩人一組，身著正裝，頭戴面具，來到北京九家加班文化

盛行的互聯網公司門口，一人扮演老闆、一人扮員工，老闆在員工脖子上拴上繩

子，像遛狗一樣牽著員工。他們還向這九家公司投遞了《關於設立「拒絕加班日」

的倡議書》，倡議內容包括：捍衛 8 小時工作制，抵制違法企業，尋求勞動賠償等。

程 式 設 計 師 C 認 為：「（996.ICU） 運 動 的 發 展 模 式 是 O2O 的（online to 

offline），先線上生成一個 idea，再到線下落地，最後回到線上收割流量」（附

錄 Pro C）。在關閉之前，GitHub 996.ICU 存儲庫的 issue 功能儼然成為了灌水

聊天的社區，除了討論 996，還有各種廣告、徵友、拉群等活動（T 客邦，2019

年 3 月 30 日）；有人引用了芝加哥大罷工時期美國民謠《八小時之歌》（Eight 

Hours）：“Eight hours for work, eight hours for rest, 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

作為專案的主題曲；bilibili 網站上出現了〈996 的一天生活，這樣的福報 hold 不

住〉視頻（勒是巧巧，2019 年 4 月 23 日），提出「996 的生活，接受或者反抗？」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0卷 第 2期．2020年 7月 51

的口號；關於 996.ICU 的新聞報導大量出現，僅在專案的檔案資料中就收集了

73 篇中文報導，41 篇英文報導，此外還有日文、韓文若干。

行為藝術、倡議書、論壇灌水、歌謠、視頻、報導、評論等等，這些社會「文

本」繞著 996.ICU 專案被大量地創作和生產出來，地理場所、網路空間、媒介話

語等在 GitHub 代碼平臺之外開闢了另外的「複合空間」(Mackenzie, 2006)，並在

其中關聯互動。如果說「文本」是指用語言／符號構成的具有某種內在意涵的表

達（陸揚，2018 年 3 月 30 日），文本的存在形態常常會取決於此種文本的不同

物質呈現方式（physical presence），那麼在這個意義上，996.ICU 的「物理基礎」

可以是複數意義上的包涵各種類型的物質載體 (Kirschenbaum, 2001)，同時又是

社會性的，存在於社會關係與互動之中。

陸、結語

996.ICU 專案與「反 996 授權協議」最終被社群互動、社會結構和多種社會

力量制約在了一個非常有限的環境中，並最終偃旗息鼓了。但這個失敗的案例恰

恰為我們採用媒介特異性分析提供了一個契機：本文強調了「代碼過程」這一技

術現象其存在境況中的「社會性」，通過對其價值觀念、社會規則和物理基礎的

「維度性」分析，展示虛構性、情感性、歷史性等元素在相互關聯與纏繞中所形

成的組合性力量。

首先，「代碼過程」建立在文本性與物質性交錯的基礎上。基於 GitHub 這

樣的「半透明的社交系統」，代碼的書寫具有表面的準則慣例和深層次的信任意

識。代碼協作以一種「即興創作」的形態既遵循「協定」又留出協作空間，代碼

的物質性與文本性交織交錯並且趨向物（matter），體現了一種物的法則（law of 

matter）（張一兵、Stiegler、楊喬喻，2016）。

第二，本文強調「代碼過程」的「社會性」是一種「維度性」關係。這種關

係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專業群體價值觀念的游離分散體現了 GitHub 平臺的「半

透明性」和基於這樣平臺進行協作的「去中心化」；「代碼過程」觸及了社會規

則並在一種數位與物理非「隔膜」的情況下進行融合；從線上到線下，更多新的

「文本」基於複數的物理基礎被生產出來，持續互動並等待繼續被徵用。這些行

動以制度化的介面和物質化的組織形態，依循長期確立起來的規則與準則相互協

作，實現了代碼在人與人、人與規則、人與外部世界間進行的持續融通。

最終，代碼過程的「社會性」和「維度性」反向促使我們去思考，通過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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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建構了怎樣一種「協商性的複合空間」。996.ICU 專案最終「坍塌」為數位

檔案中的一個「抽屜」，但這一過程彰顯了「機器語言」的政治與社會化過程，

再生產出了新的意義。這既是對媒介特異性分析研究的一個補充，也為進一步思

考數位元媒介的深層結構和社會意義進行了一份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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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Debray, R. [1991]. Cours de médiologie générale. Paris, France: Gallimard.）

黃華（2017）。〈技術、組織與「傳遞」：麥克盧漢與德布雷的媒介思想和時空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0卷 第 2期．2020年 7月 53

觀念〉，《新聞與傳播研究》，12：36-50。

Bounegru, L. (2011, February 14). Approaches to medium-specific theorizing in Hayles, 

Fuller and Manovich. Retrieved April 30, 2020, from https://lilianabounegru.

org/2011/02/14/

Carlson, M. (2013). Performanc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UK: Routledge.

Cox, G., & McLean, C. A. (2013). Speaking Code: Coding as aesthetic and political 

express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Dabbish, L., Stuart, C., Tsay, J., & Herbsleb, J. (2012). Social coding in GitHub: 

Transparency and collaboration in an open software repository. In S. Poltrock 

&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Eds.), Proceedings of the ACM 2012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pp. 1277-1286). Seattle, 

WA: ACM.

De Souza e Silva, A. (2006). From cyber to hybrid: Mobile technologies as interfaces of 

hybrid spaces. Space and Culture, 9, 261-278. https://doi.org/10.1177/12063312

 06289022

Erickson, T., & Kellogg, W. A. (2000). Social translucence: An approach to designing 

systems that support social processes. ACM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Human 

Interaction, 7, 59-83. https://doi.org/10.1145/344949.345004

Finley, K. (2011, June 2). Github has surpassed sourceforge and google code in 

popularity. ReadWrite. Retrieved April 30, 2020, from https://readwrite.

com/2011/06/02/github-has-passed-sourceforge/

Fuller, M. (2003). It looks like you’re writing a letter. Behind the blip: Essays on the 

culture of software. New York, NY: Autonomedia.

Fuller, M., & Malina, R. F. (2005). Media ecologies: Materialist energies in art and 

technocultu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Galloway, A. R. (2004). Protocol: How control exists after decentraliz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Gane, N., & Beer, D. (2008). New media: The key concepts. Oxford, UK: Berg.

GitHub. (n.d.). GitHub glossary. Retrieved July 17, 2020, from https://docs.github.com/

en/github/getting-started-with-github/github-glossary

Gousios, G. (2013). The GHTorent dataset and tool suite. In T. Zimmermann, M. Di 

Penta, & S. Kim (Eds.),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Working Conference on Mining 



JCRP, 10(2), July 202054

Software Repositories (pp. 233-236). San Francisco, CA: IEEE. Retrieved April 

30, 2020, from http://dl.acm.org/citation.cfm?id=2487132

Guattari, F., & Lotringer, S. (2009). Soft subversions: Texts and Interviews 1977–1985 

(new ed.). Los Angeles, CA: Semiotext(e).

Gutwin, C., Penner, R., & Schneider, K. (2004). Groupawareness in distributed 

software development. In J. Herbsleb & G. Olson (Eds.), Proceedings of the 2004 

ACM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pp. 72-81). New York, 

NY: ACM. https://doi.org/10.1145/1031607.1031621

Hayles, N. K. (2000). Flickering connectivities in Shelley Jackson’s patchwork girl: 

The importance of media-specific analysis. Postmodern Culture, 10(2). https://doi.

org/10.1353/pmc.2000.0011

-- (2004). Print is flat, code is deep: The importance of media-specific analysis. Poetics 

Today, 25, 67-90. https://doi.org/10.1215/03335372-25-1-67

-- (2008). Electronic literature: New horizons for the literary.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2010). My mother was a computer: Digital subjects and literary text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ughes, T. P. (1983). Networks of power: Electrification in Western society, 1880–1930.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Jackson, S. (1997, November 4). Stitch bitch: The patchwork girl. Media in Transition. 

Retrieved July 17, 2020, from http://web.mit.edu/m-i-t/articles/index_jackson.

html

Johnson, S. (1999). Interface culture: How new technology transforms the way we 

create and communicate.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Kirschenbaum, M. (2001). Materiality and matter and stuff: What electronic texts 

are made of. Electronic Book Review. Retrieved April 30, 2020, from https://

electronicbookreview.com/essay/materiality-and-matter-and-stuff-what-

electronic-texts-are-made-of/

Kittur, A., Chi, E., Pendleton, B. A., Suh, B., & Mytkowicz, T. (2006). Power of 

the few vs. wisdom of the crowd: Wikipedia and the rise of the bourgeoisie. 

Retrieved April 30, 2020, from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Bongwon_

Suh/publication/200772541_Power_of_the_Few_vs_Wisdom_of_the_Crowd_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0卷 第 2期．2020年 7月 55

Wikipedia_and_the_Rise_of_the_Bourgeoisie/links/53d1e6220cf2a7fbb2e95533.

pdf

Lima, A., Rossi, L., & Musolesi, M. (2014). Coding together at scale: GitHub as a 

collaborative social network. arXiv. Retrieved April 30, 2020, from http://arxiv.

org/abs/1407.2535

Mackenzie, A. (2006). Cutting code: Software and sociality. New York, NY: Peter 

Lang.

Manovich, L. (2001).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2013). Software takes command. New York, NY: Bloomsbury.

Mitchell, W. J. (2005). Me++: The cyborg self and the networked c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Open Source Initiative. (n.d.). The open source definition. Retrieved April 30, 2020, 

from https://opensource.org/osd

Payam, M. S. (2016). A window toward the medium: A media specific analysis of 

chemical landscapes digital tales. Digital Studies/Le Champ Numérique, 6(5). 

http://doi.org/10.16995/dscn.19

Poster, M. (1996). The second media age.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Soules, M. (2002). Animating the language machine: Computers and performance.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36, 319-344. http://doi.org/10.1023/A:101613031

 7308

Sterne, J. (2003). The audible past: Cultural origins of sound reproduc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SuperChenSS. (2019, April 23). Microsoft and GitHub workers support 996.ICU. 

GitHub. Retrieved April 30, 2020, from https://github.com/SuperChenSSS/

support.996.ICU

Wardrip-Fruin, N. (2009). Expressive processing: Digital fictions, computer games, and 

software stud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Wayner, P. (2000). Free for all: How Linux and the free software movement undercut 

the high-tech titans. New York, NY: HarperCollins.

Zagalsky, A., Feliciano, J., Storey, M.-A., Zhao, Y., & Wang, W. (2015). The emergence 

of GitHub as a collaborative platform for education. In ACM Special Interest 

Group on Computer-Human Interaction (Ed.), Proceedings of the 18th ACM 



JCRP, 10(2), July 202056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 Social Computing (pp. 

1906-1917). New York, NY: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http://doi.

org/10.1145/2675133.2675284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0卷 第 2期．2020年 7月 57

附錄：訪談者基本資料

訪談者 性別 年齡 職稱 工作時間 專長

Pro A 男 34 歲 前端工程師 5 年 實驗平臺、實踐專案支持。

Pro B 男 35 歲 全棧工程師 9 7 年 AI 軟體系統架構。

Pro C 男 30 歲 全棧工程師 2 年 自然語言分析。

 

9 全棧工程師是指掌握多種程式技能，既可以勝任前端也能擔任後端，可以獨立完成產品的技術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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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e Language”: Media-Specific Analysis of 

996.ICU Code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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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code processes of the 996.ICU project on 

GitHub plat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specificity.” It is rare to find a typical 
case to observe fundamental machine language as a technical structure emerging to 
change the rules of the system. Besides analyzing the materiality of this machine 
language, including physical affordance, action strategy, and narrative experience,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the sociality of these processes, including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values, social rules, and multiple physical presences. 
The materiality and dimensionality of code encourage us to reflect on the processes as 
some consultative composite space and thus promote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edia-specific analysis (MSA), the deep structure of digital media and its 
soci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code processes, sociality, media specific analysis, dimens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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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學傳播到知識實踐： 
一位參與專家的觀察與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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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從科學傳播的學術研究到知識實踐的多年親身踐行與深入反思的過程中，

作者重點結合自身參與和組織國內外數百次戶外徒步健身的經歷，系統闡述自身

徒步發展的三個不同階段，逐漸從競爭性、專業化、挑戰式的徒步理念轉變到不

隨便挑戰極限、不走專業化道路、徒步日常生活化的理念，並提出「三不」、「三

隨」的組織模式：不用報名、不必聯繫、不見即散，一切隨性、隨意、隨緣。在

理論研究與知識實踐過程中，積極學習和借鑒中國傳統的健身思想（如太極拳、

氣功等），同時深入反思和分析現代西方運動的觀念及對中國的影響，試圖為大

眾健身的科學傳播提供一些不同的思考及選擇，即東方視角的模索與嘗試。

關鍵詞：大眾健身、日常生活化、西方運動、科學傳播、徒步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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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Oklahoma）；奧胡斯大學研究基金會—訪問獎學金（Aarhus University Research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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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信交流，形塑對話並創造討論空間。正文部分內容曾以〈我的徒步三部曲：從競爭到適意〉為名，
發表於 2019年《中國博物學評論》第 4期，頁 2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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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我的科學傳播：從理論到實踐

個人的科學傳播 1 研究始於 1996–1999 年北京大學（簡稱北大）就讀博士期

間，起初指導教授建議探索近代的科學傳播史，讓我去北大檔案館研讀中國科學

社的《科學》雜誌。而從 1915 年第一期《科學》雜誌起，認真讀了半個月就有

點讀不下去，一則找不出自己感興趣的論文頭緒；二則在當時膚淺認識中，認為

中國各方面都應學習西方先進理念與技術，這些故紙素材不妨暫時擱置；三則難

以言說的是，對於這些民國時期刊物中的不少繁體字感到十分陌生，而自己當時

又沒興趣認識。於是和指導教授協商，希望能做些國外科學普及（簡稱科普）方

面的探究，比如國際科學素養調查，以及美國中、小學科學教育改革的 2061 計

畫等，寬容的指導教授後來也答應了。

博士畢業後，基本上就在科學傳播社群中發表論文及普及性的大眾文章，

同時有機會也參與和主持相關的研究課題。這期間，有兩次經歷印象深刻。一

次是 2003–2004 年，正逢「國家中長期科學與技術規劃戰略研究」—為制定

2006–2020 年科技戰略長遠規劃的前期學術研究，由時任總理的溫家寶（1942–）

主持，科技部長徐冠華（1941–）具體負責，算是國內級別最高的課題，很多資

深專家都說機會難得，賠錢也願意幹。這個戰略研究共有 20 個專題，其中第 19

個專題是「創新文化與科學普及」（這是科普首次進入國家的科技戰略規劃之

中），下分 13 個子課題，我負責第 8 個子課題「國外科普研究」，後來還有幸

成為專題總報告的 5 位執筆人之一（創新文化 3 人，科學普及 2 人）。這次計畫

模仿 1956 年制定的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科技規劃─以「兩彈一星」為標誌的

12 年科技規劃，採取大會戰的方式，該戰略研究多次集中全國五百多位各領域

優秀專家一起開會研究討論。那時博士畢業不久，算是初出茅廬，躬逢盛事、大

開眼界。能和以前只在文獻、新聞裡見到的科技大佬、科普大腕一起探討真是三

生有幸。我們專題經過反覆研究、討論，先後形成過 2 萬字和 8 千字的專題總報

告。記得在專家會議上曾提出了令人振奮的三大科普規劃建議：建立科普大學；

建立科普電視臺；建立國家科普基金。但隨著與政府部門官員的深入交流後，這

三項建議全部被否定了。當時認為行政官員非常保守僵化，令人無奈。

日月如梭，十數年轉眼過去。以個人對中國科普實踐的深入瞭解，覺得問題

關鍵在於提出建議的專題研究的學者們。他們對中國的科普現實與相應國情似乎

1 中國大陸至今「科學傳播」與「科普」經常並用，還有一本於 2006年 4月公開發行的專門刊物《科
普研究》（雙月刊）。行文前後，兩個字詞交替使用，有時則按大陸的語境稱「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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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陌生，真可謂清談誤國。更讓我不可思議的是這些知名專家當時年長者已近

七十歲，有的在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1976）還蹲過監獄，何以對中國社會現

實如此隔閡呢？比如，科學傳播即使 20 年後的今天連專業都難以建立起來，遑

論大學乎？至今在科學傳播研究下，少得可憐的碩士生也十有八九在本領域以外

謀得飯碗。按科學史之父薩頓（George A. L. Sarton, 1884–1956）的經驗，當年在

哈佛大學建立科學史系的重要標準─專業大部分畢業生必須能夠在專業領域獲

得正式職位─來看，科普大學何以立足？同樣，不要說科普電視臺了，曾經順

應時勢、紅紅火火過的科普頻道也相繼關停，只剩下幾個科普欄目奄奄一息。只

是，我也意識到政府體制內依然有深謀遠見的籌劃高人，他們深刻地知道中國社

會什麼時候可以幹什麼事情。

另一次難得經歷是 2007–2012 年，作為科普專家，我全面參加北京市科學技

術委員會連續多年組織的「北京市創新型科普社區」（此處社區也包含農村）的

科普工作評審和驗收；5 年時間裡先後實地考察過當時北京 18 個區、縣的近百

家社區、農村的科普工作。令人眼界大開的是，原來在書籍、論文、新聞、會議，

以及專家口中的「科普」之外還有一個活生生的、具體實踐著的科學傳播，而這

些基層和現實的科普工作幾乎在學術文獻中看不見。心中不禁浮現：在專業學術

與常民生活之間，究竟哪個才是中國真正的科普呢？國內曾熱火朝天地引進過法

國科學咖啡館、荷蘭科學商店、英國科學酒吧、丹麥共識會議，不但研究討論熱

鬧，而且真心實意地操作實踐，可然後呢？不過是「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在

北京看到的諸如社區科普茶舍、農家科普大院、科普衚衕 2、科普樓門似乎更有

本土生命力，也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看得見、摸得著的真正科普。

分析原因，一些教授、科學研究（簡稱科研）人員的研究方法、思維架構基

本上是在西方文獻中反覆養成，「拿來主義」的新概念、新觀點生搬硬套滿天飛，

「城頭變幻大王旗」、「各領風騷若干天」，卻完全見物不見人，對社會實踐基

本無感，對具體國情完全不解。更有甚者，某些科普專家的思維已經簡化到「言

必稱歐美」的地步─討論和建議任何政策的依據就是歐洲如何做的？美、日怎

麼幹的？筆者參加過不少各級、各類政府部門的科普政策和發展規劃的諮詢研討

會，聽著這些專家不切現實的發言，有時候不免想起辜鴻銘（1857–1928）的極

端之言，把這一屋子專家統統拉出去，中國的科普事業也許就好辦多了。2018

年筆者訪問臺灣大學（簡稱臺大）時，一位哲學系教授哀歎臺灣已徹底失去學術

2 本刊編輯註：衚衕，簡寫胡同，中國大陸北方方言名詞，指狹窄的街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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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語權和自主權─即使研究中國哲學，基本上也不得不用西方的分析框架、

概念用語，3 而且要用英文發表論文才獲認可，他很羡慕大陸的哲學論文目前還

有中文期刊可以發表和承認。想一想真有點細思極恐：我們的自然科學早已經唯

《科學》、《自然》、《細胞》馬首是瞻了；社會科學研究沒有定量數據、理論

模型幾乎寸步難行，一些重點大學也只以英文發表「論英雄」了；剩下的人文科

學當下也同樣在大獎特獎英文論文的發表，4 不久將來大陸是否也要漸步臺灣喪

失學術自主權的後塵？這是不是一種值得警惕的「學術殖民」？（參見龔鵬程大

學堂，2019 年 10 月 29 日）

記得 4、5 年前，筆者參加道教養生的講座，講演者是位在國外獲得博士學

位、道教領域裡的資深教授，他在演講過程中頻頻抱怨和批評道教原始材料中存

在著諸如概念混亂、邏輯矛盾、玄想荒唐之處。在他看來，道教的許多養生功法

都極不科學、完全缺乏科學的可操作性與可檢驗性。講座後我私下與之交流，問

他是否自己練習過道教的養生功法？不出所料，他頗帶不屑地回答說：「從來不

練」。我十分理解他的意思，比如作為學術研究要客觀、公正，以旁觀者身分進

行觀察，不宜主觀介入等等─這早就是科學研究一以貫之的立場了。但是，對

於道教等一些中國傳統文化、知識領域，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是唯一正確的方法

嗎？科學的研究方法會不會導致我們所謂的學術研究失去什麼、誤導什麼？與道

教淵源頗深的太極拳就有一個非常知名的說法：「一層功夫一層理」─試問，

如果站在所謂「客觀」、「不介入」的角度，那麼對太極拳功夫的研究又能夠理

解、認識到哪一層呢？在傳統太極拳（完全不同於大學武術課上的太極拳）的圈

子裡還有一句十分尖銳的說法：「太極拳已經被高校裡的武術老師給毀掉了」，

主要原因是一些武術老師基本上全盤接受了西方運動理論的浸染與洗禮，對中國

傳統武術的理解也只有西方的單一視角和評判標準了。不是說西方的方法、理論

不好，但如此以西方為圭臬，豈不是把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和獨特的知識體系

放在了長腿鋸短、斷腿拉長的「普羅克拉提斯之床」（the bed of Procrustes）上

了嗎？本人在北大也曾試圖邀請傳統太極拳師傅來做講座，事先在申請場地、演

講經費時被相關行政部門以演講者沒有研究生「學歷」和學術「職稱」而一口拒

3 甚至連「中國哲學」本身的定義都是西方的，國際知名漢學家 Roger T. Ames 教授─中文名安樂
哲，在 2019 年底的北大虛雲講座上也提醒聽眾注意，大陸「百度」搜索網站上關於哲學的定義
與中國自己傳統的哲學毫無關係。

4 以筆者為例，2017年發表如下論文獲北京大學 2018年英語論文發表獎勵 6,000元人民幣，另有
筆者所在哲學系的相應獎勵 1,000元：Zhu, X.-M. (2017). The “Great Leap Forward” of Public 
Scientific Literacy in China. Journal of Scientific Temper, 5(1-4),  pp.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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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毫無商量通融的餘地，讓人不僅扼腕嘆惜：我中華自己的優秀傳統竟被所謂

現代教學、科研體系視之為「異類」而被拒之於門外，幾乎歸入「怪力亂神」之

列！

《魔術師時代：哲學的黃金十年 1919–1929》的作者，德國作家沃爾夫拉姆．

艾倫伯格（Wolfram Eilenberger）也曾感歎：「學院出了很大問題，我們的學院

對當下的世界沒有任何新的思考方式，但是每年產出數以千百計既沒有人想寫、

更沒有人想讀的學術論文。學院成了產業，圍著自己轉，生產空話。有人算過，

一篇哲學學術論文平均只有兩個半讀者，審稿的評閱人可能都要比讀者多。不知

道什麼時候大家會起來反抗這種荒謬的學術發表體制。」「世界上從來沒有過這

麼多數量的受哲學訓練的人，然而哲學也從來沒有這麼無聊過。」（澎湃新聞，

2019 年 9 月 29 日）有鑒於此，我深感當前的一些科研方法、評價體系存在問題，

也常常考慮自己該怎麼辦？既然引進西方概念、評價標準常常水土不服、南橘北

枳，那是否可以多找找中國的或東方的傳統和方法；既然理論往往是紙上談兵，

那是否可以多去實踐呢？能否從中國傳統以及具體實踐中找到一些新的思路呢？

我想到了健身科普，也試圖在前面兩段個人經歷中整理出「概念外來」與「想法

萌生」等兩種類型工具裡去發展相關認識。當然，2007 年後在北京常民生活中

打轉的經驗，是個人想法萌生的支援經驗，但他們都是百姓群眾用自身去體現的

科學傳播實踐，個人也將用類似方式來深化對大眾健身、養生的認識。

國際上對公眾關心的科技問題的長期調查表明，公眾普遍對健康醫療和環境

問題（俗稱為「身體的科學」和「身邊的科學」）最感興趣，5 可見健身科普不

但長期熱度不減，而且未來遠景可期。而個人從小就對武術、體育極有興趣。武

術方面，幼時身處新疆邊陲的兵團農場 6，只有買書自學各種套路和功夫，如在

院子裡挖個只能站立其中的深坑練輕功，幻想著日後可以飛簷走壁；體育方面，

小學在學校運動會拿過 800 公尺冠軍，中學時拿過 100 公尺冠軍，大學時拿過鉛

球理科第四（7.26 公斤鉛球，成績 8.95 公尺，依照運動員分級標準，屬於業餘

三級）。到北京大學工作後，在校教職工運動會上先後拿過 10 個前八名次（每

年個人最多參加兩個專案，拿兩個名次），其中鉛球在教員中經常是第一名，實

5 參見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of 2004, Chapter 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ublic 
Attitudes and Understanding.”

6 本刊編輯註：兵團農場，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的特殊社會組織，存在於 1950–1970年代，
目前仍存在於今日的便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對外又稱「中國新建集團公司」，位於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為中國最大且兼具戍邊屯墾、實行「軍、政、企合一」的一種制度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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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球有一次前八名裡只有個人是大學教員。但隨著年齡增長，江湖夢遠，可選擇

的健身種類也在減少。武術方面我開始重新練習以柔克剛、陰陽相濟的傳統太極

拳（這是一個涉及傳統與現代、中華與西方的複雜話題，容後專文闡述）；體育

方面則適逢 2010 年北京大學教職工戶外健康協會成立，立刻興沖沖地跟著走進

自然、挑戰自我。

貳、我的徒步實踐：從競爭到適意

一、文獻討論與反思

時至今日，在我近 10 年的徒步「探索」過程中，曾閱讀過不少有關徒步、

運動方面的文獻，也認識和時常求教於一些相關的體育教授和專業人士，北大徒

步協會也有相關學術講座、培訓以及資料等。但總的來說，除了具體的徒步技術、

技巧以外，在徒步理念方面感覺對自己的説明並不大，一些理論、觀點、建議反

而讓我有框架在先、畫地為牢之感，十分類似於上文提及的科學傳播研究中的困

惑經歷（郝光安、錢俊偉，2010；錢俊偉、劉傳海、劉博，2015）。如有臺灣學

者告知城市徒步、漫遊始盛於德國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我當

即調侃，那唐朝孟郊（751–814）「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屬於哪

一類城市漫遊？是否可總結為情景交融、物我相合的徒步理論？

對於近年來西方流行的強調關注當下的「正念」（mindfulness）（領教工

坊，2017 年 4 月 19 日）運動的一些理念，我在徒步中也難以苟同。當然徒步過

程中我也希望大家專注體驗和享受徒步本身，如不要用計步器，最好連手機也不

要帶。但是我們的徒步內容和方式是非常豐富多彩的，也是非常開放的，如可以

邊走邊聊任何感興趣的話題、可以隨時停下來欣賞、拍攝任何不期而遇的實時風

景，也可以臨時改變行走路線和計畫等等。

在一篇〈徒步導覽─都市文化政治場域與正當化框架〉的文獻中，學者

高郁婷、王志弘（2016，頁 10）總結出了臺灣都市的 5 種徒步類型，分別是奠

基於大中華國族意識的古蹟巡禮、召喚鄉土情懷的地方文史踏查、接軌全球環境

保育運動的生態解說、立足於消費社會與城市行銷的風格化休憩導覽，以及社會

倡議與社群培力的議題性導覽等。但僅以我 2018 年一年在臺大訪問期間，主要

在臺北及週邊的約四十次徒步為例（大約每週末徒步一次），都遠不止此 5 種類

型，而且常常既無法提前完全預知，亦無法事後清晰歸類，甚至各種類型還互相

交織、難以剝離。限於篇幅，茲舉六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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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8 年春，我到金山參觀鄧麗君的墓地─筠園。與印象裡臺灣名人的

墓地往往自成一景、似乎不屑於與他人共處不同，鄧小姐的墓就在一大片

公墓邊緣，依舊如鄰家小妹般的親切如故。耳熟能詳的一首首經典的鄧氏

歌曲依然在天地間迴響，「面向大海，春暖花開」，鄧麗君溫婉親和、柔

美動人的歌聲曾經喚醒了多少人對平凡、真實而又美好生活的嚮往啊。在

金山墓區我還首次領略到了臺灣喪葬文化的多姿多彩，以及與之相應的安

詳和諧的宗教氛圍。走下山來，路過朱銘雕塑園，儘管當日閉園，但「滿

園春色關不住」，越過圍牆頭、透過柵欄門，依然可以欣賞到大師的許多

或氣勢磅礴，或創意高妙的各類雕塑。這可算作一次名人追思、文藝藝術、

自然風光與喪葬文化的徒步之旅了吧。 

（二） 訪臺前期我住在永吉路臺大宿舍，離象山公園很近。一次沿象山路線迤邐

而行，不僅可欣賞沿途山色，還可不時俯瞰臺北市容，一直走到中華科技

大學。沒想到居然遇見國軍紀念碑、八二三砲戰紀念園、一江山戰役紀念

塔等，紀念解說的文字對我而言簡直是一次很震撼的歷史觀的典範轉換。

這應是一次自然風光、城市鳥瞰、軍事文化與歷史史觀的徒步之旅了。這

類徒步中事先難以預料的偶遇常常是令人驚喜的意外收穫。

（三） 由臺大水源校區，沿新店溪岸邊向東徒步至動物園，沿途先後路遇世新大

學、政治大學（簡稱政大），都順便校園一遊，隨後再爬上政大山上的樟

山寺，在金碧輝煌的廟宇殿堂「一覽眾山小」。這是一次自然景色、校園

風光與宗教文化的徒步之旅了。

（四） 一次徒步觀音山，至好漢碑，俯瞰淡水河流入臺灣海峽。後翻山下到八里

岸邊，山中路過兩座道觀，上面的對聯極為空靈飄逸，趕快抄錄下來。在

八里等船過河期間，已是饑腸轆轆，於是大啖山豬香腸、滷肉飯、阿給、

蛤蜊湯等多種臺灣小吃。可算是山光海景、宗教藝術與美食文化之旅了

吧。

（五） 去中研院參觀，拜謁胡適墓地、公園及其故居，參訪蔡元培紀念館、吳大

猷墓地和紀念館，當晚還趕上一個「李敖與胡適」的學術講座，真可謂是

名人歷史、科研院所與學術報告的收穫滿滿的學問之旅了。

（六） 臺灣的大學校園也多次是我徒步的地方，如銘傳大學、輔仁大學、清華大

學、交通大學、成功大學等。風格各異、公私並立的不同大學的校訓、歷

史、文化、校園風土人情都是我留戀的地方。有時連帶校園周邊的社區一

併流覽，如臺灣師範大學的喧鬧小吃街、長庚大學旁香火極盛的寺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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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從世新大學出來逛到羅斯福路上，索性沿路走回了臺大校園，沿途經

過極有特色、在北京已經消失多年的農貿市場也不妨購物若干。在輔仁大

學還偶遇一位 90 高齡的苑姓神父，不知不覺暢談一個多小時，得知他少

年時在河北省讀天主教的神學院，1949 年赴菲律賓傳教，1960 年代到臺

灣定居和傳教至今，不禁感慨其人生經歷大江大河、跌宕起伏。這樣的徒

步涵蓋校園文化、人文歷史、學術氛圍、小區風物、商業特色、在地交流

等等，豈能用若干死板的類型所概括和區隔。

常人方法論者林奇（Michael Lynch）在宣導實踐研究時相當無奈且諷刺性

地評論道：「與從事這種困難的、費時的和認識論上可疑的民族學工作相比，許

多科學社會學家更願意躲避在辦公室和圖書館，在那裡，他們可以假裝像是在觀

察『行動中的科學』，同時開展更可敬的學術探求，篩選歷史檔案，學者派頭地

創作綜合科學社會學各種相關領域的文獻，並做詳細的文本分析。」（轉引自趙

萬里，2002，頁 241-242）德國當代新現象學創始人施密茨（Hermann Schmitz，

1928–）曾反思指出，西方哲學所築基的身／心二元論（肉體／精神的斷裂分離）

與主／客二元論（主體／客體的對立分離），嚴重忽略了人的基本生存經驗（轉

引自游添燈，2015，頁 51）。而在回顧臺灣運動哲學時，師大體育學者劉一民

也感歎「也不得不承認，身體實踐的閱歷，遠比學術博大精深，雖然它總是似有

若無，躲在身體屏障後頭，不像學術可以結構分明、整齊明亮地以文字呈現。」

（劉一民，2015，頁 16-17）─真是與我心有戚戚焉。遂索性「放飛」一下自

己的徒步實踐，在「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的具體實踐和隨時感悟中自然暢快的

走自己的路吧！

毋庸置疑，下面的描述、概括、總結與實際活潑的、彼時彼地進行著的、豐

富多彩的徒步實踐顯然還有很大的距離，甚至難以用文字完整表述出來，「此情

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也常常令人不得不感慨「非陳詞何以展其義，

非長歌何以騁其懷」，讓我們一起踏上這趟由「專業化」到「日常化」，並略帶

「詩意」的徒步之旅吧。

二、文章脈絡與視角

在北大教職工戶外健康協會（簡稱徒步協會）成立初始兩年，幾乎一次不落

地參加了近 30 次戶外活動，北京郊區的黃草梁、小海坨、茶馬古道等幾乎走遍。

2012 年 7 月，個人還作為主力隊員參加協會在四川康定、甘孜藏區組織的徒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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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我們到達的最高海拔是四千多公尺。此外個人還多次被安排擔任戶外徒步

活動的領隊、嚮導、壓後等職務，拿到了戶外徒步領隊培訓班的結業證書。

2012 年 8 月至 2013 年 9 月，因學術交流而到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

臺灣譯為康乃爾，簡稱康大）訪問。康大校園常被評為美國最美麗大學，坐落在

曾被胡適譯為「綺色佳」（Ithaca，大陸譯為依薩卡）的風光旖旎小鎮上，學校

周邊的河岸湖邊、密林深澗中分布著各式各樣的徒步路線，令人流連忘返。從

2012 年底開始，除了冰雪封山，基本上每週末組織半天的戶外徒步活動，累計

下來也有二十多次。

2013 年回國後，我開始組織北京園林徒步活動，主要在圓明園、頤和園、

香山、植物園、元大都遺址公園等地活動，提倡適度運動、自然隨意的生活化徒

步理念，每次約 1–2小時，5–10公里，迄今累計已有兩百七十多次。隨後幾年裡，

我訪問美國奧克拉荷馬（Oklahoma）大學、丹麥奧胡斯（Aarhus）大學、臺大時

也經常組織這類在當地生活圈周邊的徒步活動，如兩次訪問臺大期間在臺北的徒

步就有五十餘次（朱效民，2017）。

上面三段即是我的徒步實踐過程，徒步理念也從最初的強調競爭性、專業

化、挑戰性，發展到現在不隨便挑戰極限、不走專業化道路、徒步日常生活化的

理念。從小處說，算是自己徒步的心路發展歷程，往大處說，加上近年來學習傳

統太極拳的些許心得，也有一些中西運動文化之間比較和衝突的思考。以下三至

五節分別闡述我的徒步理念三階段的實踐過程。

三、挑戰極限，更高更遠

北大教職工徒步協會也是藏龍臥虎之地，裡面有北大教職工運動會的 1,500

公尺冠軍、400 公尺冠軍、攀岩高手、登山健將等。所以每次徒步活動，整個隊

伍很快就自然分成三個群體，第一群體就由這些孔武強壯之人組成，個個英雄好

漢，常把另外兩個群體遠拋在後。第二群體算是正常人，按中等偏上的速度行走，

第三群體就屬於徒步活動裡面的「老弱病殘」（徒步過程中有人身體出狀況、受

傷並不鮮見）人員了。

除了當領隊或壓後，身不由己要不時照顧第三個群體，我每次都在第一群

體中，大家會互相比賽，越走越快，以至於領隊常要通過對講機呼喚嚮導停下來

等待後面的隊伍。這些人徒步幾乎沒有時間看風景，甚至一溜兒小跑完成整個活

動。老實說，始終保持在第一群體裡我已感到吃力，更加難以認同的是這些爭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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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勝者對大自然中不期而遇的美景沒有什麼興趣，好像只是來比賽爭奪名次。有

時很想停下來靜靜欣賞沿途峰迴路轉的難得景象，但囿於自己好勝心，只得心存

遺憾地加快腳步。

徒步界有句老話：「徒步是條不歸路！」需要不斷向更高、更遠的目標發起

挑戰，不斷刷新自己的紀錄和突破身體的極限。時至今日，協會裡的徒步高手們

有的已經登上了 8,000 公尺以上的山峰了，有的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到某些世界著

名的徒步聖地去打卡，有的每年都要跑幾個全程馬拉松……他們一定也欣賞到了

一些罕見的風景吧！也一定有過普通人從未體驗過的或酣暢淋漓，或痛苦難耐的

極限感受。這些稀世美景、極端體驗也曾在心中激起漣漪，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2012 年 7 月，協會組織隊員赴四川藏區的康定、甘孜進行徒步活動。在高

原的崇山峻嶺中一條乳白色的溪流猶如水銀瀉地、奔騰而下，給靜謐祥和的高原

增添了一縷「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的熱鬧和生氣。溪流兩岸的石

頭都是紅色的（石頭覆滿紅褐色的苔蘚類生物），迎著溪流仰望遠處巍峨高聳的

峰頂，在雲霧繚繞之中、煙霞升騰之際，蜿蜒的溪流猶如一條紅絲帶時隱時現，

飄渺而上，直通天庭，這可真是天有多高，水有多長了。站在海拔四千多公尺的

青藏高原上，面對著「欲與天公試比高」的自然造化、鬼斧神工，很難不心生敬

畏。「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藏人對宗教的虔誠信仰大概也與他們的居所

距離天庭如此之近有某種關聯吧！

一次單位組織去秦皇島附近有著「北方小黃山」之稱的祖山地質公園開會，

「縱使清明無雨色，入雲深處亦沾衣」會議期間自然要踏青探幽一番。研究室裡

一位旅遊達人自告奮勇帶領我們走進了密林深山之中，可不久即迷失方向，無論

往哪個方位走，即使爬上山頂，在高大茂密的森森林木之中最多也只能望見巴掌

大的一片天空，更看不見山下的任何風景，讓我們切實體會到在大自然面前人力

是何等的渺小。正在焦灼之時，突然一大片花海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這片不知

名的林下之花長得有齊腰高，每株花都絢麗繽紛、妖嬈多姿，整片花又汪洋恣意、

熱情奔放，在沒有任何人工的幹預和雕琢之下，一股天然、野性的自然之美無拘

無束、自由自在地完全綻放了出來，沒有人採摘花朵，誰都不忍心打擾這份美麗。

「山中發紅萼」，「紛紛開且落」，就讓這山中之花永遠自然自在地綻放、撒落

吧。大家不由得感歎，看來美景與風險也是成正比的啊。

當然，野外徒步不盡是陽光美好的一面。徒步界一句常被引用的話是「有年

老的登山者，有膽大的登山者，但沒有既年老又膽大的登山者」。隨著徒步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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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我對這些更高、更遠的目標產生了懷疑，漸漸失去了原有的興致，同時也有

了一些不同的感悟和體會。

一次爬陽臺山（北京海澱區最高峰，海拔一千兩百多公尺），由於嚮導兩週

前探路時沒有意識到深秋季節會封山，結果只好從偏僻小路繞遠道進山，返回時

與司機聯繫又出狀況，只得繞遠路才上車。最終算下來，當天我們除了爬山垂直

上升 800 公尺以外，還走了 38 公里山路，打破了協會紀錄，據說這個紀錄保持

了好幾年。這一天的運動量不但對於我們老隊員來說都很有一些吃不消，腿酸腳

痛要整整一週才能恢復。幾個首次參加徒步的老師大約是走廢了，因為以後再也

沒有見到他們的身影了，他們對戶外徒步的印象也許只有極度挑戰身體極限的痛

苦回憶了吧。

門頭溝的黃草梁風景絕佳，我先後去過 3 次，每次回來都會傷風感冒，令人

質疑這到底是在健身還是傷身？分析原因，一則作息時間突然改變，運動量驟然

加大，身體非常不適應；二則裝備不行，經常是爬山時大汗淋漓，裡面衣服濕透

了，外面因山風凜冽卻包著透氣性很差的衝鋒衣，內濕外冷，痛苦難捱，嚴重影

響了徒步的興致。 在黃草梁的山路上，有一座用石塊壘起來的墳，是位中央電

視臺的女記者在徒步和夜宿黃草梁時因為失溫而去世。每次路過大家都會繞墳一

圈表達敬意，也實際見證到戶外徒步的風險。而在上述祖山密林中迷失方向的經

歷（後來我們偶然聽到山下一聲汽車喇叭的聲音，才確定大致方位，在茂密灌木

林中幾乎是連滾帶爬地下了山），也讓人事後心生恐懼，輕率地去挑戰大自然是

一件多麼不明智和冒險的事情啊。

在康定 2,800 公尺的高原上夜宿時，我整晚的每分鐘心跳都在 100 次以上，

而我下鋪那位每年在校運會上拿 1,500 公尺冠軍的強驢戰友，心跳每分鐘居然只

有 50 下（平時 40 下）！ 這讓我面對面地意識到人和人的身體素質是多麼的不

一樣，我為什麼要用自己兩倍的心跳去和這幫天生強大的傢伙進行無謂的較勁

呢？尤其在這空氣稀薄、心臟狂飆的青藏高原上，拿自己的小命去競賽簡直不啻

為一個找死的行為。

丹麥學者 Eichberg 把運動分為三種形式：競技運動，集體運動，以及偏於

傳統文化的大眾運動，似乎把大眾運動主要定位於傳統文化的範疇了，這與中國

當前的大眾體育運動風尚明顯不符（Eichberg 著／李明宗、莊珮琪譯，2015）。

實際上，大眾運動受前兩者運動時尚和風氣的影響非常大，大眾學習跟風的速度

非常快，甚至會以各種形式和名義參與到競技運動和集體運動中，並反過來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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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產生影響。例如，2017 年天津全運會，民間氣功首次進入全運會的專案：「健

身氣功專案一共設有 6 塊金牌，其中包括易筋經、五禽戲、六字訣、八段錦、氣

舞等功法，而參賽的選手均是從各行各業的民間高手選拔而來。」（張迪，2017

年 7月 10日）與此相類似，近年來戶外徒步在國內蔚為大觀，「因為山在那裡」、

「世界這麼大，我想去看看」等口號激勵了無數的普通人向著「更高、更快、更

強」的人生目標不斷發起「新」的挑戰，奔著人跡罕至的高山大川義無反顧地探

險突進。現如今，不但戶外徒步少長鹹集，以及全馬（全程馬拉松）、超馬（超

級馬拉松）、百馬（累計跑 100 個馬拉松……）蓬勃發展，而且完成 7 + 2（爬

上七大洲各洲的最高峰，徒步走到南極、北極的極點）、加入 14-8000 俱樂部（成

功登頂全世界 14 座 8,000 公尺以上的山峰）也成為徒步圈中許多人念茲在茲的

時尚目標。

在這股戶外徒步狂熱大潮中，連世界上最高的聖母峰（The Everest，又譯珠

峰）都被淹沒其中了。根據登山史學家埃伯哈德（Eberhard Jurgalski）統計，在

2000 年以前，一天內登頂珠峰的人數從來沒有超過 50 人，但僅在 2012 年 5 月

19 日當天就有 234 人登頂珠峰（李月霞，2019 年 5 月 21 日）。而且許多人還反

覆登頂，截止 2019 年 5 月，個人成功登頂珠峰次數的世界紀錄已被刷新為 24 次

（家有兒女福，2017 年 9 月 3 日），真不知道這種挑戰的盡頭在哪裡？從邏輯

上說，不把自己「玩廢」（受傷致殘）了、甚至「玩掛」（死亡）了還真停不下

來，因為無法確認自己最高和最後的極限究竟在哪裡─這種踏上「不歸路」的

徒步運動本質上講真可謂是一種「找死」的運動啊！時至今日，在珠峰高海拔的

登山路上仍有逾百具運不下來、低溫下難以腐化的登山者遺體。在珠峰最新一次

「大擁堵」的 2019 年 5 月就有 10 餘人死亡。在每年 4 月到 6 月的珠峰登頂視窗

期，約有 7 萬到 10 萬名「遊客」聚集在珠峰大本營，在欣賞珠峰偉岸神奇的同

時也將各種人類垃圾留在了珠峰。這使得珠峰─曾經最聖潔的雪域凈土，成為

了當今海拔最高的垃圾場，迫使珠峰大本營不得不對蜂擁而至的「遊客」關上了

大門。大自然似乎已越來越無法承受世人戶外徒步這股只知拼命向前衝、卻不懂

如何收住腳的狂潮之重了。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早就警告過：「我

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

會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

在第二步和第三步都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

消了。」（Engels 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1971，

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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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國大陸每年各城市舉辦、在中國田徑協會正式登記的馬拉松比賽就有

300 多場。2018 年臺灣總共有七百多場路跑活動，平均每天兩場。參與者身體受

傷甚至猝死的事件也時有耳聞，2016 年 3 月 20 日，廣東清遠舉辦的馬拉松賽，

共吸引了來自 14 個國家和地區近兩萬名選手參加，結果當天有 12,208 人接受治

療，堪稱是史上最「受傷」的馬拉松（汪霞，2016 年 3 月 24 日）。號稱「地獄

馬拉松」的撒哈拉沙漠馬拉松須在 6 天內跑完 251 公里。報名費高達 2,200 歐元，

並明文規定其中包括運屍費用（風險之高由此可管窺一斑）。該項超馬每年都有

40% 左右的選手中途選擇放棄，而且 35% 是帶傷退出（肌肉發達，2018 年 12 月

5日）。此外，百歲老人跑馬拉松、高跟鞋馬拉松、變裝／異裝馬拉松等花樣迭出、

不勝枚舉，真可謂挑戰極限沒有極限，新奇、刺激沒有止境，但離健康、安全的

理念是否已經越來越遠了？

協會裡的老驢曾好心告誡大家，徒步手杖 1,000 元（人民幣，下同）以下的

基本上都是假貨，而 20 萬元一輛的山地越野自行車也不是什麼稀罕事了。 徒步

是一條不歸路，「能力不足裝備補」（即臺語「輸人不輸陣」），為徒步砸銀子

也是沒有止境的。筆者剛加入北大徒步協會時，有體育老師告知，只要交 20 萬

人民幣作為後勤保障費用，一般健康之人都可以登上珠峰，這早就是成功的模式

化商業運作了。2018 年 5 月，北大 120 年校慶，協會成員登頂珠峰的費用達到

人均 58 萬人民幣，已是幾年前的三倍了。實際上，花費破百萬的登山者也不是

個別的了。圈內的職業登山者們私下都感慨，今日珠峰已儼然變成了一個逐漸遠

離運動精神和體育宗旨的富人俱樂部：「只要有錢，夏爾巴人能把你擡上珠峰」。

日本有位年逾八旬的老翁成為世界上最年長的珠峰登頂者，他為此募集的資金超

過 600 萬人民幣，還配備了一個包括專業嚮導、醫生、廚師在內的 30 位工作人

員團隊（大雨夏二，2019 年 5 月 29 日）。試問，這樣的所謂珠峰攀登紀錄，是

在挑戰人類的極限呢，還是在挑戰金錢的極限？

通過在北大徒步協會的實踐體驗，以及從健身科學傳播的角度對戶外徒步

進行持續關注和思考，日益引發筆者的疑慮：這種倡導挑戰身體極限、推崇更高

更遠的專業化徒步模式適合向普通大眾進行廣泛推廣嗎？身體的極限之所以是極

限，是普通人可以一再隨便挑戰的嗎？從上述幾個舉例分析可以看出，一些極限

徒步運動不但明顯地傷害身體（甚至危及性命）、耗費財物，而且可能對一些脆

弱而重要的生態環境帶來不可逆的破壞，是否應當繼續鼓勵一般公眾的大量參

與？戶外徒步還有沒有其他可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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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適度運動，在地體驗

在康大訪問一年期間，我開始嘗試組織週末半天在康村周邊的徒步活動，一

方面把運動量和徒步時間都大幅減少，亦無須支付任何費用，另一方面，負重也

大大減輕，且不需要在野外進餐。通過徒步，我們不但欣賞了在地的自然風光，

還可以觀察到一些運動文化上的差異和交流。

徒步時經常可看到居民跑步健身，但有很多人是在筆直馬路上跑，這讓我有

點不解：因為學校旁邊就是又大又漂亮的康大植物園，裡面曲徑通幽、花木繁盛

的小路無數，伴隨著花香鳥語、林木娑婆，一步一景，豈不美哉。可這些人為什

麼偏偏要在有污染、又危險、地面堅硬且毫無樂趣的馬路上鍛鍊呢？禁不住好奇

心，有一次問了一位馬路上的跑者，答曰因為要參加馬拉松比賽，需要控制好跑

步的節奏、時間以及感受在真實參賽路面上身體的反應，而植物園的小徑高下起

伏、曲折往復，很難找到比賽的感覺。我聽後不免感慨：這種跑步健身豈不是被

馬拉松綁架了嗎？

一些美國朋友對中國馬拉松賽多次出現猝死現象感到吃驚，他們介紹，歐美

公眾參加馬拉松比賽前一般會有半年以上的系統、嚴格的體能適應訓練，參賽報

名時也都有一定的資格門檻限制和管理審核。而據上述廣東清遠馬拉松的事後調

查，由於近年來國內公眾才開始接觸馬拉松、戶外徒步運動，許多參賽者完全沒

有專業訓練、系統準備的健身和競賽意識。有的在跑馬拉松之前居然連 5 千公尺

都沒有跑過，頭腦一熱就來「挑戰自我」了，有的甚至穿著牛仔褲、皮鞋跑馬拉

松，暴露出參賽者與組織者兩方面的大量問題。這也算是中西大眾運動文化上的

一個差異吧！

另一個讓我好奇的是，在康大以及奧克拉荷馬大學（University of Oklahoma）

諾大的校園裡從未見到過一個健身的器械設施，如果使用器械健身就只能去體育

館，還必須辦會員卡、穿規定的運動服裝和鞋子，否則連門都進不去，甚至還要

請專門的教練有針對性地安排健身計畫和健身進度時程表，並且花費不菲。有一

回我在耐克（Nike）商店看到一雙很別致的鞋，鞋底下面的釘還帶有小彎鉤兒，

好奇之下一問才知道原來是打高爾夫球的鞋。西方文化很講究幹什麼樣的事用什

麼樣的工具，以鞋為例，跑步有跑步的鞋、打籃球有籃球鞋、踢足球有足球鞋、

打羽毛球有羽毛球鞋，戶外徒步的鞋更是不僅有高、中、低幫之分，而且有防雨、

防滑、防雪、防冰、防寒等各種功能之分。這種分門別類、各用其材的意識和習

慣是分科之學的西方科學文化在其體育運動中的生動體現。十幾年前我在北大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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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時，幾乎每座宿舍樓旁邊都有一副單槓或雙槓，每次經過時都可以順便健

身一下，身體感覺都非常好。現在似乎受美國體育文化的影響─北大校園的健

身設施也逐漸都集中在了一兩個地方和體育館裡，使得日常的健身非常不方便，

這對普通的大學師生來說真有點兒「無故一本正經」的味道。

康大法學院一位來自香港的講座教授因失眠問題來參加我們活動。聊天得

知，他成長於甘肅，與我還算是西北老鄉，頓感親切，相談甚歡。那次大約 4、

5 人，徒步結束時已近傍晚，剛好經過一家麥當勞，教授執意邀請我們一起吃漢

堡，大家都非常仰慕教授學識，恭敬不如從命。雖然教授請客花費不到 30 美金，

但當晚我還是寫信懇請他以後不要再請客，因為這無形中會讓其他參與者感到壓

力。我們的徒步原則之一是盡可能地簡單化，不給大家添加任何額外的、不必要

的負擔和壓力，使每位參與人員能夠來者輕鬆，去者無掛。

實際上，在美國的徒步組織工作並不輕鬆。原因是週末半天的徒步一般要走

15 公里左右的山路，對沒有徒步經驗的人來說仍是挑戰，所以需要事先報名，

並對初次參與者進行瞭解和篩選。好在「綺色佳」風光秀麗，我們不必走太遠就

可以飽覽美麗的湖光山色。有位大慶的訪問學者多次參與活動，他在暑假周遊美

國若干旅遊勝地後感慨道：「黃石公園不過如此，與咱們在這裡徒步看到的山水、

森林其實沒有什麼兩樣。」─不知他是在恭維，還是悟出了在地徒步同樣有「一

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國」的妙境？

康乃爾大學的「東亞計畫」專門負責中、日、韓／朝等國的語言學習、學術

會議及各種相關文化活動的舉辦。 該計畫的 Doreen 女士初始覺得我們的徒步活

動並不能代表中國文化，但隨著對我們徒步理念的瞭解（如在地的活動、適度運

動、不挑戰身體極限等），以及參與人員日益增加，她非常熱心地幫忙修改徒步

通知的英文內容，並把我們每次的活動通知放在「東亞計畫」的新聞網上，使我

們在「綺色佳」的徒步也成為該計畫國際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五、自然適意，隨緣自在

（一）「三不」與「三隨」

2013 年 9 月，訪美結束返回北京，打算把徒步活動長期辦下去─這也成

為自己喜愛的健身方式。但有幾個問題須考慮，一是北京的霧霾天氣，使我們無

法提前有規律地預定徒步時間；二是徒步地點的選擇；三是徒步的組織程式必須

大大簡化，否則很難堅持、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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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北京的天氣預報不包括霧霾情況，只好依靠自己的日常生活經驗。針對

第一個問題，我每天都會習慣性地從 7 層頂樓的家中北窗往外瞧一瞧，看能否望

見北面郊區的群山，如果山色清晰那應該是個徒步的好日子，時間允許的話我會

當天組織徒步活動。我家也因而有了「望山閣」之名，有時在家看書告一段落也

會在書頁上寫下某年某月某日於「望山閣」。然而一年的大多時候實際上是看不

大清楚和看不見山的，所以又只好如實記作「望不清山閣」或「望不見山閣」，

以免自欺欺人。有幾次發現，上午天氣不錯，下午又變差了，真是計畫趕不上變

化，因此只好把發送徒步通知的時間定在下午。偶爾會有人抱怨徒步通知和出發

時間的間隔太短，但瞭解情況後常來參加徒步的朋友也就養成了習慣：天氣好的

下午會查郵件看有無徒步通知。具體的徒步時間，幾經波折我們定在了公園關門

那一刻，一則基本上都是在傍晚，大家都下班或下課了。二則避免有人遲到或抱

怨錶不準。三則，借用杭州西湖的一句話：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夜湖。

針對第二個問題，北京顯然不似「綺色佳」般地廣人稀、處處皆景。但北京

有不少皇家園林公園，夕陽西下，景色更是秀麗迷人。我們徒步次數最多的公園

是「性價比最高」的圓明園，不但離北京大學近，而且面積大、景觀種類豐富。

其他如頤和園、香山、北京植物園、元大都遺址公園等可根據時令和大家的要求

隨時進行調節。近年來，一些外地或國外的朋友到訪北京時，大都要求體驗一下

我們生活化的徒步活動，有朋自遠方來，不亦徒步乎？─我們在北京園林的徒

步健身活動也逐漸成了一個新老朋友歡快相聚的待客品牌了。

本著來者不拒，去者不追，隨緣隨意，自然自在的原則，徒步的組織模式確

定為「三不」、「三隨」：不用報名、不必聯繫、不見即散，一切隨性、隨意、

隨緣，盡可能使組織者和參與者雙方都感到輕鬆自在、無拘無束。徒步通知並非

一個約定，只是一個沒有任何約束的緣分，來或不來，任由方便，所以不用報名、

不必聯繫。 而時常讓人覺得有點兒不近人情的「不見即散」，其實亦能自圓其

說─即使沒有遇見，公園裡也很安全，自個兒走一走，也不算白來。

至於隨性、隨意、隨緣，先說隨性，有人天生不愛運動，有人又覺得徒步運

動量太小，對適度運動的理念簡直不屑一顧，大家只得各自隨性，各美其美。經

常來參加徒步活動的多少還是欣賞我們的理念，但光有主觀意願─隨意─也

還不夠，比如臨出門來參加徒步時或許又被什麼事給耽誤了，所以還要隨緣。「三

不」、「三隨」想表達的就是大家因緣際會，緣起緣滅，別太上心，「本來無一

物，何必惹塵埃」。

隨著徒步持續深入的進行，我的徒步理念也逐漸從競爭性、專業化、挑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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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變到如今不隨便挑戰極限、不走專業化道路、徒步日常生活化的運動理念。

（二）不隨便挑戰極限

不隨便挑戰極限包括兩方面，一是不隨便挑戰身體的極限。對於普通的個體

而言，身體極限之所以是極限，本就不應該隨隨便便地去冒險挑戰，更不應該成

為普通人日常健身的常態。太極拳盤架子有一個重要原則是中正安舒，練到高處

境界更是「隨心所欲不逾矩」、怎麼舒服怎麼打，人生貴在適意，找到自己的安

和方便之處即可。普通人挑戰身體極限一則沒有什麼意義，充其量只是與自己或

別人反覆進行低水準的較勁而已，與職業運動員藉著自身的天賦和專業訓練，代

表人類群體所挑戰的極限毫無可比性；另則，由於缺乏系統、科學的訓練以及自

我保護、安全的意識，普羅大眾隨便挑戰身體極限所潛藏的風險可能非常高。當

然，「不隨便」也表明，如果具備了天時、地利、人和，我們也並不排除強度較

高的健身方式，如在通常 6 小時的比賽關門時間內體驗一下馬拉松，而且假如有

機緣的話，我也很樂意到地球的南極、北極等地去看看。如同「中庸」其實也不

完全拒絕極端，並非只是處於「中間、平衡」的靜止狀態，而是一種可以隨時隨

地保持動態平衡與和諧的開放狀態。

二是不隨便挑戰自然的極限。我們不否認「無限風光在險峰」的可能性，但

重視和欣賞日常生活周邊、看似平常的一山一水、一花一木。上過蜀道、翻過天

山、經過三峽、「夢遊」過天姥山的李白最心儀的山卻有可能是敬亭山：「相看

兩不厭，唯有敬亭山」。2018 年春，我在臺北的圖書館聽了一個關於李白詩詞

的講座，演講者─一位大學中文系的教授，說自己親自跑到敬亭山去實地查看

了一番，覺得敬亭山一點都不雄偉，非常一般，甚至令他失望。我心裡不免歎息，

這位教授似乎對李白和敬亭山的理解都有一些問題。劉禹錫在《陋室銘》中早說

過「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對於中國文人來說「閉門即

是深山」。「一生好入名山遊」的李白什麼險峰峻嶺沒有見識過，他喜愛的敬亭

山又何必雄偉呢？生活周邊其實處處有美景、時時藏妙境，「看似尋常最奇崛」，

何必非得一定要「上天入地」，既折騰自己又折騰自然呢？我們更需要的也許是

發現美、想像美和欣賞美的眼光和心靈吧。

圓明園有一座蓬萊仙島，常給人一種「桃源望斷無尋處」的無奈和想像，如

果你硬要實地查看，那一定會失望的─因為實際上「蓬萊仙島」也沒什麼特別

之處，它扮演的是一種遠觀、引申和想像的角色。中國園林中人與自然和諧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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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實相映的意境設計，與「我來了，我看見了，我征服了」的控制自然、與自然

對立、對抗，講求主客分離的所謂「客觀」、「實證」的西方文化是迥然不同的。

以徒步運動為例，西方的健身文化常常是通過對抗他人、挑戰自然來證明自己，

而中國的傳統健身，如太極拳、氣功等，常常更重視自己內在的自得和自我的感

受，是本自圓成、本自具足、自我證明的，無須靠打敗別人、征服自然來證明什

麼，這種健身思維和運動方式在今天不也同樣值得借鑒和思考的嗎？ 

（三）不走專業化的道路

不走專業化的道路在徒步通知中的完整表述是：「我們積極學習專業化的知

識，但不走專業化的道路」。我們不拒絕對徒步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學習和積累，

但我們警惕專業化的趨向，不會向著「更高、更快、更強」的無止境目標沒完沒

了地前進，而是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應該適可而止，享受我們自己的徒步，而非

他人的、以及所謂專業化、標準化的徒步。為此我們提出的口號是：「走我們自

己的路，讓牛人去牛吧。」

不走專業化的道路也意味著，作為普通人的健身，不必仿效職業運動員那麼

專業、嚴格和系統。記得小時候在新疆農場打羽毛球，在藍天白雲下、芳草綠林

間隨便找一塊空地就可進行，為了不使羽毛球落地雙方還經常互相救球。現在似

乎只能去體育館「專業地」打羽毛球了，而且常常以輸贏論英雄，巴不得幾個大

力扣殺就擊敗對方。我們還能夠互相輕鬆愉快地享受打羽毛球的樂趣嗎？無庸置

疑，西方運動的科學化、專業化理念與中國傳統的諸如「舉手投足皆太極」、挑

水擔柴皆修禪的健身、修身理念確有明顯不同，但問題是：我們需要亦步亦趨地

照搬西方的運動模式嗎？需要完全唯西方運動的觀念馬首是瞻嗎？我們的徒步可

以隨時出發，徒步地點任意選擇，徒步時間和距離可長可短，行進速度可快可慢

（有一回我帶著兩個研究生差不多是在公園裡跑了一個小時），不拘泥於任何形

式。

不走專業化的道路還意味著，不追求徒步裝備方面的過度專業化傾向，更不

必「能力不足裝備補」，不停地往裡面砸錢。我們的園林徒步只需一雙舒適的鞋

就夠了，由於每次大概只走一到兩小時，連行路食和水都不必帶了（我曾建議大

家最好連手機都不要帶，更反對使用計步器），輕鬆自在地享受在「大自然」中

的徒步本身。如同「妙手一揮一太極」的太極拳─穿著西裝、皮鞋也可以打套

路，生活化的徒步在服裝方面也是融入日常生活當中，不必小題大做地搞所謂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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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化的「金玉其外」。

（四）徒步日常生活化

徒步日常生活化表現在我們的徒步與日常生活沒有什麼隔閡，只要天好，

隨時隨地可以出發，也隨時可以回歸日常生活。不需要出發前事無巨細的繁瑣準

備，甚至專業化的長期體能適應訓練，也沒有事後精疲力盡、腰酸背痛的緩慢恢

復。以 2014 年 12 月筆者收到的北大徒步協會活動通知為例，除去集體攜帶的公

用裝備、食品、藥品以外，僅個人要求如下：

1. 活動目的：攀登 5604 峰，熟悉貢嘎山區雪山。

2. 個人報名要求：身體健康，有 3,000 公尺以上高原經驗，無重大病史，有安全

意識，有團隊協作精神者均歡迎參加。

3. 個人裝備：登山杖、零下 15 度 1,100 克羽絨睡袋或零下 12 度睡袋、抓絨睡袋、

背包（女 50L，男 65L）、登山鞋、衝鋒衣、衝鋒褲、抓絨衣褲、羽絨衣、雪

套、雪鏡、防水手套、多雙襪子、防寒帽、唇膏、防曬霜（HP30以上）、頭燈、

個人餐具、小食品，乾糧等。自備兩頓路餐（乾糧）及其他個人偏好食品。藥

品請根據個人情況自備。

與此相對應，我們的徒步地點不完全脫離生活圈，往往只是暫時性地在日常

生活中切換了一個角度、方位和形式，而這同樣常常可以帶給人以不同的觀察視

角和新的思考，重新看待習以為常的生活世界。幾年前我到香港大學開會，晚飯

後順便去爬附近的太平山。沿途遇到幾位遛狗的女士，她們一手拿著裝狗便的塑

膠袋，一手拿著一瓶水─起初我以為是她們自己要喝的水，不一會兒有小狗擡

起腿在馬路邊沿撒了一點尿，只見她們立刻用瓶裡的水沖洗路沿。這是我在世界

其他地方未曾見過的遛狗行為，讓我立刻認識到香港公共衛生的標準之高，以及

普通民眾的公共素質，也意識到和多少理解了為什麼香港民眾對大陸遊客的小孩

在街頭隨地便溺有著激烈的反應和嚴厲的指責。

2017 年，北大徒步協會為慶祝校慶沖頂 8,000 公尺山峰成功，學校工會組織

了一個座談性質的慶功會。參加者多是各系工會的體育委員，平時大家就很熟悉

熱絡，座談氣氛輕鬆愉悅。登山領隊大談自己站在 8,000 公尺山頂上對人生意義

有了些什麼新的感悟，話音剛落就被對面的一位工會委員調侃：「你們糟蹋了這

麼多錢，費這麼老大勁爬到 8,000 公尺山上，就悟出這麼點兒人生道理，我前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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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爬了趟香山 7 都比你悟的多。」─看來，「山色因心遠，泉聲入目涼」，只

要有心，在平常如香山公園也同樣可以遊目騁懷，心騖八極，與山的高度其實並

沒有必然的聯繫。中國哲學認為生活處處是道場，道就體現在日常具體的生活之

中，強調當下即是的精神。今天引領健身時尚的戶外徒步運動也同樣需要一顆與

道相通的平常心啊。在紐約一家青年旅館的牆上我曾看到一句美國盲聾啞女作家

海倫．凱勒（Helen Keller，1880–1968）的名言，大意是：「人生的精彩與風險

都是定數，早一點經歷完與晚一點經歷完並沒有什麼本質的差別」。海倫另一句

類似的名言是「人生如果不是一場勇敢的冒險，便什麼都不是。」─所以，冒

險完了，人生也就該結束了，生命的長與短無差異。西方文化這樣的一種充滿激

情、崇尚冒險的生活理念的確與中國傳統的重視養生長壽、中庸平和的人生哲學

頗有些不同。2016年 10月北大校友郭川在獨自駕駛單人帆船穿越太平洋活動中，

於夏威夷海域失聯後，有媒體就觀察到，中外網友針對郭川的單艇環行世界的行

為有著截然不同的反應，國外網友常常討論的是技術層面的 “how”（如何做到的）

的問題，而中國網友普遍是質疑動機方面的 “why”（為什麼這麼做）的問題。反

映出中外運動觀念上的巨大差異。對此在徒步運動中應當有意識地加以區分，如

果對西方運動文化過度地進行推崇和盲目地加以鼓勵，將會給我們自己的生活方

式及傳統文化帶來哪些衝擊和影響同樣值得嚴肅思考。

徒步日常生活化也表現在我們的徒步遵循「平常、自然才是真」的原則，不

追求組織的形式、不在意參加的人數。三五好友隨時可在「雖自人工，宛若天成」

的中國園林裡沐風而行，不亦樂乎！有一年我還是系工會體育委員時，路上碰到

學校工會的領導，遠遠地和我打招呼：「朱老師，聽說你組織了一百多次公園徒

步，很有公益心嘛，我們工會準備贊助你一下。」我倍感振奮，立刻向領導熱情

介紹生活化的徒步理念，告訴他雖然我們平時也就兩、三個人，但「三人行，必

有我師」，兩個人也可以進行一場有效的交流，即使一個人那也是天、地、人三

才並聚，日、月、星三光相伴，「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齊一」……不過，領

導的臉上顯出失望的表情，接著嘆了一口氣：「我這裡是群眾運動辦公室，你連

群眾的那個『眾』字的三個人都沒有給我湊齊，沒辦法資助你了。」8 然後，這事，

就沒有然後了……看來真是言多必失，按蘇格拉底的話說，知道如何閉嘴也是一

門學問吶。

7 海拔 575 公尺。

8 簡體字的眾由三個「人」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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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讀《瓦爾登湖》時，看到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在

日記中寫到「如果要孤獨，我必須逃避現實」（Thoreau, 1854 ／徐遲譯，2004，

頁 8），並跑到荒無人煙的湖邊獨自生活，且因拒絕交人頭稅而坐監獄。對此頗

有些不解，覺得梭羅不免有點太過激進，似乎不懂得大隱隱於市的中庸之道。當

然了，中西文化處理問題的思路、出發點也許迥然有異，我們很可能對人家的智

慧同樣體會不深。從 2013 年秋到現在，我們在北京園林的徒步已有 270 多次，

經常有人恭維說堅持這麼久真不容易，對此我總是非常明確地回答道，我們生活

化的徒步完全不需要有意的堅持，因為一切都是隨緣隨意、自然自在的嘛。如果

一定要「堅持」的話，那我肯定是堅持不下來的。也有人不無遺憾地表示，因為

住得太遠，無法來體驗。我說，你完全不需要參加我的徒步，你在自己的方便之

地、恰當之時組織自己的徒步即可，這才是生活化徒步的真正含義啊。實際上，

每個人對徒步都可能有自己的獨特感受，不同人對於徒步的理解也許會有著令人

難以想像的差異。

一個夏日傍晚，我在北大校園西北角的池塘邊遇到一位哲學系的行政人員，

她說自己是第一次來這個地方。這讓我大為驚訝，因為我知道該女士在北大念的

本科、碩研，畢業留校做行政也已 5、6 年了─她在北大學習、工作達 10 年之

久，竟然沒有來過北大西北角這個如此美麗的池塘。一位臺灣休閒專家聽我提起

此事，不以為然的說，「這不算什麼啊，我到埃及開會期間，抽空去了趟西奈半

島，回來後一起開會的幾位埃及教授都很吃驚，因為他們還未去過。」但這位臺

灣教授強調的是外來者由於感覺機會難得而會抓住一切時機旅遊，可能反而去過

當地人都還沒有去的地方。這與我所說的情況並不一樣，我們徒步日常生活化強

調的首先是對生活周邊的熟悉和認知，感知其中的「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國」。

即使現在人們常常提及和嚮往「詩與遠方」，但其中的「詩」也能夠隨手可得，

其中的「遠方」也不排除「心遠地自偏」的「心境」。如果沒有現實日常生活親

身感悟的細膩體察，「詩與遠方」不也可能永遠只是水花鏡月嗎？這也不禁使我

想起，去年（2019）春天我們在圓明園裡徒步時，對面過來一位素不相識的女遊

客興奮地揮著手，對我們大聲喊到：「前面湖邊有兩大兩小四隻黑天鵝！」2018

年秋，有一次我在臺北新店溪徒步，雨過天晴、碧空如洗，一彎巨大的彩虹掛在

了湛藍的天空上，「赤橙黃綠青藍紫，誰持彩練當空舞」，我情不自禁地對旁邊

低頭看手機的行人大喊：「快看彩虹！」另一次，月圓之夜，在新北的淡水河岸

邊徒步返回時我也曾提醒迎面而來的路人回頭觀賞懸掛在山顛之上的金色大月亮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大自然也同樣會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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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地展現出生機盎然、美輪美奐、很多時候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景色，這同樣也是

多麼容易引起人們詩情畫意的歡快共鳴與共同反響啊！

曾有記者採訪問道：你們光是在圓明園裡徒步都有上百次了，老是看著同樣

的景致，不覺得膩煩嗎？我回答說，怎麼會呢？徒步，不僅是一步一景，峰迴路

轉新天地，而且是一時一景，道是無晴卻有情；不僅實景參差多元，千差萬別，

可謂無限，而且意境飄渺靈動，千變萬化，可謂無窮。就是同樣的花草樹木、山

水雲天即便在一天的不同時刻都會有光影的奇異變化，這邊廂「桃紅含宿雨，柳

綠帶春煙」，轉瞬間又是另一番景象：「風光蕊上輕，日色花中亂」。此外，人

的心境也隨時隨地有所不一樣：「柳底花陰壓路塵，一回遊賞一回新」。行走在

這時空不斷流轉的無窮無盡、變幻莫測的「天然圖畫」（圓明園的四十景之一）

之中，正可謂「一步一世界，一步一天國」。

崇尚「雖是人工，宛若天成」的中國園林常能夠營造出與自然和諧共處、整

體交融的意境，與筆者幾年前在曼哈頓的中央公園徒步時，看到公園四周幾乎全

被高樓大廈所籠罩包圍而感受到的局促、壓迫感完全不同。尤其是如其名稱所示

「圓融通明」的圓明園在與自然和諧方面的設計更是做得幾乎天衣無縫：不同於

頤和園高大莊嚴的佛香閣，香山公園「一覽眾山小」的鬼見愁─在園內各處隨

時都能看見，也就隨時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實際上也在不斷提醒你是在一個人

造公園內─圓明園裡完全沒有一個可以統觀全域的地標，以至於常有遊客搞不

清楚方位，不敢貿然往公園深處走。 但也因為如此，圓明園常會讓徒步者感覺

就是在大自然的一個「魚戲新荷動」的池塘邊，就在一片「遠芳侵古道」的曠野

上，亦或在一條「處處聞啼鳥」的溪流旁，通過「借景」，遠眺與圓明園「融為

一體」的北京西山又不時有「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的景致，而完全忘記了

自己身在一個人工園林之中。 這樣自然、恬靜的感覺在今天浮躁、喧鬧的大都

市裡的確奢侈，但若有心品味，其實也不難。

參、小結：實踐出真意，冷暖各自知

「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我們的徒步之旅從競爭到適意的

三個階段其實也並不是一步一步的簡單否定，而毋寧說是不斷的反思、擴大和包

容。如同傳統太極拳各家風格迥異、流派紛呈，徒步的實踐形式和內涵也是可以

異彩紛呈、百花齊放的，西方運動「更高、更快、更強」的奧林匹克精神當然不

容否定，但這不應該成為一切運動的評判標準和價值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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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的一些養生思想無疑提供了寶貴的借鑒，我們由此提出的有別於西

方運動文化的諸如不隨便挑戰極限、不走專業化道路、徒步日常生活化的理念也

是一種東方視角的模索與嘗試。

有學者曾質疑，「隨緣隨意」太被動和消極，似乎把一切交由時間來解決，

迴避及自我安慰的意味很濃。我說不然，「隨緣隨意」也代表著開放性，對所有

的可能性持一種敞開的態度，並不排除積極競爭、奮發有為，乃至「君子豹變」，

只是這一切的可能性取決於各自實踐的具體情況、時機、環境而已，「如人飲水，

冷暖各知」。所以，最後仍是那句話：人生貴在適意，還是各美其美，隨緣隨意、

自然自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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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體雖賦予中國大陸網民言論表述的空間，但官方網路治理手段推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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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發展出如下夾縫中求生存的抗拒策略：「延遲發布策略」、「發表事實策

略」、「春秋筆法策略」、「隱晦圖文策略」、「影音傳播策略」、「改變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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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404”，我們的墓誌銘！」「“404” 正在看著你，身著便衣！」「“404” 作

為權力的行使，在本質上是一種對言論的行政處罰！」這是最新來自網路公共知

識分子的悲鳴（王金虎，2016 年 12 月 26 日；馬少華，2016 年 12 月 28 日）。

“HTTP 404! ” 或 “Not Found” 錯誤訊息是一種「標準回應訊息」，此訊息代

表客戶端在瀏覽網頁時，伺服器無法正常提供訊息，或是伺服器無法回應且不知

原因。而在網路上代表的是「被消失的文本」（即網路文本上會出現一個大大的

驚嘆號！，指稱「此內容因違規無法查看」）。1

中國的新聞資訊控制，始自傳統媒體的紅頭文件與後來的禁令，從源頭上要

求新聞媒體禁止對於敏感性事務的報導，然而隨著新媒體出現後，中國大陸言論

自由度曾經有過一段相對寬鬆時期，但 2012 年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全

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加強網路資訊保護的決定》，呼應此一決定，2012年3月16日，

新浪、搜狐、網易和騰訊微博共同正式實行「微博實名制」。

「網路實名制」被視為中國大陸資訊控制的力道加強，網路論壇、QQ，到

微博（Weibo）和微信（Wechat），各平臺的「網管」（網路管理員），均配合

貫徹「網信辦」（中央網路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交辦的管制任務。網際網路

發展之初，從事研究者均能理解，網路文本具有「消失文本」的特性，然而造成

消失文本的原因，主要在於傳播者基於網路空間、更新資訊，或商業化因素等考

量，將原始文本移除。但是目前中國大陸社群媒體中，出現的「被消失的文本」

則非出於傳播者本意，而是基於網路治理與言論管制邏輯，被網管處以不同程度

的禁言措施。

中共十九大結束後，網路上傳布著一向以敢言著稱的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

教授張鳴的微博截圖：「從今天起，做一個隨遇而安的人，爭取不再焦慮，不再

憂國憂民，一個人，一個民族，生死自有定數。」他表示，最初發出這樣的感歎

是因為自己包括微信公眾號、騰訊微博的社交平臺上，遭到了不同程度禁言。騰

1 根據 2018年 3月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公布的《微博客信息服務管理規定》，第 12條指出：
「微博客服務提供者和微博客服務使用者不得在此發布、傳播法律法規禁止的信息內容。若發現
違法發布、傳播相關信息內容，應當依法立即停止傳輸該信息、採取消除等處置措施，保存有關
記錄，並向有關主管部門報告。」此處的法律法規禁止之內容，通常多指類似傳播色情圖片和詞
彙、非法博彩、詐騙、虛假帳號、侵犯隱私的娛樂圈八卦等內容。同時，該規定中第 5條指出：「微
博客服務提供者應當發揮促進經濟發展、服務社會大眾的積極作用，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傳播先進文化，堅持正確輿論導向，宣導依法上網、文明上網、安全上網。」因此在執行上存在
若干模糊空間，作為引導網路輿論的依據，行使禁言和封號限縮言論自由之實。本文研究焦點主
要在於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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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方面的解釋，說這是在網路管理部門的要求下執行的。張鳴進一步指出，若收

緊言論只為召開十九大，臨時性的措施，可以理解，但在會議閉幕後依然出現禁

言的情況，就無法接受了，且網絡禁言，這種由行政機關主導，網絡服務提供商

具體實行的懲罰，很難從法律中找到其執行依據（轉引自嘉崎，2017 年 11 月 13

日）。事實上證明，此一現象並未隨著十九大結束而結束。

中國大陸正面臨新聞與言論自由大環境急遽變遷，關於中國大陸新媒體的相

關研究，近年不少國內外研究者較為關注的是宏觀的中共政權體制變革或網路政

策議題（林穎佑，2016；Brady, 2010; Dai, 1999; Tai, 2014; Zhao, 2010）。至於網

路治理與資訊管制的相關研究中，西方文獻中則有相對多元角度，有從資訊傳播

時代研究當代的宣傳與意識形態工作 (Creemers, 2017; Hung, 2010)，更有從傳播

者角度研究「五毛黨」或「小粉紅」現象 (Han, 2015)。

至於中國大陸內部相關研究方面，偏重於談網絡治理的功能性與必要性。近

三年的網路輿論場的研究，則包括後真相時期的「網絡謠言」、「大數據演算法」

等議題（李彪、喻國明，2018；彭蘭，2018）。至於新媒體的應用與影響，Wei, 

Huang, & Zheng (2018) 由功能論視角以使用與滿足角度切入，研究中國大陸微信

公眾號發現，依賴微信資訊越深，且長期待在微信迴圈的千禧世代，越傾向於訂

閱微信公眾號，並且將中間的文章轉貼在自己的公共空間。研究證實了社群媒體

的訊息傳播，對於中國年輕世代有重大影響。

李彪（2018）〈後真相時代網絡場輿論場的話語空間與治理範式新轉向〉研

究指出，中國輿論場出現如下特徵之轉向：從「個體對事實的爭論」轉變為「群

氓為情感的困鬥」，從「兩個輿論場」到「多元圈子區隔並存」，從「廣場式的

眾聲喧嘩」到「客廳式的竊竊私語」，從「技術—公權力兩方角力」到「多元力

量糾結對決」，網民從「想像的共同體」到「偏見共同體」，行為從「圍觀—較

真」模式到「應激—遺忘」模式，輿情治理從「尋求達成意見共識」到「意見壓

制與競爭失序」。

本文是對於中國資訊控制現實環境的關懷，更關切的是相對微觀，但卻更重

要的面向。事實上，中共不曾放棄新聞與言論的控制，但是新聞記者過去在中國

政治權力控制下，也發展出一套新聞專業抗爭策略（王毓莉，2012）。而進入社

群媒體時期，研究者也發現抗拒行動並未停止記者與公共知識分子，開始了一場

無止境的刪帖、停權、禁言、封號、與轉世 2 運動。

2 「轉世」概念來自於宗教，「轉世」可以形容人在死後，靈魂的轉移現象（transmigration），也
被稱作為「輪迴」；其二，靈魂在轉移之後的再生現象（reincarnation）則被稱作為「投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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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者 Roberts (2018) 在其新書《滅聲》（Censored: Distraction and diversion 

inside China’s great firewall）中把中國政府的審查行爲歸納成三個 “F”，分別是製

造恐懼（fear）、增加阻力（fiction）和資訊泛濫（flooding）。所謂「製造恐懼」

屬於最普遍的管控手段，透過法令或施壓方式阻止人們發布特定消息，手法包括

微博封號、撤換媒體編輯、以言入罪等，主要針對重點人物如媒體把關人或意見

領袖，藉由對這些人物的打壓，讓其他民眾乖乖自我噤聲；「增加阻力」則屬較

爲隱密的手法，比如針對不想讓大眾接觸的網站進行網速減慢、封鎖網站、禁止

搜尋特定關鍵詞等。民眾若想要克服這些問題則需不斷嘗試，抑或購買翻牆軟

件，透過增加時間和金錢成本，來促使民眾放棄搜尋新聞；「資訊汎濫」則是發

放大量無關宏旨的訊息，藉此轉移民眾視線，淹沒政府不想讓大眾知道的訊息，

再加上大批網軍和五毛黨的協助，能夠有效地在政治敏感期轉移耳目。Roberts

把中國的審查形式形容成「孔洞審查」（porous censorship），意指中國政府並

未完全封閉資訊，反而會利用各種手段暗中阻止民眾獲取資訊，敏感的訊息還是

有傳播的空間，審查系統依舊存在著「孔洞」，如此一來才能避免引起民眾反彈

（轉引自區家麟，2018 年 5 月 25 日）。

 就科技面向而言，中國政府有絕對的能力將社群媒體發言的管道完全關閉，

但是考量作為社會壓力的宣洩閥功能，中共並未採取如此作為，也因此中國網民

還享有部分發言的空間，然而此一空間的邊界，需要透過不斷地與官方、網管抗

爭，來拓展自己的發言權，正因為如此，凸顯了本研究的研究價值與貢獻。

貳、相關文獻探討

以下針對本文涉及相關理論與文獻，分成：中國大陸網路社群媒體的輿論場

發展與治理和行動者的主體能動性與抗拒，加以論述。

一、中國大陸網路社群媒體的輿論場發展與治理

截至 2020 年 3 月，中國網民人數規模為 9.04 億人口，普及率高達 64.5%。

除了網民人數有明顯上升的趨勢，互聯網在網民生活中也開始扮演更重要

的角色，甚至開始改變民眾的生活方式。而 2019 年底開始的新型冠狀病毒

而這兩個觀念都可以被認作為「轉世」（林鴻信，1996）。中國大陸網民這些被封號後，沒有選
擇放棄，而是透過不同渠道，不斷地進行身分及帳號改變的人，藉由申請新號「轉世」，與權力
者進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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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情，更使得網民每週花費上網路時間攀升至 30.8 小時，而高達

99.3% 網民使用手機上網，「即時通訊」、「搜索引擎」、「網絡新聞」是上網

目的前三名（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20 年 4 月 28 日，頁 1，13-14，29）。

本文關注的網路發言權力的空間，出現在中國網路輿論場域中，則是 1994

年中國互聯網正式連接上國際互聯網後，被命名為「BBS 曙光站」的首個電子公

告欄（bulletin board system, BBS）系統。BBS 雖非中國創立的系統，但卻被定義

為中國早期最具代表性的公共討論空間之一。當時網民也會透過網絡在不同的討

論區一起討論各式各樣的話題，「論壇」與「討論區」的形式開始在中國普遍化

（新浪科技，2008 年 11 月 12 日）。

其次，博客（blog）自 2002 年首度被引進中國，博客屬於個人平臺，除了

色情暴力內容，博主可以不經過任何傳統媒體審查制度，以自己的喜好選擇特定

議題，論述並分享自己的看法，相對於論壇，博客讓網友透過更完整的長文的表

達更高完整性的想法（羅文華，2009）。2004 年著名博客主「老虎廟」以報導

的方式，在博客上分享自己親眼目睹的王府井殺人事件，因而被譽為中國公民記

者第一人（翟明磊，2009），他善於在博客分享所見所聞，在博客上的粉絲追蹤

曾高達千萬，影響力極高。

2009–2010 年除了是博客的巔峰期，也是微博開始在中國互聯網紮根的關鍵

時段。2009–2010 年社群應用「新力軍」微博客，一上市即受到網民們的歡迎，

成為「網民最常使用的網路應用」選項之一，大約有 6 千萬網民使用微博（中國

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11 年 1 月 16 日，頁 31-32）。微博客操作方式簡單、個

人化與信息開放性高，且因僅需要 140 字數內的發表形式，把民眾接收資訊的自

由度、發言權與發言意願都再度提升。2011–2012 年這段時間，微博的增長速度

極快，在 1 年的時間，從原本只有 6 千多萬使用人數的社群媒體，成為中國接近

一 半以上的網民使用的社群媒體，接近 2.5 億。作為新型態的社群媒體模式，微

博受到網民的歡迎，使用人數增加的同時，博客和論壇的使用率都呈現逐漸下降

的趨勢（同上引，頁 36-37）。

微博的發言形式使得民眾接收更草根、更碎片化的資訊，性質明顯偏向娛

樂、生活、商業等，可談論的類型多以非公共事件為主。不過隨著使用率日增，

微博上除了一些影視名人擁有動輒千萬粉絲外，開始出現一些公共知識分子，在

平臺上發表自己對於部分公共事務的看法，並擁有超過百萬，甚至千萬的追隨

者，這些人被稱為「微博大 V」，他們並無特定職業，可以是明星、知名學者、

作家、商業人士、律師等，「V」意指 “verification” 一詞，意思是經過「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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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物。微博除了改變民眾的發言模式，也拓寬了網路輿論場域。

儘管網際網路出現，為民眾表達聲音提供了機會，然而對於言論的尺度的掌

控，始終被視為重要的宣傳治理議題。2013 年 8 月 19 日，網路上流傳一份「全

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的講話精神傳達提綱」，習近平在講話内容中表示對網路意

見領袖要加强教育引導，好的要鼓勵，不好的則需管束，不能放任，堅持黨管媒

體原則不能動搖，宣傳思想工作者的立場必須符合黨的要求（一國兩智，2013

年 11 月 4 日）。

同月，中國政府透過警方打擊所謂的網路謠言，展開「淨網」活動，多名在

微博擁有龐大粉絲群的大 V，分別被警方以「尋釁滋事罪」、「誹謗罪」等罪名

逮捕並判刑，官方媒體也多次警告這些網路意見領袖需謹慎發言（儲百亮，2013

年 9 月 11 日）。2013 年 9 月，對於網路謠言或有害信息的打擊力度再度加强，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司法解釋規定，若「同一誹謗信息被點

擊、瀏覽次數達 5,000 次以上，抑或被轉發 500 次以上」，該用戶可被判刑三年。

一波接一波的逮捕行動和新管制條文的出臺，讓微博的言論場域也愈加緊繃，曾

經作爲熱點新聞集中地的新浪微博，活躍度也大幅度下降（張平，2014 年 4 月 9

日）。眼見許多大 V 遭到打壓，其餘的大 V 也建立起防備心，導致出現了自我

噤聲的現象，紛紛向「微信」遷徙。

目前中國大陸更多使用人口的「微信」2011 年在中國上架，除了一對一的

聊天室，還提供聊天室功能，人數以 500 人為上限，微信的高度市場普及率與壟

斷市場的狀況，讓它成為中國互聯網發展以來最多人使用的互聯網應用。

對於影響力日增的即時通訊軟體的管制，中國在 2014 年 2 月成立中央網路

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並由總書記習近平擔任組長，直接掌管網路安全和信息

化（尚清，2014 年 2 月 27 日）。同年 5 月，展開 1 個月的「專項治理行動」，

主要針對微信、WhatsApp、Line 等進行治理，顯示中共中央對於網路輿論場域

的高度關注。2011–2013 年期間，中國輿論場域因為微信的出現，開始有突破性

的轉變。民眾聚集討論議題的空間，從開放性極高的社交應用媒體，開始轉至相

對封閉式的即時通信軟體。

整體而言，由於網際網路的應用發展，中國大陸網路陸續出現的「論壇」、

「QQ」、「博客」、「微博」到「微信」，對於中國大陸輿論場域的影響巨大，

民眾與公共知識分子表達意見與接收訊息方式改變，從被譽為較為公開的「廣場

式」網際網路意見表達、向相對封閉的「客廳式」微信圈應用，然而不管在大的

輿論廣場，甚至到 500 人為上限的微信群組，中共官方始終不希望公共的輿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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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出現任何輿論走向失控的狀況，因此不斷出臺新的網際網路和群媒體治理政

策。

研究者從事參與觀察，發現許多新聞工作者與公共知識分子，經常有這樣的

「被刪文」、「被禁言」、「被遮罩」、「被封號」等待遇。一位微信上的學者

在 2018 年 12 月感慨發文指出：「微博老禁言，微信老遮罩，公號老被封，三老

先生。」由於中央的治理政策落實到各網路經營者的網管機構時，出現的是一個

黑箱作業的狀況，發言、禁言、銷號的準則不一，然而網民並非選擇放棄，而是

透過不同渠道，不斷地進行身分及帳號的改變，並且有人戲稱這樣的現象為「轉

世」，藉此與權力者進行博弈。

二、行動者的主體能動性與抗拒

關於中國網民的主體能動性和抗拒策略，本文援用 Michel Foucault 和 James 

C. Scott 的論述，作為發展研究架構的依據。

Foucault 對於「權力」的探究與描述所想要闡述的，不是誰擁有權力或是權

力是什麼，而是權力是如何被實行的。他指出權力不是某種可以獲得、奪取或分

享的東西，不是某種可以保留或是喪失的東西。權力的實施乃是通過無數的點，

透過不均等的、運動力關係的變化得以實現。權力是自下而上的，也就是說，統

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一般的二元對立，並不是權力諸關係產生的母體。而應該認

為，在生產機構、家庭、團體和制度中形成並發生作用的大量力的關係，是造成

社會差異的基礎（Foucault, 1978 ／尚衡譯，1992，頁 81-83）。

Foucault 認為權力關係具有意向性，但不是主觀的，亦即不存在一定方向和

目的的權力，無論統治的階層、控制國家機器的團體，或是那些做出最重要經濟

決策的人，都控制不了在一個社會中發生作用，但必須注意這不代表權力來自某

個個體的選擇或決定，無須尋找保證權力合理性的最高機關，權力的合理性，就

在於那些其效力範圍內，這些戰術環環相扣、彼此呼應並傳播蔓延，在權力關係

外尋找支點與條件，最終勾畫出整體的部署（Foucault, 1978 ／尚衡譯，1992）。

再者，有權力就有反抗。正因如此，對於權力來說，反抗並不是外在的。

權力關係只有依據眾多的抵抗點才能存在。在權力網絡中，這些抵抗點無所不

在，同時，不存在著一種關鍵的抵抗點，而是多種抵抗點。確切的說，反抗只

存在於權力關係的戰略範圍之內，反抗點的分布穿過社會上各個層次和所有個人

（Foucault, 1978 ／尚衡譯，1992）。Foucault 認為監獄孤立出一種特殊權力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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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發展，懲罰既是政治的也是法律的。他亦指出，權力需要抵抗作為其運作的基

本條件之一，通過對抵抗要素的連接，並將其權力擴散至社會領域。但同時，當

然也正是由於抵抗，權力才受到攪亂。抵抗即是權力運作的要素，又是其永恆的

和不安的來源（Dreyfus, & Rabinow, 1992 ／錢俊譯，1992，頁 187）。

關於行動者主體性，Foucault 不再延用一種人的本性觀點去思考人是什麼，

而是以一種主體化作用，來轉換關於主題的問題。Deleuze 認為，從主體化作用

這條軸線上，Foucault 找到了逃逸出力量關係的極致捆綁的可能性（轉引自林耀

秋，2007，頁 69-71）。而也就是主體化作用的第二個面向所探討的內容：具有

積極性與創造空間的「自我技術」（technology of self）。Foucault 是以一種「繞

道而行」（bypassing）的手段來突破力量關係的緊密叢節。不論採取什麼樣的策

略，企圖破壞力量關係的連綿控制網絡，都會再一次地形成另一套力量關係。「自

我技術」的系譜研究所透露出主體化作用另一面的創造性意義，指的是 Foucault

開始探問一種主體的能動狀態中與過往截然不同的提問方式以及對於各種自我形

塑技術的歷史研究（Deleuze, 1992 ／汪民安譯，2001，頁 199）。

李偉俠（2005）認為 Foucault 從這些性的歷史或論述中，分析了個體如何在

特定的社會圈裡網絡中，將自身建構成倫理行為的主題。並主張必須從反抗的位

置，亦即通過「策略的對抗性」（antagonism of strategies）去分析權力（轉引自

李偉俠，2005，頁 176-181）。

至於抗爭策略，耶魯大學教授 James C. Scott 對於馬來西亞農民的研究，他

以「弱者的武器」描述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分析「權力」的運作，他指出，農

民運動的抗拒手法，是避免公開的與權威結構產生衝突，但終究可達成抗拒的目

的 (Scott, 1990)。且支配者從未絕對控制整個舞臺，在權力運作的網絡縫隙中仍

有縫隙。從屬者與統治者的互動間，可區分出「公開文本」（public transcript）

和「隱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同上引）。

Scott (1990) 認為權力越不平衡，「公開的文本」越容易接近刻板印象，他

指出儘管支配者從未絕對控制整個舞臺，在權力運作的網絡縫隙中仍有縫隙，但

是從屬者的行為，經常還是照著支配者希望的方向走。所以如果只觀察支配者與

從屬者間「公開的文本」，很容易落入霸權理論（hegemony）所主張，受支配

者乃是受到支配意識形態洗腦，因而產生志願性的服從現象。由於 Scott 不相信

「公開的文本」是權力交鋒的全貌，所以他提出了「隱藏的文本」的概念，他認

為如果「公開的文本」是支配者與被支配者在舞臺上的表演，那麼「隱藏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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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發生在幕後的論述與行動，而且此部分是權力所有者，無法直接觀察到的

（Scott, 1990, pp. 2-4）。Scott 認為公開文本和隱藏文本之間，是不斷鬥爭的區域，

而非一面實牆（同上引 , p. 14 ）。不過，Scott 也提出，這並不是說公開的言行，

便是虛假的，而隱密的言行才是真的，更重要的是研究兩者之間，如何互相界定、

交互滲透與鬥爭的過程。

綜上所述，Foucault 對於權力的論述指出，權力是一種不均等且複雜的關係

實踐，權力關係具有意向性，且有權力就有反抗。然而作為被統治者，Foucault

肯定行動者的主體能動性，他與 Scott 均主張必須從反抗的位置，亦即通過策略

的對抗性和隱藏文本的抗爭策略，去分析權力的流動與運作。本研究亦認為中

共對於社群媒體的管制，並非絕對高壓式的權力行使，若以中國沒有網路言論

自由，一言以蔽之，其實無法明晰中國網路輿論場的權力流動狀況，因此，研究

者企圖以 Foucault 和 Scott 的理論視角切入，中國的網民如同 Scott 研究中的農

民，屬於霸權宰制底下的被支配者，只能循著弱者的武器從事抗拒，因此本文以

Scott 抗拒策略作為建構研究問題和題綱的基礎，企圖瞭解研究對象如何在夾縫

中求生存，在刪文和封號的治理手段下，發揮社群使用者的主體能動性，並以何

種隱藏文本的抗拒策略與權力者抗衡？

參、研究問題與研究設計

本研究屬於質性研究，而質性研究指在無人為操控下對真實世界進行自然

情境的觀察，再透過研究者的探索、發現和歸納的邏輯，對研究主題做全面性

觀點的理解。Patton（1990 ／吳芝儀、李奉儒譯，1995）認為研究者可以透過

同理心的中立立場，直接接觸研究對象和接近情境，洞察個人、現象、情境與

現象等，在彈性設計下支持質性研究的策略向度，指引實務的決定。質性研究

蒐集資料的方法有三種：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s）、直接觀察（direct 

observation）、記錄檔案的資料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同上引，頁 4，29-

43）

本文針對中國大陸社群媒體的資訊管制進行研究，參照 Foucault 對於權力運

作與行動者主體性的論述，進行中國大陸作為行動者的公共知識分子社群溝通行

為分析，最後以 Scott「弱者的武器」概念，觀察行動者的抗爭策略。擬定兩個

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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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一：中國大陸社群媒體的禁言與封號狀況為何？ 3

研究問題二：公知與網民面對封號的抗拒策略為何？

此一研究命題屬於具有高度敏感性，且因社群媒體的使用行為與方式，範圍

與變化相對廣大與快速，因此研究設計以「深度訪談法」為主和「資料分析法」

為輔進行。

在「深度訪談法」方面，採取半結構式訪談題綱，以「滾雪球抽樣」方式，

徵詢本身具有在社群媒體的微博或微信中被禁言和封號，進而再轉世經驗的公共

知識分子或媒體工作者（以下稱為轉世者），其次，為了更全面擴大觀察面向與

進行解讀，亦納入了針對此一現象有所接觸與觀察的學者專家，最後研究者走訪

中國大陸五個城市（依照城市筆畫序排列，依序是：上海市、北京市、西安市、

杭州市、重慶市），成功訪談了 8 位具有社群媒體被封號經驗的轉世者 4、5 位學

者專家（詳見表 1）。訪談進行時間：2017 年 11 月 11 日至 2017 年 11 月 27 日。

3 本文設定研究對象是公共知識分子，研究範圍設定在研究對象對於一般正常社會議題探討中，被
封號甚而形成轉世的經驗探討，然而因觸犯傳播法律法規，亦存在被禁言與封號可能性，但不在
本研究討論範圍內。

4 他們大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先後在新聞、傳播、法律等領域就職，並且在社群媒體上傳布訊息和
討論公共議題，屬於廣義的公共知識分子。

表 1：受訪對象一覽表

編號 受訪者背景 訪談時間

S1 轉世者 1 2017.11.16

S2 轉世者 2 2017.11.11

S3 學者專家 1 2017.11.15

S4 學者專家 2 2017.11.22

S5 轉世者 3 2017.11.18

S6 學者專家 3 2017.11.23

S7 轉世者 4 2017.11.16

S8 學者專家 4 2017.11.23

S9 學者專家 4 2017.11.27

S10 轉世者 6 2017.11.26

S11 學者專家 5 2017.11.13

S12 轉世者 7 2017.11.18

S13 轉世者 8 2017.11.1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註：受訪者之編號，乃以受訪者本名的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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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料分析法」方面，除了檢視中國網信辦的官方資料、中西文期刊文獻，

中國境內外新聞與網路上新聞等實體資料外，由於本文涉及社群媒體的使用與管

制行為，因此透過線上資料的觀察與補充，能夠查證、詮釋深度訪談者所得，並

且有效補充樣本範圍與觀察時段限制下的力有未逮之處，本文「資料分析法」執

行時間，自 2017 年 9 月至 2019 年 8 月透過線上資料延長觀察分析，持續更新彙

整補充深度訪談法的資料。

網際網路崛起後，基於研究主題的需求，社群網站等均成為研究者觀察的場

域，研究者參與線上活動與記錄個人觀察資料，並且反思個人活動之參與，成員

間之互動情況也被記錄（Hine, 2008, p. 257; Smith, 2004, p. 226），以網路進行俗

民誌及觀察亦成為另一種研究方法，因網路資訊快速流動、無時空限制及同時可

大量上線、共同參與等特性，因此在資料蒐集上更具有便利性（陳碧祥，2011，

頁 29-30）。

因此，本文對於線上資料的觀察與補充，主要來自於對於微博大 V 的關注

和微信公眾號的訂閱，其次，則是透過身處於數個微信群組中，主要以「觀察者」

角色觀察討論議題，體驗不同群組運作的模式 5。此一現象觀察法，對於現階段

身為境外研究者，具有高度的必要性，但研究者亦謹守研究倫理分際，線上資料

的觀察，主要偏重於詮釋與補充文獻或深訪資料，並不揭露任何群組或是單一個

人發言的內容，所得資料僅作為現象描述與詮釋。

肆、中國大陸社群媒體的禁言與封號分析

自 2012 年後，中國大陸言論場域的自由度愈加收緊，多個以控管言論爲目

標的條例和規範也頻頻出臺。2013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發布「關於加强

和改進高校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見」，内容共有 16 條，以期強化大

專院校教師政治思想工作（張頓，2013 年 5 月 30 日）。隨後網路上又傳出「七

不講」文件，此文件是中共一份名爲「九號文件」的内部備忘錄，所謂的七不講

的「不講」話題即是普世價值、西方憲政民主、公民社會、西方新聞觀、新自由

主義、歷史虛無主義，還有質疑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中國口號，牽涉到這

七個範圍的主題都不能進行評論（柏恩敬、孔傑榮，2015 年 6 月 3 日）。

5 由於研究者身處在至少 5個不同組成的微信群組中，其中包括各行各業網民的群組，可拓寬深度
訪談公共知識分子範圍的限制，有機會觀察不同微信群的運作方式，更意外的在 2019年 6月 4
日前後，以及香港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而引發的示威活動期間，有機會親自體驗過三次被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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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中國互聯網大會提出了「七條底線」，要求規範網路上的言行，倡

議遵守法律法規底線、社會主義制度底線、國家利益底線、公民合法權益底線、

社會公共秩序底線、道德風尚底線以及信息真實性底線，當局強調唯有人人遵守

這七條規則，才能打造出乾净的輿論環境和完善的言論自由機制（周成洋，2013

年 8 月 20 日）。

而中國大陸社群媒體也歷經了數波封號，較早的封號可以追溯至 2013 年 5

月 3 日，知名學者兼專欄作家宋石男在微博上發布質疑四川彭州石化項目的相關

言論，隨後其多個帳號包含新浪、搜狐、網易和騰訊的微博，皆被封號。2013

年 11 月 9–12 日，中共召開十八屆三中全會，歷史學者章立凡和政治學者張鳴的

微博被封，章立凡於微博上活躍發表呼籲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其新浪、網易、騰

訊微博帳號均遭到註銷；而張鳴針對「三中全會」發表多條評論，其微博同樣被

禁言刪帖（辛民，2013 年 11 月 15 日）。許多被視為網路意見領域的大 V 被禁

言或封號，都是因其時常發表質疑政府的言論，舉報官員，揭發社會不公的事件，

强調人權和言論自由（紐約時報北京分社，2013 年 8 月 26 日）。

2014 年 5 月在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工業與信息化部，以及中國公

安部主導下，由騰訊微信等 7 家企業參與會議，會後共同發布《履行社會責任、

匯聚網上正能量》倡議書，落實實名制、規範群組管理，對「朋友圈」的管理也

需加强。當局提及欲成立「闢謠隊伍」，以審核「朋友圈」内發布的消息，若闢

謠人員發現某則信息被大量瀏覽或轉發，則需立刻通知有關單位（周佑政，2014

年 5 月 28 日；歐陽誠，2014 年 5 月 27 日）。後來中共當局著手打擊網路謠言，

封號風波從微博蔓延至微信，網信辦發布《即時通信工具公眾信息服務發展管理

暫行規定》，亦即「微信十條」，推出後短短時間内接近四百個微信帳號永久被

封（立行，2015 年 3 月 25 日）。

根據網信辦數據顯示，2016 年 1–9 月期間，短短 9 個月共有超過 1 萬個公

眾號被關閉，其中陝西網信辦在 2016 年 1 月關閉了 4,724 個微信公號，主要原

因是涉嫌傳播違法信息；同年 2 月 4 日再關閉了 6,000 個公號，原由是傳播淫穢

色情、謠言、暴恐、賭博、詐騙等違法信息；同月 27 日再關 580 個公號，主因

是發布反對憲法基本原則、損害國家榮譽及造謠傳謠、擾亂社會秩序（金雨薇，

2016 年 9 月 25 日）。

2017 年 5 月，《互聯網新聞資訊服務管理規定》出現新版本，將公眾號、

網路直播等各類新媒體納入管轄範圍，在未取得互聯網新聞資訊服務許可，不得

發布包含政治、軍事、外交等社會公共事務的報導、評論，以及有關社會突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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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報導、評論，進一步鉗制網路的言論場域（Tiandao，2017 年 7 月 15 日）。

2017 年 6 月 1 日，《網路安全法》上路，相關部門也依法加強管理網路安

全問題（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2017 年 6 月 3 日）。2017 年

6月 7日，擁有大批粉絲的娛樂八卦平臺如「全民星探」、「中國第一狗仔卓偉」、

「名偵探趙五兒」等遭到封鎖，擁有千萬粉絲的公眾號「咪蒙」也被禁言，引發

了一波娛樂號封號潮（黃希，2017 年 6 月 8 日）。

2017 年 9 月，網信辦再度出臺《互聯網群組信息服務管理規定》，要求互

聯網群組建立者、管理者必須履行群組管理責任，換句話説也就是「誰建群誰負

責」、「誰管理誰負責」，此規定讓許多群主人人自危（新都服務，2017 年 9

月 8 日）。

一、禁言與封號的方式

關於封號經驗方面，大部分受訪者都擁有遭到封號的經歷，一位受訪者表示

他的帳號被封了 237 次，最高紀錄是一天被封 7 次（S12）；另一位受訪者指出，

自己被封了十逾個帳號（S13）；也有受訪者則指出他被封了 2、3 個號，但身邊

有朋友擁有 100–200 次的封號經驗（S1）。根據騰訊和微信官方説法，微信有權

對違規的公眾號限制或禁止部分或全部功能，而用戶可以對被封結果進行申訴，

但每一個帳號僅有一次申訴機會，微信也需要 7 個工作日的時間對申訴進行處理

（騰訊客服，n.d.-a）。

受訪者被封號的原因都極爲相似，有人在敏感時期發布了圖片和文字，被當

局盯上，因而被封（S7），有人因爲轉發了郭文貴的視頻而遭到封號（S5）。受

訪者也表示，當局的處罰力度不一，有永久性封號，也有暫時性封號。暫時性的

封號時長從一星期、半個月、到三個月不等（S10、S11），受訪者表示，封號期

限到了後帳號會自動解開，博客亦是如此（S9、S10）。除了封號，也有各式各

樣的方式阻止用戶發言，包含禁止用戶在群裡發言，只能利用私訊聊天（S13），

有時用戶以爲自己發出了文章或訊息，但只有自己看到，別人看不到（S2、S5、

S7、S10），不能進行評論、無法轉發等（S5）。

管制的方式大部分經由技術實行，透過機器人抓取敏感關鍵字（S2、S5）。

受訪者指出，中央和地方政府也會進行分工，若涉及當地的事件，則會動用當地

公安；若涉及整個系統層面的，例如高度敏感的關鍵詞，則由中央透過技術進行

監督（S2），由於業務龐大，中宣部也會雇用第三方商業公司，協助網信辦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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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情分析（S8）。

至於網管的管制邏輯，一直是個黑箱，部分受訪者透露，微信後臺擁有「加

權」和「降權」功能，若運營商希望某人微博貼文的傳播量增加，當局就會幫你

進行加權，讓該條微博被看見的次數倍增；相反的，若當局欲降低用戶微博的傳

播聲量，則會進行降權，減少微博被看見的次數（S5）。受訪者也猜測，微博設

有一個人物名單，主要透過技術和部分人工干預，後臺會記錄用戶被刪文或被禁

言的次數，達到一定的次數將直接被銷號（S5）。S2 表示，他發現微信是以漸

進的方式封號，先是封鎖文章、封號，最後封鎖後臺，連後臺内的文章原稿也會

消失。

比起微信群組，受訪者認爲當局針對公眾號的管理更爲嚴格，因爲公眾號比

微信群組更爲公開。被封號前，用戶通常都不會收到預警通知，唯有遭到封號後

才會收到特定的格式通知内容，如「公眾號被責令處理的通知」和「關於公眾號

違規處理的通知」（S5）。

統整上述微博或微信的禁言方式，按照情節輕重，可以分成若干處分。（一）

微博或微信公號發言，被單則屏蔽刪除；（二）一段時間之內，微博只能看，不

能發文；（三）微博或微信發言時，以為朋友看得到，事實上只有自己看得到；

（四）微信的朋友圈功能被永久禁用，只剩下與朋友即時通訊聊天功能；（五）

微信的群組聊天功能被禁，可以被邀請進入群組，但發不了文，只剩下與朋友即

時通訊私聊功能；（六）微博或微信被暫時停權，週期從三天、七天，到兩個月

不等；（七）微博、微信或微信公眾號被封號，代表完全不能使用，網民需要進

行轉世，重新申請一個號；（八）微信群組被封群，若與群組中的個人不是微信

朋友，則將失聯，而群主若欲重新建群，300–500 人的群組的重建，則是一浩大

工程。

二、禁言與封號的原因

至於封號的原因，根據官方説法，微信封號基於兩大原則：第一，系統檢

測到異常操作引起警報；第二，帳號遭到用戶舉報，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將導致

封號。若遭到封號，處罰力度也不一，視情況的嚴重性而定，若系統檢測到異常

或用戶安裝了非法軟件，遭到封號後可在幾天後進行自助解封；若帳號遭到其他

用戶舉報，如散播色情信息等，則無法自助解封，需重新註冊新號（嗨推，2017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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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除帳號被過度商業化營銷運用，而面臨的封號，中國網路發言的底線為

何，其實並不十分清晰。多倫多大學蒙克全球事務學院公民實驗室曾發表研究報

告指出，因中共當局並無提供統一的中國網站過濾信息的關鍵字，所以不同社交

媒體公司都擁有各自的關鍵詞列表，被屏蔽的關鍵詞主要涉及批評政府，抑或

涉及群體性活動，被屏蔽的關鍵詞約有 2 萬字（周月諦，2016 年 11 月 9 日）。

報告内容指出，中國網路審查的關鍵字名單可分爲幾大類，包含涉及法輪功的

詞彙，如法輪大法；涉及特定事件的詞彙，如天安門廣場、天津爆炸；和政治

主題相關的詞彙，如禁書、恐怖襲擊、西藏；涉及中共官方人物如李克强、胡錦

濤、包子心狠手辣；以及涉及異見者如艾未未、人權律師郭飛雄等關鍵詞 (Crete-

Nishihata, Hilts, Knockel, Ng, Ruan, & Wiseman, 2016, November 1)。

根據受訪者的觀察，封號機率較高的文章種類可分爲：文章裡運用的詞彙、

文章發布的時機點，以及文章的擴散程度。首先，文章裡若出現當局認爲的「敏

感」詞，被封的可能性將會提高，如六四、法輪功、新疆、西藏等的公號文章容

易被當局封鎖（S5、S7），牽涉到中國當局最高領導人的文章也是無法觸碰的

（S5）。受訪者提及，被刪的文章類型也有部分是屬於内容偏激，抑或邏輯論述

經不起考驗的文章（S4）。2016 年 4 月，新浪微博就被發現刪除女權相關的團

體帳號，組織如「女權行動派」、「女權博士組織」、「女權之聲」等均出現帳

號異常，遭到封鎖的情況，而出現「女權」二字的新帳號，更是無法進行註冊，

引來女權組織的不滿（自由亞洲電臺，2016 年 4 月 2 日）。

其次，文章被刪除的機率和發布該文章的時間點有關，若發布的時期屬於

敏感的時間點，例如某些會議的前後時期，該文章有極大可能被封鎖（S7），以

2017 年接近六四時期，加强網路控管，新浪微博官方於 6 月 3 日上午發布公告

表示，由於系統升級，用戶修改個人資料、評論配圖、海外用戶分享視頻和圖片

的功能暫停使用至 6 月 5 日 24 時，在這段時間許多用戶嘗試發布圖片時紛紛遭

到屏蔽（許夢兒，2017 年 6 月 3 日）。

再者，文章的傳播或擴散程度將影響該篇文章是否會被封鎖。當某一件公

共事件或特殊事件被放大，比如涉及社會行爲的事件，當局爲了避免聚眾，涉及

該公共事件的文章容易被刪除（S5、S7、S10），所謂的特殊事件包含如清楚低

端人口、北京紅黃藍幼兒園事件等報導（石魚北，2018 年 9 月 10 日）。一篇文

章的點閱率越高，傳播範圍越廣，其被封鎖的機率也越高（S1）。雖然歸納出了

幾種封號可能性較高的文章類型，但也有受訪者指出，如今難以預測究竟什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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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内容會被封鎖，因爲中共當局全身都是「激點」，不知何時會觸碰到其底

線，令人難以防範（S5、S13），加上部分權力下移，所以裁判尺度也無統一標

準（S7）。

整體而言，禁言與封號的原因多是因為社群媒體帳號，在敏感性的時機，針

對敏感性議題，做出發言，而在高度被轉發擴散後，被機器人以關鍵詞搜尋或網

管的人工追蹤名單，手動刪除不同於官方基調的論述。至於「敏感關鍵詞」的內

涵，定義為一流動狀態，隨時增補，無一定標準。

伍、網民面對封號的抗拒策略分析

至於為了防止被封號與刪文的抗拒策略方面，隨著被封號和轉世次數的增

加，受訪者表示他們也從中發展出了自己的一套抗拒策略，並套用於發表的文章

或發言中，以期能夠避開當局的監測，讓自己的言論得以保存較長時間，避免遭

到刪文或封號。本文歸納受訪者所提出的抗拒策略進行整理，並分類如下。

一、延遲發布策略

時空轉換策略是指避免在敏感時期發布文章，由於敏感時期如重要會議前

後、重要節日前後等時段，當局的敏感度會提升，管制的程度也會加强。如之前

有網民在網路上發表阿根廷足球名將梅西連任國家隊長的言論，其帳號遭到網站

封鎖 7 天，因爲當時正值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期，而會議中修憲取消了國家

主席任期只能連任一次的條文，因此當時任何關於「連任」、「接班人」等字眼

相關的言論都被禁止（大陸中心，2018 年 6 月 27 日）。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期間，許多含有「習大大」、「習近平」、「新時代」、

「報告」等字眼的貼文均遭到刪除。同年冬季北京大興區廉價公寓火災造成 19 人

死亡，北京政府以整治火災隱患爲由清拆貧民窟，大量的外省民工和弱勢群體被

稱爲「低端人口」，在那個時期，新浪微博把「人口」設定為關鍵字，包含「低

端人口」、「DD人口」、「各端人口」、「diduan人口」等字眼被刪機率瞬間飆高。

而 2017 年微博刪文頻率最高的日子則是 7 月 13 日，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

逝世的日子，當天平均每一萬條微博當中就有 38 條遭到刪除（傅景華、鐘慧敏，

2018 年 3 月 1 日）。

不同的政治敏感時期，審查制度的程度也有所不同。爲了避開敏感時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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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會選擇提前或延後發布文章，降低引發當局關注的機率，讓文章得以保存

（S10）。

二、發表事實策略

網路發表的文章，盡量以非虛構寫作的方式爲主，避免參雜過多的情緒，或

者以人物故事或特寫的方式書寫，不針對個人情緒做過度情緒性的描繪，或者對

於事件發表意見時，只發表評論。受訪者認為，透過陳述事實性資料，亦能達到

評述某一議題的功能，因此發表著重於披露事實也是抗拒策略之一（S2、S4）。

其次，獨立媒體人江雪就曾經在一項訪問當中提及，她在書寫公號文章時都

會選擇做一些更真實，更貼近社會面貌的報導（轉引自張耀升，2015 年 7 月 17

日）。

三、春秋筆法策略

中國大陸新聞工作者爲了要規避筆禍，發展出「春秋筆法」的報導策略（王

毓莉，2012，頁 70）。此種以委婉的方式進行敘述，評論者意識到活躍於公共

寫作和公共話語的網路寫手們，在寫作風格上有所變化，把這樣的變化形容成

「從語不驚人死不休變成欲説還休，從烈士似的慷慨陳詞變成少女般的嬌羞嗔

怪」（榮劍，2018 年 3 月 26 日）。春秋筆法的代表人物包括微信公眾號的大 V

王五四，他的文章内容看似都是嬉笑怒駡，但他巧妙地把想表達的議題或言論，

都隱藏在其文章之中，並無直接表明，但旁人一看就瞭解；而網路大 V 六神磊

磊也擅長借古斷今、指桑駡槐，他開設了「六神磊磊讀金庸」的專欄，利用金庸

人物再現如今的政治狀態，委婉地進行表達熱點事件，有「借他人酒杯，澆自己

内心塊壘」之妙，這些技巧都可被歸類成春秋筆法策略（周滿珍，2017 年 7 月

17 日）（S2、S3、S4、S10）。

上述提及的時空轉換、報導事實、春秋筆法三大策略，都和傳統媒體的報導

方式極爲相似，如今也被挪用於新媒體或數位媒體上。

四、隱晦圖文策略

在數位媒體的環境裡，還可運用隱晦圖文策略，此策略又包含了多種方式。

第一，使用代號或暗語的方式，例如提到浦志强律師時用「大個子」取代，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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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時則用「包子」、「今上」、「慶豐」取代，「不厚」代表薄熙來，「護士長」

則代表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第二，利用諧音或同音字，如王岐山用「73」替代，

胡錦濤用「HU」替代，胡錦濤的錦寫成「緊」，濤則用「掏」來代替；第三，

在敏感詞彙中間穿插其他字眼、添加標點符號、加入空格、故意寫錯別字等，目

的是把敏感詞彙進行分割，機器人不易進行辨識（S2、S4、S8、S10）。也有受

訪者會把公家機關的官方報導先放在前頭做掩飾，表示順從當局的意思（S4）。

以微信審查機制爲例，審查系統有時會出現「漏網之魚」，比如中國用戶

發送「六四紀念館」一詞時會遭到攔截，若把詞分開，寫成「今天是六四，我

要去紀念館」，則有可能會被通過 (Ruan, Knockel, Ng, & Crete-Nishihata, 2016, 

November 1)。

除了在敏感詞中添加其他字眼，2008年中國貴州甕安發生民眾騷亂事件時，

中國網民更利用竪排文字的方式，把原先橫向書寫的文字轉換成竪排，成功讓原

先被禁止的關鍵詞得以在網路論壇和博客中進行傳播。網民也會利用一些「火星

文」的方式進行溝通，比如「六四」可以寫成「六二二」，因爲「二加二等於四」。

又或把文字拆開來寫，比如「楊」寫成「木易」等方式（石山，2008年 7月 2日）。

五、影音傳播策略

影音傳播策略是指受訪者減少使用文字訊息，反而以語音方式交流，希望

能夠減少被監測到的可能性，但受訪者表示，針對部分重點人物，當局也有可能

進行文字和語音的雙向監控，因此語音交流是否有效能夠避開監管，因人而異

（S6）。除了語音，部分異見人士也會選擇使用視頻，利用影片的方式拍攝議題，

因爲視頻長度較長，比起文章的易讀，當局把整部影片完整看完的機率較少，因

此能有效提高視頻的存活率（S9）。

六、改變數位編碼策略

受訪者指出，每部視頻都有屬於自己的代碼，若改變視頻的形式代碼也會隨

之改變，比如改變視頻的長度，把視頻轉發至國外後再轉回國内，製造新的代碼

後則較不容易被當局發現（S9、S13）。有人會把文字編輯成圖文格式進行傳播，

也就是「文字内容化」，或者先發布文字，對文字進行截圖後再度發布出來。部

分受訪者指出他們會重新設計圖片，比如重新裁剪、更換尺寸、改變圖片方向等，

以上種種方式都可歸納成改變數位編碼策略（S4、S7、S10、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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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將違規圖片更改其色調或某些元數據的方式，巧妙地避開審查，但也有

消息表示中國已經開始針對特定網域傳出來的影片、圖片加入隱藏性的浮水印，

抑或其他特規的解碼，因此未來上述這些改變數位編碼策略是否還能成功使用，

尚無法確定（David. H.，2017 年 7 月 21 日）。

七、多平臺策略

多平臺策略指的是受訪者在發布一篇文章時，除了主要的發布平臺，會同時

發布到多個平臺，例如博客、簡書或群組等，若其中一個平臺的文章遭到封殺，

文章還能在其他平臺有機會露出，以多平臺的方式增加文章保存的機會（S7）。

有學者表示會使用「小密圈」功能，「小密圈」無人數限制、可以創建付費圈、

進行付費提問、能夠做内容沉澱的平臺，屬於封閉式的分享軟件，該學者表示在

此能夠討論一些敏感議題，可惜的是使用率不高（S3）。此外，也有受訪者會選

擇到墻外發言，比如創立 Twitter、Telegram 帳號，因爲國内大部分人無法看到，

所以收到管制的機率也較低，但他强調還是要視該平臺所影響的受眾群而定，越

多人使用的平臺，保密性就越低（S1）。

八、轉世策略

若遭到永久封號，網民只能透過「轉世」，重新註冊新帳號發言。根據騰

訊微信官網顯示，用戶在註冊公眾號時，運營者需掃碼成爲該帳號的管理員微信

號，管理員微信號是指公眾號安全助手綁定的微信號，一個管理員微信號擁有 5

個長期有效的運營者微信號，和 20 個短期（一個月内）有效的運營者微信號（騰

訊客服，n.d.-b），這也表示每一個人只能綁定 5 個帳號。

早期微博和微信尚未實施實名制之前，轉世的步驟並不如現在那麽繁雜，用

戶只需要重新註冊新帳號，便能繼續發言。以政治漫畫家鄺飆爲例，他早期利用

微博頻繁發布其政治漫畫作品，因内容敏感，時常「踩線」，因此容易遭到封號。

他鍥而不捨不斷重新註冊新帳號，當時註冊帳號無須綁定任何個資，是以匿名方

式進行，靠著「轉世」已經註冊了幾十個帳號。

不少受訪者都有超過 5 次帳號被封的經驗，因此若 5 個帳號皆被封鎖，受訪

者的身分證就已經無法再註冊新號，因此他們會透過淘寶購買帳號（S1）、借用

家人和朋友的手機號或身分證號，以便能夠繼續註冊新號（S1、S2、S13）、身

邊的人的帳號都用光後，他就和粉絲借帳號，剛好有粉絲是公司的老闆，所以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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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粉絲就讓旗下員工都一人註冊一個帳號，讓受訪者可以不斷轉世（S12）。

根據研究者參與觀察，一些中國網友擁有多個微信帳號，有些帳號綁有中國

內地的手機和支付寶，有些帳號則是「境外號」，只有發言功能，作為轉世備用

號。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的微信封群功能中，有排除「境外號」的機制，換

言之，某個群組被封之後，只有中國內地群友不能使用該群組功能，但是微信「境

外號」之間的發言與互動功能，仍然存在。

陸、結論與討論

中國大陸社群媒體的使用與擴散蓬勃發展，但官方的治理手段，也推陳出

新，研究發現社群媒體帳號遭到禁言與封號的原因，多是因為社群媒體帳號，在

敏感性的時機，針對敏感性議題，做出發言，而在高度被轉發擴散後，被機器人

以關鍵詞搜尋或網管的人工追蹤名單，手動刪除不同於官方基調的論述。至於

「敏感關鍵詞」的內涵，定義為一流動狀態，隨時增補，無一定標準。

關於微博或微信的禁言方式，根據研究者的參與觀察，按照情節輕重，可以

分成若干處分：微博或微信公號發言，被單則屏蔽刪除；一段時間之內，微博只

能看，不能發文；微博或微信發言時，以為朋友看得到，事實上只有自己看得到；

微信的朋友圈功能被永久禁用，只剩下與朋友即時通訊聊天功能；微信的群組聊

天功能被禁，可以被邀請進入群組，但發不了文，只剩下與朋友即時通訊私聊功

能；微博或微信被暫時停權，週期從 3 天、7 天、到 2 個月不等；微博、微信、

或微信公眾號被封號，代表完全不能使用，網民需要進行轉世，重新申請一個號；

微信群組被封群。

研究亦發現，為了防止被刪文、封號，並使得發文在網路上停留更長的時間，

受訪者發展出如下抗拒策略：「延遲發布策略」、「發表事實策略」、「春秋筆

法策略」、「隱晦圖文策略」、「影音傳播策略」、「改變數位編碼策略」、「多

平臺策略」，以及「轉世策略」。

如前述 Foucault 認為有權力就有反抗，Foucault 與 Scott 均主張必須從反抗

的位置，亦即通過策略的對抗性和隱藏文本的抗爭策略，去分析權力的流動與運

作。本研究發現亦支持了上述的發現，中國對於社群媒體上言論的打壓，並未完

全收效，部分網民仍具有主體能動性與擬定其行動策略，希望突破國家企圖設置

的資訊屏障，透過不同的管道翻牆接收海外資訊，且在國內的社群媒體中採取抗

拒式的發言策略，企圖與其他網友做公共議題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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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nch (1999, pp. 1-2) 指出，眾所皆知北京對於資訊革命帶來管理的困難，

一些學者亦嘗試解釋為何中國政府為何失去控制？如果先進的科技能夠使得威權

國家失去對傳播流通的控制，而且可以造成全世界的民主化，那麼就不會出現全

世界學生的民主運動。審視中國的個案，科技涉及國家對於傳播流通控制的切

割，而其結果並非直接形成自由的公共領域或公民社會，科技對於中國資訊流通

的影響相當細微（sublte），因為真正決定北京控制成效的因素，包括先進的科

技（technology）和行政碎片化（administrative fragmentation）和財產權的改革

（property-rights reform）等，其結果形成一種「監管下的公共領域」（public-sphere 

praetorianism）狀態，其特質為國家或任何有組織的政治力量都不可能強加命令

在此一社會的傳播資訊當中，但國家嘗試在此一象徵性環境中，創造一些屏障

（blocks），而人們在此間形成其世界觀、價值觀和行動策略。

確實在中共的言論場域中，國家始終占據主導地位。然而對於被監管下的網

路環境治理，中國人民大學李彪（2018）亦提出從網際網路時期進入到後真相時

期，政府必須將民粹表達與精英話語之間的衝突限定在現有政治秩序的軌道之內

發洩與平息，各種意見在其中不是壓制而是對話與溝通，達到正和有序競爭的狀

態，才是未來輿情治理要義所在。然而該研究也指出，中共目前的輿情治理正在

從「尋求達成意見共識」到「意見壓制與競爭失序」狀態。由於關鍵意見領袖（key 

opinion leader, KOL）的退場、轉場而被削弱，輿論缺少意見領袖的緩衝，在公

共危機事件面前官民直接面對，再加上刻板成見效應，很容易引發輿情波動。公

權力機關需要民眾「靜下來不要鬧事」，而民眾覺得自己的立場與情感沒人關

注，個別部門領導雖然在意網路輿情，但後真相時代的輿情處理不再是以達成各

方意見共識為目的，而是以達成一元意見為目的，意見競爭以簡單的意見壓制而

告終。

本研究亦印證了中共在社群媒體上的意見壓制治理方式，也進一步提出了公

共知識分子在對於公共議題探討上，行使了行動者的抗拒權。不過誠如 Scoot 針

對農民和工人階級的系統化觀察，發現一種對於革命性變遷的悲觀主義，他認為

農工階級的主張雖然是微不足道的尊嚴，卻是他們階級意識的核心內容。他認為

在無法採取革命的情況下，我們不去讚美弱者的武器，但應該尊重它們。這些反

抗者用嘲笑、粗野、諷刺不服從小動作、堅定強韌的努力對抗無法抗拒的不平等，

從此其中可以看到一種防止最壞和期待較好結果的精神和實踐（Scott, 1985 ／鄭

廣懷、張敏、何江穗譯，2007，頁 426）。

本文的研究限制在於，鎖定「公共知識分子」為研究對象，無法推論到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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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抗拒策略的全貌。然而，由於這些接受訪談的研究對象，在微博、微信朋友

圈、微信公眾號，具有網路意見領袖特質，並且具有多次被「封號」或不同程度

「禁言」經驗，他們與網管之間的共舞經驗，對於其他活躍於網路表達意見者，

具有啟發性，也是本文的研究貢獻之一。

綜上所述，中國大陸網民的公共議題探討，從論壇時期就呈現一套「貓捉老

鼠」的遊戲規則，網民需要採取打帶跑政策；進入社群媒體時期，官方用了本文

更細緻的實名制、禁言、封號等方式，企圖使得一般網民因翻牆或轉世「太麻煩」

的心態，而自我審查言論或甚至停止討論公共議題。

這些手段目前看來都有不錯的效果，本文主要研究施測期間在 2017 年底，

但在之後因香港的反送中《逃犯條例》事件，引發了自 2019 年 3 月到年底的一

連串社會運動事件，乃至於年底爆發的 “COVID-19”（原稱「武漢肺炎」），研

究者所在各種不同群組歷經多次，因群友上傳香港運動的聚眾照片或討論報導，

近來對於武漢疫情、中國疫情消息的轉發擴散，乃至於對「疫情吹哨者」6 的不

平之鳴與追悼等，紛紛遭到微博、微信被禁言封號，乃至於整個群組被封群。

但是各個微信群主仍秉持著「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行動力，進行多

達 300–500 人間的建群工作，有些群組只能生存不到 24 小時，而這些期望能夠

表達意見的中國網民，包括公共知識分子與各行各業的網民，仍不願意放棄說話

的機會，顯見本研究主題乃現階段中共處理輿論場域的慣性與常態，本文也認為

對於在中國網路治理言論場域逐漸緊縮下，夾縫中求生存的行動者，應該給予更

高的尊重，且有必要持續進行此一命題的觀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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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針對香港於 1960年代中葉出品的兩部涉及臺灣原住民題材的電

影，分別是 1964年出品的《黑森林》與 1965年出品的《蘭嶼之歌》，就其中所

涉及的原住民形像與論述進行探討與再解讀。這兩部電影具體呈現 1960年代香港

電影工作者對臺灣原住民的異國想像與形象建構，在過往有關原住民影像再現的

研究中，這兩部香港電影的重要性一直被忽略，本論文即是嘗試補上此一拼圖。

本研究刻意突出香港的觀點，將兩部電影的文本置入香港地緣政治與電影產業的

語境脈絡中加以檢視。本研究發現兩部電影都刻意淡化了臺灣國家機器的身影與

角色，放大了歌舞表演作為一種視覺上的奇觀，也複製了漢人男性與原住民女性

戀愛的特殊模式。本研究的發現可以為原住民電影再現的既有研究成果，提供更

多的角度與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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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一個原住民電影再現研究的缺角

原住民題材的電影一直是臺灣電影「再現研究」中重要的一環，特別是新世

紀以來，圍繞著電影《賽德克．巴萊》以及諸多紀錄片的討論，這其間開發了不

少新論述，提示研究者或可從更多的視角與觀點重新審視過往的電影作品。而在

上個世紀涉及原住民題材的電影中，有些電影曾被過度詮釋，如 1943 年的《沙

鴦之鐘》、1962 年的《吳鳳》等，解嚴之後也有不少作品受到相當關注，如

1990 年的《兩個油漆匠》、1998 年的《超級公民》等，這中間有兩部經常被置

於討論界域之外的電影一直受到忽略，它們是香港邵氏公司於 1960 年代相繼拍

攝的兩部涉及臺灣原住民題材的電影，分別是 1964 年出品的《黑森林》與 1965

年出品的《蘭嶼之歌》。這兩部電影的製作、編導與男女主角都是來自香港，但

拍攝地點都是實際在臺灣取景，並動員大批原住民充當臨時演員，特別是在歌舞

的部分，為 1960 年代的臺灣原住民留下了影像紀錄。而從今天的角度觀之，這

兩部在半世紀以前拍攝的電影，在「再現研究」上還是存有不少的詮釋能量，除

了能檢視其對原住民刻板印象的建構外，它的香港出品元素，會不會在題材呈現

上塑造出另一種「再現政治」？這應是有相當研究旨趣的，本論文即是嘗試透過

對這兩部電影的文本及其語境脈絡進行再解讀，期盼能從其中識讀若干新義，並

為原住民電影的再現研究，補上另一塊拼圖。

《黑森林》是 1964 年由香港邵氏和臺灣中影合作出品，導演袁秋楓，編劇易

凡，主要演員有杜娟、張沖、范麗、焦姣、唐菁、唐寶雲、武家麒等，除擔任配

角的唐寶雲與武家麒是臺灣演員，其他皆為香港演員，電影劇情主要講述臺灣大

雪山林場原住民少女與伐木場少東以及工人之間愛情糾葛的故事。《蘭嶼之歌》

也是 1965 年香港邵氏公司出品，係由臺灣赴香港發展的潘壘擔任編劇導演，主

要演員包括鄭佩佩、何莉莉、王俠、張冲、黃宗迅等，皆為香港演員。《蘭嶼之歌》

的劇情主要敘述年輕醫生為尋父到蘭嶼行醫，並認識神父及原住民孤女的故事。

兩部電影都具體呈現了1960 年代的香港電影工作者對當時臺灣原住民的異國想

像與形象建構。而在香港邵氏公司選擇以臺灣故事為背景的電影作品其實不多，

這兩部涉及原住民題材的電影就占去不少比例，只不過在過往有關原住民影像再

現的研究中，這兩部香港電影的重要性與定位一直被忽略，部分原因或許是產製

源頭地是香港，若干批判的觀點套不上，但這會不會恰好是另一個值得開發的視

角呢？特別是還原 1960 年代尚是殖民地的香港，他們的電影工作者究竟是循著

何種遠方的凝視，來塑造他們眼中的臺灣原住民？應是個有理論旨趣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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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這兩部電影作為個案研究最主要原因，主要是這兩部涉及原住民題材的

電影，是僅有的兩部香港出品的電影，與其他臺製或更早日治時期的原住電影相

比，「香港」這個外因，會不會在原住民的「再現」上發揮作用，從而使其與其

他原住民電影呈現出某種差異？是一個有研究旨趣的課題。其次，這兩部電影產

製的年代，恰好上承戰後初期，下接解嚴前後，這中間長達 20 年的階段，有這

兩部電影補上，等於串起了其中的斷鏈，也補上了原住民電影再現研究的缺口。

貳、文獻檢視與分析視角

一般在回顧臺灣原住民在電影中的取材模式，很多都是從日治時代談起，特

別是 1943 年滿洲映畫協會製作出品的《沙鴦之鐘》，1957 年由香港新華影業發

行的《阿里山之鶯》，再就是 1962 年臺製拍攝的《吳鳳》，然後就一下子跳到

臺灣新電影階段，處理如 1990 年虞戡平導演的《兩個油漆匠》，1998 年萬仁《超

級公民》，2000 年黃明川《西部來的人》，2002 年鄭文堂《夢幻部落》，以及

2011 年魏德聖拍攝的《賽德克．巴萊》等，中間有長達 20 年的空白。例如在學

者李道明於 1994 年所發表的〈近一百年來臺灣電影及電視對臺灣原住民的呈現〉

的論文中，從日據時代一直討論到當代，就沒有提及兩部港產的電影（李道明，

1994）。再例如於 2016 年 7 月分於桃園光影電影館「臺語片時代風雲」影展中，

一篇以〈早期電影中的原住民再現〉為題的論述文字中，從日據時代的 1927 年

日治時代的《阿里山俠兒》到後來的《沙鴦之鐘》，國民黨治理時期的《阿里山

之鶯》到《吳鳳》等，都做了介紹，然後就一下跳到 2015 年鄭有傑導演與阿美

族導演勒嘎．舒米合作《太陽的孩子》，同樣未提及香港出品的兩部電影《蘭嶼

之歌》與《黑森林》（chenejine，2016 年 10 月 3 日）。有的論述是只處理臺灣

解嚴前後新電影中的原住民形象，例如學者劉智濬與章綺霞在 2016 年所發表的

〈臺灣電影中的邊緣他者：漢人導演與原住民影像〉論文，處理原住民如何在漢

人導演鏡頭下成為漢人建構身分認同的媒介，就直接以 1989 年的《西部來的人》

和 1999 年的《超級公民》作為討論範例（劉智濬、章綺霞，2006）。可以說，

在主流原住民商業電影的史觀中，這兩部港片多半是被不列入的。

檢視既有對原住民形象討論相關的論文與文化評論中，還是有零星的文獻提

到過這兩部電影。例如《黑森林》就被若干論述界定為是「政宣片」。影評人黃

仁在其著作《電影與政治宣傳》中引介《黑森林》時，先在目錄中將其歸類為「農

政經建省籍融合與家園團結電影」類，在劇情介紹中認為其是在「宣傳造林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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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的重要，更強調大自然的力量」，並提及其中「穿插山地歌舞民情」（黃仁，

1994，頁 295）。而文化大學碩士研究生陳麗珠 （1997）在其碩士論文《臺灣電

影中原住民形象之研究》中提到《黑森林》時也認為其是「政宣片」，但比宣傳

造林與保林更進一步，他認為片頭畫面出現山林的特寫，而後音樂與歌曲唱出

「今日森林起笑聲，伐木工人喜洋洋……」，搭配著陽光與大樹傾倒與伐木廠忙

碌的場景，似乎說明漢人是原住民的陽光，並延伸推論這是國民黨政府將原住民

視為一個需要被「輔導」、「照顧」的族群，因此各項施政都以教化、漢化原住

民為目標。這篇論文進一步批判 1966 年實施的山地保留地政策，實際上卻是使

漢人市場經濟得以進入山地，直接影響甚至破壞其傳統。因而陳麗珠認為《黑森

林》完全是漢人為了獲取森林資源所編織的美麗神話。此外劇中原住民擁有大池

塘和九曲橋的山地房屋，也宛如漢人想像的桃花源；劇中把未設神像的阿美族硬

塞一個大神像的作法，更凸顯漢人再現原住民他者的一廂情願（陳麗珠，1997，

頁 51-52）。

在學術論述中另一篇觸及電影《黑森林》的文獻，是臺灣學者黃國超於

2011 年所撰寫的〈「聲」與「影」的互文與他者再現：1950–1965 年代港臺電影

與海港派山地歌中的原住民想像〉。這篇論文的主要問題意識是針對早期涉及

原住民電影中的歌曲，特別諸多流行久遠的所謂山地歌曲，是如何被來自香港的

音樂工作者全面壟斷話語權。黃國超（2011）特別提示了「海港派」的稱謂，認

為當其時的相關電影都是「海港派山地電影與山地歌曲」，在這裡所謂的「海

港派」，指的就是 1949 年由上海逃 到香港的一批原籍上海，或是在上海發跡，

1950 年代以後在香港展開詞曲創作與演唱的音樂工作者，他們的影響力覆蓋了

整個 1950 年代的港臺星馬的國語歌壇。黃國超也在這篇論文中花了不少篇幅考

證電影《黑森林》中的歌舞表演是如何受到海港 派音樂工作者的影響（黃國超，

2011）。可以說，黃國超的見解是相關論述中，很少數有注意到「香港因素」的

文獻（同上引）。

處理電影《蘭嶼之歌》的文獻同樣不多，其中有部分是站在蘭嶼主體身分對

之進行批判的，例如涂建豐在他於 2018 年所發表的〈只有電影知道：臺灣電影

中的蘭嶼身世〉一文中，就以「最歧視、誤解蘭嶼的電影」來形容《蘭嶼之歌》，

並指出：

近 98 分鐘的電影處處充滿令人驚嚇的情節，從頭錯到尾。蘭嶼當

年沒有電影院（現在還是沒有），也沒有邀族人辦首映會，當年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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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人知道電影是在拍啥，事隔多年，蘭嶼知識青年才逐漸聽聞這部荒

謬的電影，但再生氣也莫可奈何。（涂建豐，2018 年 7 月 12 日，段 1）

在涂建豐看來，《蘭嶼之歌》是一部循著獵奇、歧視交錯的「漢族沙文主義觀點」

所拍出的電影（涂建豐，2018 年 7 月 12 日）。此外學者巴瑞齡在其《原住民影

片中的原漢意識及其運用》的著作中提到電影《蘭嶼之歌》，也認為男主角在片

中藉醫術與原住民巫師鬥法，是刻意突出醫學在電影中片變成了漢人文化優越性

的最佳證明，也是漢人要征服教化原住民的最佳工具（巴瑞齡，2011）。

至於從學術論述中討論《蘭嶼之歌》的重要文獻，則是陳儒修在 1993 年所

發表的〈文化研究與原住民：從《蘭嶼之歌》到《蘭嶼觀點》〉。作者在這篇論

文中選擇從文化研究的觀點討論《蘭嶼之歌》，陳儒修在文中刻意強調他「不討

論當時臺灣與香港電影工業的互動關係」，亦即他對《蘭嶼之歌》背後這個香港

的語境脈絡，是選擇暫時擱置存而不論的，而是將之置入臺灣文化的語境脈絡

中，視其為一個它者（香港／漢人）與另一個它者（蘭嶼／雅美族）的對話。陳

儒修循著文化研究的視角，特別注意到電影中幾個外來者的角色，包括男主角

何醫生的父親，兩位持攝影機的影像記錄者，兩個採購夜光螺的商人等，陳儒修

也注意到女主角雅蘭在片中的主體性與游移定位，但由於還要討論另一部紀錄片

《蘭嶼觀點》，所以實際分析《蘭嶼之歌》的篇幅有限，但已是有限的學術論述

中對這部電影的重要參考文獻了（陳儒修，1993）。

所有上述針對這兩部電影的零星論述，基本上都是依循臺灣學界處理「原住

民再現」議題上的主流觀點，或許可稱之為原漢宰制關係的詮釋典範。這種觀點

在於將所有涉及原住民的電影視為一種族群「差異再現」的建構，在這些影像建

構中，漢人永遠充當著拯救者、啟蒙者、輔導者、教化者、剝削者、凝視者等角

色的主體，原住民則是永恆的受詞，充當著被救贖、被啟蒙、被輔導、被教化、

被剝削、被凝視的客體，在影像語言中淪為被建構為他者，在這種被訂製化的主

／客結構中，搬演著國族收編、文明救贖、政策宣導與異族相戀的敘事，而研究

者除了致力揭露相關電影中原漢族群間所隱藏之剝削與宰制的權力關係外，也致

力揭露原住民的形象在影片是如何被建構、被定義、被發明乃至於被刻板印象

化。在有關臺灣原住民電影研究中占比很大的學術研究文獻，幾乎都在套用這個

詮釋典範。巴瑞齡在 2011 年出版的《原住民影片中的原漢意識及其運用》算是

少數有花一些篇幅討論這兩部電影的著作，但一樣維持在這個詮釋典範中。在這

個詮釋典範下，《蘭嶼之歌》與《黑森林》與其他由漢人拍攝的原住民電影被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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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為同一個類型，並沒有太多特殊性。

將《蘭嶼之歌》與《黑森林》與其他原住民影片視為同一類型，一塊放在原

漢關係宰制的詮釋典範中去理解不是不可以，也確實有它的詮釋效能，只不過完

全放在同一範疇中去理解，還是存在一個盲點，即忽略它們的製作與出品地是香

港，作為華語片的分支，這個產製源頭的差異，縱使不必過於高估，但也可能相

當關鍵。香港畢竟不需要對臺灣原住民召喚族國認同，也不需要宣導任何政令，

更沒有輔導教化的使命包袱。1960 年代的香港作為一個英屬殖民地，將自己的

視角等同於西方，甚至等同於好萊塢，看待臺灣原住民宛如對異地異族的遠方凝

視，臺灣原住民在這裡作為一個異國想像的他者，可能與大溪地、夏威夷等地的

原住民沒有兩樣，這個「香港視角」一旦被放大，《蘭嶼之歌》與《黑森林》與

其他臺灣原住民電影的異質性，也同樣可能被放大，在這裡「香港」可以作為一

種「方法」的存在（朱耀偉，2015），可以超越主流的原漢關係的詮釋典範，解

讀出其他更多的訊息，換言之，探討《蘭嶼之歌》與《黑森林》不只需要「漢人

之眼」、可能還需要「香港之眼」。在這裡，所謂香港作為一種「方法」，即是

透過「香港」來看待臺灣自己，目的並不在剝除香港作為他者的眼光，而是在多

元參照下認識香港特殊性，進一步反身認識臺灣的特殊性（卡維波，2016）。

「香港視角」在分析《蘭嶼之歌》與《黑森林》兩部電影上之所以重要，

首先在於其所出品的冷戰年代香港所處的地緣政治位置。1960 年代的香港，尚

處在美蘇冷戰高峰的年代，海峽兩岸亦處在敵意對峙局面，香港接近大陸和臺

灣，容易受國際政治角力的影響，這也令香港在處境上必須採取「中立」政策，

以免捲入大陸內部或兩岸之間的政治糾紛，港英政府先在 1951 年 5 月宣布實施

《1951 年邊境封閉區域命令》，讓香港刻意和大陸之間築成有形的邊界，1952

年港英政府更把十位左派影人遞解出境，使得香港與大陸電影業明顯切割。在這

段期間港府除了擔心共產主義在香港蔓延，也防範親臺人士在香港過分活躍（親

臺灣的電影人在 1956 年已成立「自由總會」）。1953 年港英政府頒布《電影檢

查管制條例》，對於大陸製作的電影，實施更嚴格的管制，即便涉臺部分也避免

所有敏感題材，畢竟港片除了考量臺灣市場，更多也要考量星馬與南洋市場（麥

欣恩，2018）。李淑敏在其 2019 年出版的《冷戰光影：地緣政治下的香港電影

審查史（1945–1978）》一書中即指出冷戰年代在中、美、蘇大國角力下，香港

成為亞洲的一個重要的「冷戰小戰場」（minor Cold War front），甚至成「東方

的柏林」（Berlin of the East），以電影和文宣取代軍事對抗，使得香港這塊殖

民地成為國共鬥爭的另一場域。英國殖民政藉由獨特的政治外交手腕（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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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diency），遊走於國共之間，從 1950 年代嚴禁大陸電影在港放映，演變至

1960 年代末對臺灣以至好萊塢反共題材電影的處處設防，這種審查機制當然會

影響到任何涉及臺灣題材的電影（李淑敏，2019）；在黃愛玲與李培德合編的《冷

戰與香港電影》中，則論述了香港電影如何在市場和政治的雙重壓力下，夾在國

共左右之間陷入政治失語的困局（黃愛玲、李培德主編，2009）。在這個結構制

約下，香港電影中任何涉及臺灣的內容，勢必會淡化其政治色彩，甚至完全去「政

治化」。例如 1981 年臺灣中影拍攝的政策電影《皇天后土》、《假如我是真的》

都在香港被禁。

香港視角的另一個重要性，在於其在電影產製上全面向好萊塢看齊，這是

香港電影產業經常被形容為「東方好萊塢」的原因。這中間出品《蘭嶼之歌》與

《黑森林》的邵氏公司，在 1960 年代正是全面複製好萊塢模式的階段。根據學

者劉輝的研究，邵氏公司創建時因為見證好萊塢製片廠制度的世界影響力，於是

致力引進好萊塢的大製片廠制度，到 1967 年攝影棚擴建到 12 個。透過建立大量

的攝影棚，保證多片同時開拍的能力，並嚴格按照製片流程作業。也是藉著這個

龐大的製片作業機制，邵氏公司壟斷了香港電影業二十餘年（劉輝，2008）。邵

氏這種經營模式，在某些論述者眼中，對香港視產業最大的影響就是過於追求商

業化，完全注重迎合市場口味，不太注重影片的藝術價值。而這種追求市場化的

模式，也讓香港電影產量推向高峰，早從 1950 年代起，香港電影業就有過年產

高於三百部電影的輝煌成績，以全球電影製作量來計算，香港長期僅次美國和印

度排名第三，當中有幾年電影產量甚至超越好萊塢（麥欣恩，2018）。也可以說，

邵氏的港產電影循著自我好萊塢化的產製機制，目的就是要以香港為電影中心，

滿足亞洲各地觀眾的消費要求，進一步為全球華人提供娛樂，臺灣觀眾只是其中

一環而已。

而回顧《蘭嶼之歌》與《黑森林》製作發行的 1960 年代，正就是邵氏公

司在製作與發行上大幅向臺灣擴張，形成彼此產業鏈的階段。根據學者劉現成

（2003）的研究，1960 年代由於整個東南亞對國語片的需求大幅擴增，邵氏香

港本身影棚的產量已經趕不上遞增的需求，臺灣逐漸成為邵氏重要的代工地區，

兩地的電影產業也展開結盟或分工，包括人才的交流。例如當時在中影擔任製

片的導演潘壘，即是在這個時候加入邵氏，並在 1963 年拍攝了以臺灣漁港為背

景的電影《情人石》，另一部就是 1964 年的《蘭嶼之歌》。而中影也就成為邵

氏在臺灣最重要的伙伴，雙方合作最重要的電影就是《黑森林》，根據劉現成

（2003）的記載，中影當時支付了六萬港幣協助《黑森林》拍攝，臺灣地區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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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中影，臺灣之外則全歸邵氏（廖金鳳、卓伯棠、傅葆石、容世誠，2003，頁

135-136）。也可以說，這兩部電影在港臺電影交流史上，原本就是有代表性位

置的。儘管在產製分工上這兩部電影納入了臺灣電影工作者的參與，但主要資金

還是來自香港，影片後製也全部交由香港總公司掌控。擔任《蘭嶼之歌》導演的

潘壘雖是從臺灣赴香港發展，但他卻抱怨所拍攝的毛片，必須完全交由香港總公

司掌控配音與後製剪輯（左桂芳，2014，頁 248）。

香港視角的另一個重點，是香港究竟是站在何種位置凝視自身與其他華人世

界？這就涉及後殖民理論觀點的帶入了。按照後殖民觀點的基本邏輯，是西方世

界站在主體位置「凝視」自身與東方，東西方不僅在空間上是客觀地域存在，在

主體的文化觀念、語言結構與思維模式上亦呈現明顯主觀疆界，這種差異一旦置

入後殖民的語境脈絡中，東西方在論述參照點上就被重新定位，在這裡西方被設

定為先於東方，東方是作為被西方重新界定的文本對象，西方作為論述建構的主

體，主動為東方塑造認識規範，東方則淪為被認識的客體。而充當認識主體的西

方視角，包括西方凝視東方的隱喻以及再現形式，被凝視的東方則是作為西方的

插曲與陪襯，一路被擠壓到邊緣，淪為相對西方的他者。在這裡西方藉由文化霸

權的生產實踐模式，以文本為載體建構東方的知識體系，包括概念、意義，甚至

歷史記憶的塑造，在這組論述體系中，相對於西方的開放、文明、民主、發展等，

東方則是被定義為專制、落後、封閉、怪異等，這些定義也被凝固化於西方的知

識體系中不斷的被貶抑與被批判（馮慶想、徐海波，2019）。香港在 1842 年成

為英國殖民地之後，透過殖民政府的去族國化工程，不僅有效的抹去了其與中國

之間的內在連繫，也抽離了其原本宗族母國的歷史記憶，反倒接受殖民者的標準

來界定自身，一套以西方邏輯為參照的價值觀成功嵌入香港人的生活經驗、邏輯

思維與歷史知識中，隨著殖民史與香港現代化的進程，香港精英亦是以這個參照

點來凝視其他的華人世界，包括臺灣與中國內地。而電影作為文本化的載體之

一，當然亦是再現了香港如何藉鏡頭凝視並建構其他華人世界。換言之，臺灣原

住民在香港電影的影像敘事中，是被怎樣的被對象化、客體化與他者化，是具有

相當理論旨趣的。

循著香港視角，或者以「香港」作為一種方法，本論文嘗試對這兩部香港邵

氏公司於 1960 年代以臺灣原住民為對象所拍攝的電影進行解讀，嘗試從既有的

原漢關係詮釋框架之外，發掘出其他的可能意涵，並選擇三個焦點進行討論，分

別是刻意被淡化的國家角色，歌舞表演的奇觀，以及原漢戀愛的模式等。在處理

上盡量置於香港語境脈絡中，期望尋覓出更多的識讀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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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去國家：消失的臺灣國家機器

雖然不論是《蘭嶼之歌》還是《黑森林》的題材本身既不涉冷戰，也不涉國

共，但畢竟是在臺灣管轄範圍內所發生故事，要完全不觸碰臺灣官方並不容易，

於是兩部電影乾脆充分的去脈絡化，不僅淡化「官方」色彩，甚至淡化「臺灣」

色彩，再加上兩部電影都是香港出品，既是從香港視角出發， 完全不需要打造

國族認同，也不涉及政令宣導或族群融合，可以完全從一個不涉及臺灣官方或主

流政治正確立場去呈現原住民形象。這使得兩部電影共同呈現了一個特殊現象，

即不論是《蘭嶼之歌》還是《黑森林》，背後臺灣的官方身影幾近乎完全不存在，

或者說是被完全抹去。形成一種很微妙的「缺席的在場」現象。即代表官方的國

家機器事實上是存在的，但卻在電影中被刻意掩蓋了。

《蘭嶼之歌》在電影一開始的畫面是飛機停降在臺北松山機場，接機者聲稱

要送男主角去圓山飯店，但男主角堅持要先見一位教授，以追尋其父親的下落，

接著就是某大學醫學研究室中的對話，這位教授提到蘭嶼時，指其為「臺灣東南

方的島嶼，是個未開化的荒島」、「還有很可怕的紅蟲」。這個簡單的描述，標

示了幾個重點：第一，松山機場、圓山飯店以及教授的提示，是全片僅有的提示

其是與「臺灣」有關的符徵；第二，蘭嶼、雅美族（當時的稱呼）的名稱等均未

在片中提及；第三，蘭嶼被形容是「未開化的荒島」與「還有很可怕的紅蟲」。

這套論述被由一位在臺北位居菁英位置的教授說出後，確立這個島嶼僅只是地理

位置接近臺灣，既然是「未開化」，那麼似乎也暗示其並不歸臺灣官方管轄，國

家機器在這部電影中是全部被抹去了！

根據臺東縣蘭嶼鄉公所製作之官網對蘭嶼歷史的回顧，顯示國家機關很早

就進駐蘭嶼。早在日據時代，日人就在蘭嶼設立駐在所，於紅頭社駐警察三名；

1918 年設立「交易所」，隸屬臺東縣警察協會，顯示貨幣交易已經進入了蘭嶼；

1923 年設立蕃童教育所；1946 年國民政府進駐臺灣，劃其為山地鄉，成立紅頭

嶼鄉公所。1948 年頒布《山地保留管理辦法》。1952 年蘭嶼指揮部進入蘭嶼島

內。1960 年鄉公所設置小面積的水稻栽培示範區。臺東、蘭嶼間開放電報通訊，

成立紅頭郵政支局，「郵凱輪」始航。1966–1980 年臺灣省政府民政廳推動山胞

生活改善計畫，共興建國宅 566 戶。1967 年撤除山地管制，蘭嶼正式對外開放。

外資開始進入蘭嶼（臺東縣蘭嶼鄉公所，n.d.）。換言之，蘭嶼既非未開化，也

沒有可怕的紅蟲。即便電影所指的「臺灣東南方的島嶼」並非蘭嶼，日本殖民政

府乃至國民黨政府都不可能任其東南方海域存在一個「未開化的荒島」！而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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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蘭嶼之歌》的導演潘罍在他回憶錄中的記述，他是先向臺東縣政府申請通

行證之後，再到屏東東港搭東江輪去蘭嶼，在蘭嶼期間他是住在電力公司的招待

所，他還記述島上有一關押重刑犯的監獄以及一所東清小學（左桂芳，2014，頁

243-244）。這意味國家建制早就穿透蘭嶼，只不過在《蘭嶼之歌》中，這部分

全被抹去了，當男主角何醫生剛登上蘭嶼聽到沒地方住，露出驚訝表情之際，外

籍神父向他說：「這裡沒有餐廳、沒有旅館，甚至連文化都沒有！」蘭嶼在這裡

被定義是一個「化外之地」。

除了抹去了國家機器，電影《蘭嶼之歌》還為片中的達悟族建構了該族從未

有的酋長與巫師角色。按蘭嶼達悟族基本上是依地理分布形成幾個部落，成員多

半由親族組成，行使捕魚、祭祀等功能，部落的重要決策主要由年高長老決定，

換言之多數時候達悟族是個講究平權的社會，並不存在所謂威權的酋長或頭目的

角色，當然也沒有所謂巫師的角色（黃昭華，2004，頁 43-45）。這個社會型態

顯然與好萊塢主流電影塑造的土著刻板印象不符，因而影片中就安排了巫師以驅

魔儀式治療被紅蟲咬到的族人，並動員達悟族人搬運巨石建造神廟與巨大神像的

情節。

至於電影《黑森林》也同樣淡化國家機關的角色。先前曾提及若干論及電影

《黑森林》的文獻，除了突出「造林與保林的宣傳」（黃仁，1994），或是政府

以土地開發為名，對山林資源進行掠奪（陳麗珠，1997，頁 51-52），甚至認為

該電影是為扣合官方在 1960 年代的山地經濟開發政策，表面上雖是「伐木工人

在大雪山林場的工作與戀愛」，實際上卻是國民黨政權為掠奪原住民山林資源所

編造的「保林、愛林神話」（黃國超，2011），這些圍繞《黑森林》的詮釋模式

預設了一個在背後具強勢穿透力的國家，以開發政策為名包裝資源掠奪的實質，

這個詮釋觀點若是純粹放在「原漢宰制關係」的詮釋框架中並沒有問題，畢竟掠

奪的主體無例外都是漢人，但卻忽略了作為香港出品的電影，《黑森林》根本沒

有必要為官方做政策宣導，相反的影片中反而刻意淡化國家的角色，換言之，在

電影《黑森林》中不僅沒有預設一個具穿透力的國家機關，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還

將其稀釋掉了。

在《黑森林》電影片頭有特別打上「感謝臺灣大雪山林業股份有限公司協助

拍攝」字樣，片中據說有許多是大雪山林業公司在 1958–1973 年間珍貴的鏡頭，

而這也是整部電影中唯一提到「臺灣」的地方，影片中再找不到一個鏡頭指稱其

故事背景是在臺灣。根據資料顯示，在影片片頭刻意標誌感謝的「臺灣大雪山林

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大雪山林業），是二次大戰後國民政府在臺灣林業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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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一家由政府「公營」的公司，成立於 1958 年 11 月，並於臺中縣東勢鎮（今

臺中市東勢區）設立總部。1973 年因經營發生困難被裁併至林務局，結束短暫

的企業體制。簡單的說，臺灣的林業從日據時代到國府時期，從開始的公營到後

來納編行政體系，都是由國家全面管控，從未允許任何私人資本介入。但在電影

中這家公司卻完全置換成私人資本的民營企業，在影片中被標示為「金氏大雪山

林業公司」，由一個私人家族財團掛牌經營。從穿著打扮看來，公司負責人金萬

福（李影飾）從頭到尾一襲長袍馬褂，含著煙斗，操著標準普通話，顯示這個財

團不是來自大陸就是香港。影片中唯一出現國家機制的部分是最後盗伐者意圖焚

燒林場，招來公權力的警察出面逮捕人犯的場景。

這個財團不僅擁有整個林木開採的權力，很明顯還擁有整個山地林區的土地

產權，連當地的原住民都只是借住，片中有個畫面是金氏負責人的兒女金鳳珠與

金家駒有意迫使住在當地的原住民搬家，原住民鄉長向他們求情，出現以下一段

對話：

鄉　長： 請你們兩位多幫忙吧！我們村裡這麼多人，你叫我們搬

到那去？

金鳳珠： 秦鄉長，你們已借用了很久了！

金家駒： 我想你們應該還給我們了吧！

鄉　長： 真是沒有想到的事，這麼多年了，你們都沒有要這塊地，

現在突然要收回，叫我們怎麼辦呢！

金鳳珠： 你看，應該怎麼辦呢？

鄉　長： 要是有辦法，還用得著求您嗎？

金家駒： 秦鄉長，我不是要要這塊地，但你們不能老是這樣借下

去吧！

鄉長女兒： 金少爺，我們族裡那麼多人，你叫我們搬到那去？

金家駒： 我也沒說一定要你們搬哪！不過事情嘛得有個交待！

鄉　長： 怎麼樣的交待？您說！

金鳳珠： 秦鄉長，老實告訴您吧！爸爸已經把這塊地給了我了！

地契在我手上，只要你肯幫我做一件事，這塊地就可送

給您你。

鄉　長： 大小姐，你叫我辦什麼事？

金鳳珠： 事情並不困難，我弟弟要娶美甸娜，只要你把這件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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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我就把地契送給你，以後這塊地就永遠是你們的。

鄉　長： 嗯，好！好！我現在就到美甸娜家去說。（引自《黑森

林》）

這段對話中揭露了幾件事：第一，香港的編導在片中將山林開採與土地產權

完全劃歸給私人家族，金家小姐手中持有「地契」，顯示這個土地所有權還是擁

有官方背書的；第二，片中的原住民完全不享有任何土地所有權，甚至整個鄉里

的原住民族群都只是借住在這塊家族擁有的私人土地上，且地主可隨時驅趕他們

搬離。這一部分的敘事編排，與臺灣的具體實況存有相當差距。事實上早從清朝、

日治到國府時期，一直都維持原住民保留地政策。根據臺灣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官網中〈什麼是原住民保留地〉欄目中的記載，臺灣從日治到國府時期，為輔導

原住民家計及生存發展，一直都有劃定二十多萬公頃的國有土地保留給原住民耕

作使用，並在當時定名為「山地保留地」（1994 年更名為「原住民保留地」），

並立法予以保障，換言之，在電影《黑森林》製作拍攝的 1960 年代，早已經有

了《臺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在這個法律保障下，原住民原本就可以取得

土地的耕作權、地上權、所有權、租賃權及無償使用權，相對的漢人則是不可能

取得也不可以使用這些原住民保留地的（原住民族委員會，2013 年 3 月 14 日）。

也可以說，除非這部電影所敘說的根本不是發生臺灣的故事，如果就是以臺灣原

住民為背景，那麼影片中的金家根本不可能擁山林與土地的所有權，片中的原住

民也不可能陷入被金家地主驅趕的境地。即便只是為了劇情需要而虛構，其與現

實脫節的程度也相當嚴重。這中間漢人掠奪的本質沒變，只是國家資本被置換成

了私人壟斷資本，這個置換某種程度上是否反映了香港的視角？畢竟作為一個英

屬殖民、貿易自由港與金融中心，在建構「土地的占有與剝削」的敘事上，更傾

向選擇私人資本而非國家資本。

可以說，在兩部港片的描繪下，《蘭嶼之歌》中的蘭嶼成為「未開化的荒

島」，除了西方的天主教會之外，島上僅有信仰巫術的土著，並沒有漢人在島

上定居，漢人前往蘭嶼只是探險、採礦與獵奇。而《黑森林》中的大雪山則是

財團的私有地，壟斷著原始林的所有權與開採權，原住民僅是借住的族群，隨時

可以被驅趕。《蘭嶼之歌》中的原住民被建構成是「待教化的土著」，在片中就

是被喚作「土著」。《黑森林》中的原住民則猶如無土的移民，這兩部電影中的

國家都被抽離，彷彿根本不存在。換言之，從香港的視角看，臺灣原住民僅是異

地的他者，與早年好萊塢電影處理原住民的模式近似，徘徊在危險待征服的野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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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提供奇觀獵奇的秘境天堂或是陷入資源掠奪的流離族群，不論是那一種模

式，國家的身影都是被抹去的。

肆、被凝視的奇觀：歌舞表演

《蘭嶼之歌》與《黑森林》片中都出現了原住民大型歌舞的場面。放在這

兩部電影出品的年代檢視，正巧是香港邵氏公司歌舞片最盛行的年代。按香港

1940–1970 年代初的國語歌舞片源於上海 1930、40 年代的歌舞片，這類型也同

樣源自歐美日的音樂劇電影（陳智廷，2018 年 7 月 16 日）。僅 1960 年代邵氏

出品的歌舞片就有陶秦導演的《千嬌百媚》（1960）、《花團錦簇》（1961）、

《萬花迎春》（1963），日籍導演井上梅次的《香江花月夜》（1966）、《青春

鼓王》（1967）、《花月良宵》（1967）等。根據簡書在其〈娛樂與奇觀：邵氏

歌舞片的夢幻烏托邦〉一文中的分析，邵氏出品的歌舞片極力模仿好萊塢，並吸

收美國、日本、西班牙等各國歌舞的精粹，雖然製作水準仍與好萊塢還有差距，

但製作理念已具有現代性和國際化特徵。例如《千嬌百媚》中演出了 20 餘種舞

蹈，包括中國花鼓舞、日本扇舞、馬來土風舞、泰國酬神舞、美國蜘蛛舞、法國

肯肯舞、西班牙的鬥牛舞等；再例如《花團錦簇》則通過翻閱各國風情畫冊的方

式展現了巴黎時裝、日本和服、中國旗袍等不同國家的服裝特色，這些意象體現

了邵氏歌舞片藉由多元化的拼貼，不僅打造了國際化的烏托邦圖景，也藉由編排

華麗的歌舞場面和美輪美奐的布景上，締造了視覺上的奇觀（劇巨巨好看，2016

年 7 月 11 日）。而《蘭嶼之歌》與《黑森林》正是出品在這個年代，也都吸納

了邵氏歌舞片的風格，不追求還原住民歌舞的原貎，但求打造最佳的視覺奇觀。

在邵氏大量投入歌舞片製作之前，以歌舞形式再現臺灣原住民的電影可以追

溯到 1957 年香港新華出品的《阿里山之鶯》，故事主軸也是原住民少女與漢人

伐木工人的愛情故事，情歌對唱占去了電影很長的段落，由於電影背景設定的是

阿里山，應該就是鄒族的故事，學者李道民在一篇討論鄒族相影片的論文中談到

這部電影，形容其是「憑空捏造的歌舞片，片中男主角（漢人伐木工人）與女主

角（不知哪族的原住民少女），一下子在山上散步，一下子又跑下山到海邊唱情

歌，時空完全脫離現實」，特別是片中的服飾、建物與禮儀完全與現實不符，因

而「這是一部掛阿里山與原住民羊頭，大量歌舞狗肉的幻想電影，與阿里山鄒族

完全無關」（李道明，1995，頁 34-39）。電影中一共唱了包括《站在高崗上》、

《豐收》、《都是一家人》、《阿里山之鶯》等九首歌曲，全是 1949 年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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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到香港的姚敏作曲，司徒明作詞，姚莉與楊光合唱，都不是原住民，學者李國

超認為這是海港派「山地歌舞電影」的特色（黃國超，2011）。

這種海港派以歌曲拼貼的模式，同樣呈現在兩部港片中。電影《黑森林》中

有一段原住民少美甸娜（杜娟飾）初登場時，與一群凝視她的伐木工人間的山歌

對唱，伐木工人唱著；「高山上的花兒呀，遍地開！高山上的姑娘呀，美美美！」

美甸娜是則回唱：「高山上的花兒呀，遍地開！女兒家的心呀，最難猜！」這個

片段的場景，與邵氏於 1964 年出品的《山歌戀》與 1965 年出品的《山歌姻緣》

呈現明顯的互文性，其源頭甚至可以上溯到大陸的歌唱電影《劉三姐》，其中的

曲調收納了中國各地的民歌風格，而非原住民的唱腔（張錦滿，2018 年 10 月 23

日），亦即這段山歌對唱的曲風明顯是挪移了大陸的民歌唱腔。另一個場景則是

在林場附近市鎮上小酒館中，酒店女老板翠娘（范麗飾）身著一襲民初風格的上

衫下褲服飾，對著酒客伐木工人吟唱著一首情歌《盼郎歸》，這首歌的曲調採用

了臺灣的恆春民謠《望春風》，但歌詞則是全改成普通話，原歌詞中的「思想起」

也都改成「心忡忡」、「心憂憂」，而且沒用月琴而是改用國樂伴奏，形成大陸

民歌小調的風格。

舞蹈同樣也是多元拼貼。電影《黑森林》有一段場面相當盛大的團體舞，由

女主角美甸娜作為歌舞的視覺中心，所唱的是由周藍萍譜曲，靜婷與江宏合唱的

國語歌《慶豐年》。按《黑森林》電影中所在的位置大雪山，本是原住民泰雅族

的傳統獵區，然而《黑森林》電影中將原應是泰雅族的歌舞全部置換成阿美族的

裝扮，整個豐年祭舞蹈所呈現的全是阿美族的衣飾與舞步，並非泰雅族的衣飾與

舞步。按泰雅族本就有屬於他們自己的豐年祭舞蹈，但卻未出現在電影中。

按照學者黃國超的考證調查，《黑森林》電影中的大型歌舞，從一開始就沒

有考慮原住民在地性差異。歌舞配樂部分是由任職國防部的教官李天民從花東採

集來的曲譜，再交由作曲家周藍萍據以配樂，舞蹈部分是電影開拍前兩週，李天

民到花蓮「阿美文化村」臨時募集了四百多位阿美族的舞者，在李天民指導下進

行排練，連拍攝地點都選在花蓮荳蘭神社舊址廣場（今吉安火車站附近），於是

電影中這段最重要的「豐年祭」橋段，就由大雪山的泰雅族換成了花東的阿美族

（黃國超，2011，頁 26）。而按學者黃國超的研究，作為「種族奇觀消費」的所

謂「山地觀光」，泰雅族以觀光形式表演歌舞甚至早於阿美族，早在 1956 年位

於臺灣北部烏來風景區就出現了以「山地文化村」的形式經營泰雅族歌舞表演，

但到了 1960 年代花東地區發展出「阿美文化村」之後，阿美族的歌舞表演就成

為臺灣原住民的象徵符號（黃國超，2016，頁 87-94）；很明顯對當時香港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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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而言，「原住民歌舞」就只有一種制式形式，並不覺得有需要識別出臺灣

不同原住民族群的差異。

根據資料顯示，最早以觀光形式展現阿美族舞蹈的應該是 1962 年成立，位

於花蓮吉安的阿美文化村（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n.d.）。而電影《黑森林》

拍攝的年代是 1964 年，在當時作為觀光形式的阿美族舞蹈自然就出現在電影中，

這個舞蹈片段應該是當時對觀光客表演的節目，它融合了一般的阿美歌舞、現代

舞，以及當時救國團或農會家政班所教的舞步。歌曲則是來自臺東灌錄成錄音帶

的阿美族創作歌謠。服飾則由傳統的黑色服飾改成漢人眼中較為討喜的紅色，這

種紅色服飾在傳統阿美族社會中，原本只有頭目或祭師在面對部落祖靈時才能夠

穿著。這套阿美文化村式的歌舞模式，經由政府官方推廣以及媒體的宣傳向外擴

散後，已不再具有傳統娛神、娛人、自娛的功能，成了純粹提供觀光凝視與想像

的符徵（阿美音樂，n.d.）。電影中的這段歌舞，不僅將原住民歌謠置換成國語

歌曲，還添加了一個類似供膜拜神祇的石像，塑造濃厚的異國想像的氛圍。

電影《蘭嶼之歌》同樣也有一場盛大的歌舞表演，包括男主角何醫師等人

抵達蘭嶼的迎賓舞，飛魚季的祭船舞、小米舞等，最重要的還是頭髮舞，在電影

中占的比重最多。文字工作者涂建豐曾用非常負面的修辭形容片中的這段舞蹈，

「當地原住民紛紛扛起十人大船衝往海邊迎接，島上婦女則跳舞迎接，只不過身

著不知名服裝、搭配不知名配樂、跳著不知名的舞蹈，還有各式大鼓、非洲鼓敲

擊以壯聲色，船員當場抱起婦女，如毛利人般磨蹭鼻子，婦人與何博士摩擦背部，

說是當地『土人的見面禮』。」形容飛魚季的舞蹈則形容「數百名族人在岸邊

搖頭晃腦，少女們在不知名的音樂下，跳著疑似「頭髮舞」，最後拿起花環，套

在意中人頸上，帶離會場」（涂建豐，2018 年 7 月 12 日）。而陳儒修則是認為

片中的舞蹈帶有一種「紀錄片的風格」，他認為攝影機詳細記錄參與祭典達悟人

的表情，「好像他們不是為了這部片子的演出而演出。攝影機的視野，不是從劇

中某一個角色的觀點出發，所以排除觀察者／被觀察者的對立關係」（陳儒修，

1993）。依導演潘罍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述，當地原住民所表演的「甩長髮舞蹈」，

已是付費的觀光活動。至於飛魚季的舞蹈，則是在當地外籍紀神父協助溝通下拍

攝（左桂芳，2014，頁 243）。 根據一些資料記載，在拍攝《蘭嶼之歌》之時，

為了商業考量，達悟族的頭髮舞表演拍了兩個版本，一個版本裸露上身，一個版

本穿著密實保守，裸露版供歐美國家發行，保守版則供臺灣與東南亞國家發行，

此舉據說還引發當時參與拍攝的紀守常神父不滿，認為電影公司有毀約之嫌，邵

氏公司還為此加以解釋，理由還是商業考量（粟子，2007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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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田野調查的考證，達悟族頭髮舞的起源，原先是夜晚男子出海捕魚，達

悟族女子群聚一同手牽手跳頭髮舞，將甩動的頭髮，比擬為海水的律動節奏，期

盼捕魚豐收，平安歸來。也可以說，達悟族頭髮舞主要是對神靈祖先的祈求，在

功能上祭典的功能性要遠大於娛樂性（黃昭華，2004，頁 63-64）。換言之，頭

髮舞從不是達悟族女性對心儀男性的求愛舞，更沒有所謂舞蹈儀式結束女舞者可

對喜愛的人戴上花圈，然後兩人即可洞房的族群風俗，而電影中演到這一段卻是

幾位女舞者爭相拉著心儀男性離開現場，其中有一位漢人攝影助理被一名達悟女

子用肩膀扛走時還在喊「救命！」，當然也包括了女主角雅蘭帶著何醫師離開。

這一段在達悟族傳統頭髮舞中根本不存在的舞碼情節，很明顯是香港編劇為商業

娛樂強添加上去的。

根據蔡慶同（2013）的論文〈冷戰之眼：閱讀「臺影」新聞片〉中指出，在

記錄原住民歌舞的新聞影片中，歌舞表演主要是採取是觀光客的視線，原住民是

表演者，除了著傳統服裝並演出歌舞之外，他們專注於自身的活動並露出歡愉的

表情，同時邀請觀眾共舞、換裝與合照（蔡慶同，2013，頁 27）。1956 年官方

宣示發展觀光以爭取外匯，加上交通道路的建設、1958 年山地利用的解除管制，

國家權力主導並安排「山胞」及其展演供遊客觀賞的「山胞觀光」於焉形成（謝

世忠，1994）。這中間包括花蓮、日月潭及烏來等都成為主要起源地，除了再現

「山胞」的歌舞表演之外，也包括觀光客穿著原住民服飾，並與原住民合照乃至

共舞，甚至是包括西方國家的觀光客，「原始」 的歌舞表演與異族的服裝打扮

成為主要的吸引力。在蔡慶同看來，「山胞」的「原始」，雖被視為是需要被現

代化的，然而，「山胞」的「原始」，卻不是完全被揚棄的，尤其是其中的歌舞

與服裝，卻進一步轉化成為區隔族群他者的社會皮膚（social skin）（蔡慶同，

2013，頁 25）。也可以說，原住民歌舞在電影中的出現，事實上是官方在鼓勵

觀光、商業發展的政策驅動下，風景區固定的觀光歌舞表演印象所造成的（迷走，

1993，頁 64）。而在《蘭嶼之歌》與《黑森林》中的大型歌舞，在鏡頭下如一

場視覺奇觀，影片中的漢人男主角，與觀眾一樣皆是宛如外來的觀光凝視者。

伍、欲望的她者：漢族男／原住民女

《蘭嶼之歌》與《黑森林》兩部電影的主敘事其實都是漢族男與原住民女

的異族戀故事。兩部香港電影都是從一個外地來漢族男性，進入神秘未可知異

地（森林，外島），並從他的視角觀看凝視原住民的所有奇觀。最重要的是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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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電影都安排了一場漢人男性（男主角都是張沖）與原住民女性的戀情，而這兩

位原住民女性，也都各自面臨其他漢人女性的競爭者。《黑森林》的男主角張長

河，在片中同時被原住民少女美甸娜、林場老板女兒金鳳珠與酒館女老板翠娘所

追求，張長河在一次替美甸娜解圍中，與林場老板的兒子金家駒發生肢體衝突受

傷，被送到美甸娜家中養傷，美甸娜就這樣對張長河產生了感情，但林場大小

姐金鳳珠也喜歡張長河，並以將原住民趕出居住地為要脅，強逼美甸娜嫁給金家 

少爺，美甸娜又因誤會張長河與酒館女老板翠娘有染而同意嫁給金少爺，但婚禮

卻因林場火災被打斷，金家隨即願意解除婚約，但張長河卻堅持選擇離去，最終

在美甸娜以自殺要脅下兩人最終才在一起。《蘭嶼之歌》的男主角何維德搭船去

蘭嶼，先拒絕了富家千金的婚約，到了蘭嶼受到當地原住民的歡迎，其中一位是

船長的原住民妻子為向男主角示好，要求彼此相互摩背，讓男主角很感困惑，也

讓原住民的女主角雅蘭對他產生好感，之後雅蘭一直對他示好，片中有一段下船

慶典，雅蘭穿上達悟族傳統服飾跳舞，舞蹈儀式結束女舞者可對喜愛的人戴上花

圈，雅蘭將花圈給了何維德，按照族群風俗兩人即可洞房，但為維德所拒，導致

雅蘭傷心離去，經過一番周折最終維德是留在蘭嶼和雅蘭一塊為原住民治病。

在好萊塢多數涉及原住民的商業電影中，原住民女主角作為族群與性別的「她

者」，往往就成為電影鏡頭中的視覺中心，一個作為男性凝視的焦點。在這裡「凝

視」（gaze）指的是一種在特定情境下觀看的方式，法國精神分析學者拉岡（Jacques 

Lacan）在 1970 年代將「凝視」比擬為一種觀看的權力關係，任教英國倫敦大學

Birkbeck 學院的藝術、電影與視覺媒體史系教授 Laura Mulvey 則是將「凝視」用

在電影研究上。她在 1975 年出版的〈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一文中認為，電影機制所建構的觀看模式，讓女性淪為情慾上

被觀看的客體。她認為這種觀看呈現三種方式，首先是「攝影機」的觀看（持攝

影機掌鏡者大多為男性），這隱含著偷窺與窺視的意味；其次則是影片中「男演

員」的觀看，透過鏡頭將女性置入其視線之內；最後則是「觀眾」的觀看，觀眾

在觀影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將前兩種觀看方式重疊在一起（Mulvey, 1975）。

而兩部電影中的原住民少女正就是情慾凝視的焦點，《蘭嶼之歌》中渡輪快到

達蘭嶼時，見到岸邊女性的舞蹈，船長就對男主角何醫生暗示說「有機會不要錯

過！」作為這兩部電影中的女主角，不論是《蘭嶼之歌》中雅蘭還是《黑森林》

中的美甸娜，一直都是鏡頭中的視覺焦點。《黑森林》的美甸娜甫一登場就被一

群伐木工人遠距窺探並對之歌頌；《蘭嶼之歌》中的雅蘭不時的刻意在鏡頭前安

排敲教堂的鐘，在果園採果、海灘上奔跑採花等，特別是兩部電影中幾場作為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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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奇觀的盛大歌舞，女主角的獨舞都是作為整場舞蹈的視覺焦點。

在原漢戀情上兩部電影中呈現著一些很類似的敘事結構，即主要情節一定是

圍繞漢人男性與原住民女性的互動展開敘事。原住民女主角通常很快受到漢人男

主角吸引並主動向其示愛，反倒是漢人男主角總是顯的被動甚至態度猶疑不決；

而原住民女主角也一定會面臨一位漢人女性競爭者，這個漢人女性通常都是社經

地位的優勢者，且在片中姿態盛氣凌人，但最終還是會在與原住民女主角的競爭

中落敗；當然原住民女主角也會有其他漢人或原住民男性追求者，在影片中則一

定是充當反派角色的定位。這種類型的敘事結構在早期的涉及原住民的電影中曾

不斷的被複製，例如 1943 年由滿州映畫協會製作，日籍導演清水宏導演的《沙

鴦之鐘》，即是敘述由李香蘭主演的泰雅族少女愛上前往從軍的日籍老師；1957

年由香港新華影業出品的《阿里山之鶯》，同樣也是由鍾情主演的原住民少女愛

上漢人伐木工人的故事；1962 年臺製拍攝的《吳鳳》電影中將吳鳳與受搭救少

女薩妲蘭雖被描述成形同父女，但根據文化評論者迷走的分析，在片中薩妲蘭

選擇服侍吳鳳作為報答，甚至表示要一輩子侍候吳鳳，不願嫁其原住民戀人馬

歌，顯示漢人父系家長式的男性魅力，也遠勝於原住民青年男子的愛情（迷走，

1993）。

而兩片中的與原住民發生戀情的男主角（都是由張沖飾演），身分來源其實

都有些曖昧。除了漢人身分沒有爭議，《蘭嶼之歌》的男主角何維德是個獲得美

國大學微生物學位的博士，赴蘭嶼是為了尋找二戰期間失蹤的父親；《黑森林》

的男主角是個來自另一個林場伐木工人，但穿著打扮入時，與其他身著工作服的

伐木工人呈現明顯的差異，來自香港演員的身分在異地臺灣的空間拍戲，又都是

遠道而來的外來者，便得他們在片中多數時候只是擔任旁觀的凝視者，彷彿在引

領觀眾凝視所有的奇觀。更重要的是兩部電影中的男主角，面對原住民女主角的

主動示愛，在態度上都顯得被動而猶疑。《黑森林》中張長河只是主動替美甸娜

解圍，就贏得美甸娜的好感，但最關鍵的是劇中美甸娜最終為顧及全族利益答應

下嫁林場小開金家駒之際，張長河並未積極介入反而默然接受，倒是片尾金家駒

願意成全張長河與美甸娜的時候，張長河卻莫名的堅持求去，逼得美甸娜以死要

脅，並對張說「你不要我，我就去死」的話，最後才在一起。整個原住民部落與

美甸娜個人所面臨的危機中，男主角張長河都未扮演「救世主」的英雄角色，

張長河在影片奮力捍衛的反倒是林場被盗與起火的危機。《蘭嶼之歌》中的原

位少女雅蘭在電影中似乎從望遠鏡第一眼看到何醫生就產生好感，後來一直主動

示好，首日在引領何醫生住進教堂附近時，就一直不願離開，最後何醫生主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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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雅蘭可以離開了，雅蘭立即就質疑：「你不喜歡我？」稍後兩人的互動幾乎都

是雅蘭採取主動。影片中有一段雅蘭差一點被巫師侵犯，也是靠她自己解圍。影

片最高潮的船祭歌舞後雅蘭將花環贈予何醫生，主動在眾人前宣示其為戀人的身

分，卻在雅蘭褪下衣服，主動獻身於何醫生之際，被何醫師拒絕，並要求雅蘭不

要這樣。這種敘事模式，一如任教美國加州大學的 Christina Klein 在分析電影《南

大平洋》所指稱的「冷戰東方主義」（Cold War Orientalism）所描述的，原住民

少女必然受先進文明男性的吸引，與原住民的愛情與婚姻是揉合了異國想像與文

明征服（Klein, 2003）。

好萊塢商業電影中處理西方男性與原住民女性相戀的題材時，敘事模式通常

是作為征服者或是外來者的西方男性主動追求原住民女性，而且適時扮演原住民

族群「救星」的角色（如《風中奇緣》、《阿凡達》等）。而與這種好萊塢慣性

敘事模式不同的是，兩部港片中的異族戀模式，都是原住民女性積極主動，漢人

男主角被動猶豫，在多角競爭中也顯得退縮閃避，甚至最終譜成戀曲也帶有些許

半強迫性質。這種敘事模式呈現了某種吊詭性，即一方面在鏡頭凝視中刻意展現

原住民少女的美麗與風情，另一方面卻又刻意表現漢人男性的「不解風情」。這

一點兩部港片似乎是都複製了中國古典小說與戲曲中常見的敘事模式，亦即只要

女主角的身分與角色是來自某種形式的他者（異族、鬼狐），必然是主動追求男

主角，這種愛情敘事中的女性往往扮演強勢主導的角色（如章回小說《楊家將》

中的穆桂英），相對的男性卻可拿著「儒家倫理」謹守自持，而作為他者的異族

女性，卻可以不必受到這種禮教束縛，可以自在表達情欲，也容得男主角可以在

本我與超我的張力之間遊走與調節，既可滿足窺視的慾望，也可維持坐懷不亂的

姿態，同時也不違背最終譜成戀曲的結局。

陸、結語

在臺灣原住民相關議題的研究中，針對商業電影中原住民再現的研究，並不

是個嶄新的學術課題，過往的研究已經發掘出不少有價值的成果，這中間有不少

是針對電影文本乃至於其語境脈絡的詮釋、解構與批判，這些研究成果也逐漸形

成了一種主流的詮釋模式，在本研究中將之稱之為「原漢宰制關係的詮釋典範」，

這種詮釋典範主要是將漢人設定為主詞，原住民設定為受詞，並以此一主／從關

係為前提，形成一組二元對立關係，如文明／野蠻、凝視／被凝視、醫學／巫術、

漢人男／原住民女……，以及一系列的動詞包括剝削、壓制、啟蒙、輔導、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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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收編……等的串接所形成的敘事模式，大致上過往由漢人製作編導的原住

民電影，都可以套用這個詮釋典範，本研究所處理的兩部電影《蘭嶼之歌》與《黑

森林》有很大部分也可以套用這個詮釋典範，換言之，若是僅從原漢兩個族群關

係切入，這兩部電影確實與其他的原住民電影沒有太大的不同，但正因為這是臺

灣涉及原住民題材電影中僅有的兩部香港出品，這個「香港」因素有沒有在原住

民再現上發揮作用，讓它在與其他同類型電影比較時會出現細微甚至顯著差異？

或是說在「漢人之眼」之外，是不是還有一個「香港之眼」？經過前述的分析，

這個答案是肯定的，可以簡化成以下幾個結論。

首先，冷戰時期香港特殊的地緣政治位置，以及全球華人電影消費市場的現

實考量，讓這兩部電影被高度的「去脈絡化」，「國家」被消失，「臺灣」被淡

化，所有有形無形的官方建制都被祛除，彷彿僅只是一個以原住民為襯景的愛情

故事，「官方」的抽離，讓《蘭嶼之歌》裡的蘭嶼成為由大頭目與巫師統治的「未

開化之地」，唯一的外來權威是西方神父，漢人僅只是搭著遊艇間歇前來採風獵

奇的外來者；同樣的「去國家」也讓《黑森林》裡的臺灣大雪山林場從「公營」

變成「民營」，甚至原住民享有的「保留地」都變成只是向私人財團「借住」。

其次，香港作為英國的殖民地，同時也作為全球商業與金融中心，看待臺灣

原住民沒有政治治理、文化融合的使命與包袱，更多的是資本主義的商業邏輯，

瞄準的是資源的開發與掠奪。因而《黑森林》中的大雪山林場的豐富林木資源，

就淪為私人資本進駐壟斷與掠奪的對象；而《蘭嶼之歌》裡的蘭嶼海底 的夜光螺，

也同樣淪為外來商人採集與收購的對象。

第三，作為 1960 年代全球第三大的香港電影產業，不僅循著「香港之眼」，

也是循著「好萊塢之眼」對原住民進行奇觀式的獵奇，亦就是選擇以西方主體的

觀點來凝視臺灣原住民。可以說，兩部港片中對臺灣原住民形象的建構，不僅與

當地居住的泰雅族與達悟族無關，反而更多是參照西方好萊塢電影中所再現的兩

種原住民形象類型，一種是已被馴服的，另一種則是待征服的。《黑森林》中的

原住民，很像是好萊塢 1958 年出品的音樂劇電影《南太平洋》中被美軍占領下

的島嶼土著，或是 1985 年電影《教會》中南美熱帶雨林中被天主教馴化的原住

民，既和平又溫馴好客，《黑森林》中的原住民儘管山林家園被財團占領，依舊

宛如秘境桃花源的溫馴族群，唱歌跳舞就是他們的日常；《蘭嶼之歌》中的原住

民則是複製許多好萊塢蠻荒探險電影的敘事（如 1950 年出品的《所羅門王的的

寶藏》、1964 年出品的《祖魯戰爭》等），隱藏蠻荒野地的土著，信仰巫術並

膜拜巨大神像，對外來者預示著未知的威脅與風險，惟有藉諸現代西洋科技與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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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才得加以征服，《蘭嶼之歌》中的酋長引領的全體族人赴天主堂望彌撒，巫師

藉著施法術建神像意圖對抗紅蟲，最終依舊不敵男主角代表的西方醫術挑戰，陷

入族群信仰的退縮與破敗。在兩部港片中一直占著優勢位置的漢人族群，不僅複

製了好萊塢電影中白種人的角色，也依恃著西方資本、技術與宗教全面馴服了原

住民。

第四，相應於 1960 年代香港歌舞片的盛行，原住民大型歌舞的搬演成為兩

部電影中的重要視覺奇觀。只是場景由香港的影棚移到了臺灣的外景空間，兩部

電影中的歌舞也由香港編導做了重新編排。包括由香港「海港派」的作曲家掌詞

曲創作，其中不少詞曲與香港歌舞片呈現某種互文性；舞蹈部分除了擔任原住民

女主角的舞蹈被安排作為凝視焦點外，舞碼也全面進行重構、拼貼與添加，於是

《黑森林》片中原本該是世居大雪山的泰雅族歌舞，被置換成近似花蓮阿美族山

地文化村的觀光舞蹈；《蘭嶼之歌》片中的迎賓舞模仿澳洲毛利人的模式，而原

本為祈求神靈的頭髮舞，在當時的蘭嶼已經是付費的觀光舞蹈，在影片中也被置

換成了女舞者的求偶舞。這種音樂與舞碼的拼貼與重組，正是香港歌舞片最常見

的作法。

第五，兩部港片也複製了所有原住民電影中跨族群戀受的敘事模式，原住民

女性被外來漢人男性吸引並主動追求，只不過在最終譜成戀曲的模式上則是拷貝

了華人古典文學曲的敘事模式。

與所有原住民電影相比，《蘭嶼之歌》與《黑森林》確實再現了許多類似的

漢人觀點，臺灣原住民被扭曲、拼貼、刻板印象化的建構同樣嚴重，然而這兩部

電影由於多了一層「香港製造」的外衣，使得香港的政經與產製結構做用下的「香

港視角」為兩部電影中所再現的臺灣原住民，呈現了更多的異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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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討歷史電玩玩家的跨媒介愉悅經驗及其歷史學習。經過蒐集與分析

14位歷史電玩玩家的深度訪談紀錄，研究發現歷史電玩的跨媒介愉悅源自於知情

玩家對於歷史的先備知識而產生的愉悅性，包括感官性愉悅、情感性愉悅以及認

知性愉悅。在歷史學習方面，本研究發現歷史電玩確實有歷史溝通的功能，能夠

幫助玩家建立歷史知識。而知情（具先備知識）玩家的歷史學習主要是受到電玩

的吸引而產生更深入瞭解相關歷史的興趣。不知情（不具先備知識）玩家則是能

透過歷史電玩來作為學習歷史的入門，建立對於電玩中相關歷史的基礎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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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 1958 年威廉辛吉柏森（Willy Higginbotham）開發出第一款電子遊戲《雙

人網球》（Tennis for Two）開始，電玩產業便開始蓬勃發展（DeMaria & Wilson, 

2002 ／蔣鏡明、李宜安譯，2003），迄今已有 60 年以上的歷史。1980 年代是

家用電玩發展的重要時期。當時 BBS 成為線上遊戲平臺，而盛行的多人遊戲

MUD 最終進化為眾所周知的大型多人在線角色扮演遊戲（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role-playing game, MMORPG）。1990 年代隨著硬體設備技術提升，戰略

型電玩開始發展，而家用機逐漸取代街機。2000 年以降家用主機進入 XBOX 和

Playstation 競爭年代，網路遊戲和體感電玩出現，電玩內容更加豐富（陳鐘誠，

2013）。由於電玩產業的產值高漲，臺灣產業界也趨之若鶩。2010 年臺灣數位

遊戲產值約新臺幣 422 億，而在 2018 年則成長至 586.6 億（財團法人資訊工業

策進會主編，2010，2018）。由此可知電玩在臺灣是一個蓬勃發展的重要娛樂產

業。

在眾多的電玩類型中，有一種電玩是以歷史作為其主要架構。過往研究者

將這種以歷史和電玩相結合而成的電玩稱作歷史電玩（王竣平，2011；江天健，

1998；蔡宗諺，2014）。早期開發出的歷史電玩是以輔助學童的歷史教育為目的

設計。到了 1985 年，光榮（KOEI）公司設計出了第一款以娛樂為主要目的之歷

史電玩「三國志」，開啟了商業型歷史電玩的時代（王竣平，2011）。在「三國

志」之後，許多知名的歷史電玩接連上市，包括 1991 上市的「文明帝國」（Sid．

Meier’s Civilization）系列、微軟（Microsoft）1997 推出的「世紀帝國」（Age of 

Empires）系列、2007 年 UBISOFT 推出的「刺客教條」等。

早期有關歷史電玩的研究多集中於如何設計出可以應用於歷史教學的歷史電

玩，因此研究對象也以專為教學為目的而設計的歷史電玩為主（江天健，1998，

1999；孫天虹，2006）。而近年的研究則將研究的重點轉為探討市面上的商業型

歷史電玩與玩家的歷史學習的關係（王竣平，2011；陳柏豪，2009；陳靜瑩、范

國光，2010 年 4 月；蔡宗諺，2014）。這些研究針對「三國志」、「軒轅劍參：

雲和山的彼端」等受到市場歡迎的商業型歷史電玩進行分析，瞭解玩家在玩過這

些電玩後的歷史學習效果。然而上述研究多是以文獻爬梳及整理的形式呈現，缺

乏實證研究的資料佐證，並且缺乏對於玩家經驗的探討。因此本研究將以實證研

究的方法來探討商業性歷史電玩的玩家經驗，以彌補文獻的缺失。

在針對電玩玩家的研究中，愉悅經驗是相當重要的研究之一 (Klimm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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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tmann, 2006; Sherry, 2004; Vorderer, Hartmann, & Klimmt, 2006; Vorderer, 

Klimmt, & Ritterfeld, 2004)。Sweetser & Wyeth (2005) 的研究中曾指出，電玩愉悅

性是玩家玩電玩時所追求的最大目標，如果玩家對電玩沒有產生愉悅的感受時就

不會繼續玩。而歷史電玩的劇本多半改編自真實歷史或者是歷史小說。根據石安

伶、李政忠（2014）之研究，改編作品整體而言是將「故事」、「主題」以及角

色從一種媒介轉換到另一種媒介形式，因此歷史電玩在性質上也屬於跨媒介的作

品。多數人經歷學校的正統歷史課程後，對於國內外歷史並不陌生。再加上幾部

通俗的歷史小說，例如：《三國演義》、《水滸傳》、《隋唐演義》等，都是大

家耳熟能詳的小說作品，因此在玩電玩前玩家普遍對於歷史都會有一定程度的認

識。因此本研究將著重於探討歷史電玩的跨媒愉悅性。

文獻指出歷史電玩會影響玩家的歷史學習。過去的研究中正反兩面的論點

皆有。持正面論點的研究主張可以利用電玩對於學生的吸引力作為輔助歷史教學

的工具，藉此突破現代歷史教學的困境，讓學生能夠邊玩邊學習歷史（江天健，

1998；孫天虹，2007；陳靜瑩、范國光，2010 年 4 月）。而持反面論點的研究

則是認為電玩中的歷史有許多錯誤的紀載以及過度偏頗的觀點，皆會使玩家對於

歷史可能有錯誤的認識（孫天虹，2007；蔡宗諺，2014）。本研究試圖從玩家的

角度探討歷史電玩與歷史學習間的關係。

綜上所述，本研究具體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商業性歷史電玩玩家的跨媒愉悅經驗。

二、探討商業性歷史電玩玩家的歷史學習。

貳、文獻探討

一、歷史電玩之定義

隨著時代變遷，書寫史學不再是唯一的寫作形式，所謂 ｢ 影視史學 ｣

（Historiophoty）的表現方式挑戰了歷史著作的概念。因此歷史劇、歷史電影乃

至於歷史電玩，都帶有呈現歷史、陳述歷史的能力。史學在新型態影視文本上結

合，比起文字更有臨場感。兩者區別僅在媒體的不同，而不在製造資訊的方式（孫

天虹，2008）。

江天健（1998）最早定義歷史電腦模擬遊戲為輔助歷史教學與學習設計出

的電子模擬遊戲。其後孫天虹將歷史電玩定義為歷史與電子遊戲的結合，將歷史

學的內容帶入電子遊戲當中，並藉此來達成利用電子遊戲進行學習的目的（孫天



JCRP, 10(2), July 2020144

虹，2007）。

王竣平（2011）則是將歷史電玩定義為以歷史作為題材而製作出的電玩，認

為這種電玩可以說是歷史文本與電玩文本結合的產物。此外他認為電玩遊戲在進

行設計時以歷史人物為參考對象，或是直接製作歷史模擬的策略類型遊戲，就可

能會成為一種傳播歷史知識的媒介（王峻平，2011）。

蔡宗諺（2014）則是蒐集了過往的研究之後，對歷史電玩下了新的定義。他

認為所謂的歷史電玩或是歷史類電子遊戲，指的是這個與歷史結合的電子遊戲或

電玩，能夠觸發玩家對於過去的想像且有助於歷史知識的產生。戰略類、角色扮

演類、歷史模擬類等類型都屬於他所定義的歷史電玩的討論範圍。但是競速模擬

遊戲或是運動模擬遊戲則不包含在其中，因為這類遊戲的中所包含的歷史部分並

不符合大眾心中對於歷史的定義（蔡宗諺，2014）。

總結以上研究的定義之後，本文將歷史電玩定義為在遊戲的素材當中，加入

歷史元素的電玩，並以歷史作為主要架構，不論是以真實歷史作為背景改編，抑

或是架空一個歷史朝代作為改編的都可以被定義為歷史電玩。

二、跨媒介敘事與跨媒愉悅性

歷史電玩屬於遊戲的一種，也是人類心智與肢體的活動過程。在人類社會與

各種文化發展過程中，遊戲始終是重要的基本活動（Huizinga, 1949 ／成窮譯，

2013）。Huizinga認為遊戲作為一種自願的活動或消遣，與真實的生活截然不同，

因此能夠提供個人更大的想像空間，並伴隨著愉快的情感（同上引）。

學者張玉佩（2011）曾歸納出四種線上遊戲之閱聽人愉悅模式：（一）受到

文本複雜度與玩家互動影響的控制性愉悅；（二）包括隸屬感、親密感與控制感

的社交性愉悅；（三）受到故事美感與故事合理性影響的敘事性愉悅；（四）延

伸與增強現實世界的想像之展演性愉悅。這四種愉悅彼此交錯，共同增強了遊戲

玩家的愉悅感（同上引）。其他針對各種不同類型電玩遊戲或研究對象，大致均

呈現類似的愉悅經驗（吳思霈，2011；吳俊緯，2014）。

跨媒介的娛樂消費產近年來逐漸成為閱聽人消費媒體時的重要目標，同時也

是各種媒體產品製作人在製作產品時的重要類型。在臺灣上映的電影中，不論美

國日本或是本國自製的電影，從小說改編的電影數量都占有一定的比例。現今的

電玩也有不少是來自於歷史小說或是真實歷史改編而成的。本研究針對跨媒介敘

事以及跨媒愉悅性理論分別論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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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媒介敘事

在數位匯流時代，跨媒介敘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可因應多元平臺的

特性而受到重視，也成為傳播研究之重要領域 (Voigts-Virchow, 2009)。所謂跨媒

介敘事乃指文本可同時存在不同的媒介平臺。依據跨媒介敘事的觀點，敘事者將

同一個作品的素材轉換成相異的媒介文本而促成了 ｢ 跨媒介改編 ｣（transmedia 

adaptation），並藉由 ｢ 互媒性」（intermdiality）呈現原作與改編的互涉。每一

媒介均可再延展為不同類型，提供多元體驗的管道 (Jenkins, 2006)。跨媒介敘事

研究重點在於新媒介如何轉化內容並賦予新的意義，並可從閱聽人的角度分析閱

聽人跨媒的詮釋與交流。閱聽人依據想像力將文本的影音擴充創造新的愉悅感

受。

根據 Eckart Voights-Virchow 對互媒性的研究，認為互媒性是媒介之間轉換的

表現形式與相互參照。Rajewsky (2010) 則具體提出三種互媒性類型。「媒介轉換

｣（media transposition）是第一種互媒性類型，其概念是將同樣的內容從原先的

媒介轉換到另一種媒介上，媒介轉換的例子如漫畫改編成動畫或日劇，又或是漫

畫小說化都屬此類。第二種「媒介結合 ｣（media combination）將互媒性視為一

種溝通符號，由至少兩種媒介型式的結合，也可能因此形成新的媒介類型 “media 

genres”。如動畫融合音樂、圖像與影像等呈現多媒體的形式。這一類型強調的

是一種動態的、創新性的過程。而「媒介相互參照 ｣（intermedial references）意

指某一媒介產品使用它的特定手法去指涉在另一媒介上的特定、個別作品，或是

指涉特定的媒介次系統，又或是參照其他媒介的系統，如電影可以模仿漫畫的主

題、構圖、氛圍等（同上引）。歷史電玩屬於媒介轉換的互媒性類型。

學者賴玉釵（2016）認為跨媒介敘事者將文字之文本延伸為電玩媒介時，

乃憑藉先前對於原出文本之先備知識發展互動的介面。不同改編版本將可以召

喚潛在讀者。當閱聽人接收不同版本時，可形成 ｢ 跨媒介涉入 ｣（transmedia 

engagement），從比較不同版本引發多元的感動。

Hutcheon (2006) 提出三種定義與檢視改編作品的面向：1. 根據一個或數個

特定原始作品進行大幅度文本的轉置（transposition），明確表示本身為改編身

分的一種作品型態；2. 對原始文本作品進行「再／詮釋」（re/interpretation）與

「再／創作」（re/creation）的產製過程；3. 在原始文本與改編文本之間進行「互

文參與」（intertextual engagement）的接收過程。基於以上三點，Hutcheon 認

為改編作品雖然是一種重複，但是不是只是單純的複製而是有經過轉換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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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內容、作品精神，或閱聽人接收的方式都有不同形式交雜於其中 (Hutcheon, 

2006)。

（二）跨媒愉悅性

Hutcheon (2006) 提出討論改編作品所帶來的愉悅性時，閱聽人的知情

（knowing）／不知情（unknowing）會造成觀看作品時的情緒反應有所不同，根

據 Huctheon 的定義，知情／不知情可以依據閱聽人是否能夠先認出其所觀賞的

為改編作品並且知道改編的來源是出自什麼作品來區分 (Hutcheon, 2006)。石安

伶、李政忠（2014）的研究則發現，知情閱聽人相對不知情者會具有所謂「先備

知識」，因此當他們觀賞改編作品時主要的動機是來自於對作品敘事中未知部分

的好奇心，還有對於再次體驗他們已經知道的部分的慾望。

依據上述，歷史電玩內容多由真實歷史文本或歷史小說改編而成，符合跨媒

介敘事理論的範疇。而歷史電玩玩家的 ｢ 知情 ｣ 與 ｢ 不知情 ｣ 定義為是否具有電

玩相關歷史之先備知識。而在實務上以受訪玩家自我報告方式作區分。

Nudd (2001) 探討文學作品「簡愛」與其電視以及電影的改編作品的互文愉

悅性研究。研究發現閱聽人在觀看改編作品時，其愉悅的來源是來自於改編作品

的多重意義以及無盡的互文性。知情閱聽人在觀賞改編作品時，基於先備知識會

使得他們自然地運用這些來源文本的知識來填補改編作品中的漏洞。這種填補漏

洞的過程會使閱聽人產生愉悅感。

Marciniak (2007) 觀察文本改編電影的愉悅性時提出，觀眾觀看改編作品的

動機來自於改編作品帶給他們的三種吸引力。首先它是基於舊有文本上的新創

作，可以讓原作突破文字的界線，以新的媒介形式表現。其次，改編作品統整各

個不同媒介的美學差異，使得不同媒介能夠彼此溝通。例如音樂以及影像的結

合，能夠使得原本單用文字難以表達的意義更容易被觀眾所發掘。第三種吸引力

是對於改編作品演出主角演技的欣賞，這會是觀眾對於電影最深刻的記憶點，演

員帶有個人風格的突出表現，往往可以讓觀眾瘋狂入迷，並且賦予作品新觀點。

根據上述研究，跨媒愉悅性是閱聽人消費跨媒介產品時所得到愉悅感受，此

種愉悅感受會受到閱聽人對於他們所消費的跨媒介產品是否先有認識所影響。此

外，閱聽人也會因為他們對於這些跨媒介產品的不同期待而影響他們消費這些產

品時所獲得的愉悅性。

石安伶、李政忠（2014）透過焦點團體訪談以及文本分析試圖瞭解改編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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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已經看過原著小說的「知情閱聽人」而言會有怎麼樣的吸引力。作者首先提

出，改編電影對於這些具有先備知識的知情閱聽人而已的吸引力有兩者。其一是

對於不同於小說的電影敘事內容中未知部分的好奇心；其二則是對於已知的部分

的再經驗。

所謂未知部分包含了將文字的描述具象化成影像、聲音的過程，以及透過電

影這個不同於文字的媒介來欣賞導演對於小說內容的詮釋。將文字具象化可以滿

足知情閱聽人對於原著故事的想像，同時也會因為好奇電影和自己所想像的畫面

及聲音之間的差異而受到吸引。同樣的，知情閱聽人也會好奇導演如何用電影來

詮釋對於原著小說的理解（石安伶、李政忠，2014）。

對於已知部分的再經驗則是因為知情閱聽人對於原著小說的理解，使得他

們對於同樣的主題已經有一部分的喜好跟認同感。同時又因為這些理解讓知情

閱聽人對於劇情會有一定程度的掌控感，並且產生預期心態，希望能透過新的

媒介來回味之前的感受。石安伶、李政忠（2014）使用「舒適食物」（comfort-

food）的概念來形容知情閱聽人這種重複觀影的動機。也就是說，相對於沒有讀

過原著小說的閱聽人，知情閱聽人因為對於劇情的熟悉使得他們能夠掌握故事

現的進行，進而有標準去衡量電影所提供的情緒效果以及滿足。此外，Leavitt & 

Christenfeld (2011) 在研究劇透者對於觀眾的影響時也提出了相呼應的論點。就是

事先知道故事情節的知情閱聽人更能夠將注意力放在故事情境中並專心的消化內

容。

除了改編電影的吸引力外，石安伶、李政忠（2014）提出了三種愉悅的類型，

分別為：感官性愉悅、情感性愉悅以及認知性愉悅。

首先，石安伶、李政忠（2014）認為所謂的感官性愉悅指的是由媒介所觸發

的閱聽人身體感官的愉悅感受，以電影來說就是場景、表演者魅力以及聽覺／音

樂感染力三者為主。Marciniak (2007) 也提出表演者的演技、魅力或是電影中的

配樂、音樂與場景間的結合，都是影響觀眾觀影愉悅的重要因素。再結合電影將

文字文本具象化對於閱聽人的吸引力，就形成了感官性愉悅。

第二，情感性愉悅被定義為閱聽人在和他們所消費的媒介文本的互動過程中

引起的情緒以及心理反應。這種反應能夠讓人感到放鬆或是調適心情。對於知情

閱聽人來說，情感性愉悅來自於熟悉的故事所帶來的懷舊感，並且透過觀賞改編

電影喚起讀者看小說時的愉悅感受。結合電影新的敘事帶來的新的愉悅形成了情

感性愉悅（石安伶、李政忠，2014）。

第三，認知性愉悅為知情閱聽人具有對原始文本的相關知識，透過運用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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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和改編文本相互參照，同時消費兩種文本以體驗更完整的敘事脈絡。知情閱聽

人也會因為自己比沒有事先看過原始文本的閱聽人有更多的理解而感受到高人一

等的愉悅感受（石安伶、李政忠，2014）。 

國內針對電玩相關的跨媒介研究非常稀少。周邵芳（2017）分析電玩「魔獸」

系列的改編電影《魔獸：崛起》（Warcraft: The Beginning）的跨媒愉悅性。結果

顯示玩家會消費改編電影的主要動機是為了能夠再次體驗熟悉的文本並且希望能

從中找出新的體驗，而玩家消費改編電影的確會帶來認知性愉悅、情感性愉悅以

及感官性愉悅等三種愉悅的感受。

依據上述，本研究提出下列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一：對於玩家而言，玩歷史電玩會獲得何種跨媒愉悅性？

研究問題 1a：玩家在玩的過程中產生何種感官性愉悅？

研究問題 1b：玩家在玩的過程中產生何種情感性愉悅？

研究問題 1c：玩家在玩的過程中產生何種認知性愉悅？

研究問題 1d：知情與不知情玩家的愉悅性有何差異？

三、歷史電玩與歷史學習

根據蔡宗諺（2014）對於國內歷史電玩研究的整理可以將研究分為兩種類

型，一類是強調歷史電玩所帶來的教育功能，另一類則是研究歷史電玩本身。

第一類的研究通常是著重於從旁觀者的角度來對於歷史電玩進行優缺點的分析

評估，並希望能藉由電玩對於玩家的吸引力來設計出用於輔助教學進行的電子

遊戲，並期能夠利用電玩的趣味性來幫助學生去理解許多在歷史學當中的複雜概

念。第二類則是希望能夠透過研究找出這些所謂的商業型歷史電玩對於歷史教學

上是否能夠產生正面的效益。

除了輔助教學之外，歷史電玩可以透過電玩的吸引力來和沒有受過專業歷史

訓練的人們進行「歷史溝通」（historical communication）。所謂歷史溝通指的是

一種菁英史家和社會大眾之間的對話，並有助於歷史學習。由於遊戲所具有的絢

爛聲光效果、玩家互動性和娛樂體驗等等特殊的魅力，使得它能夠吸引玩家的目

光，並且在現今的社會中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力。因此可以透過遊戲與社會保持著

「歷史溝通」的管道（孫天虹，2007）。簡言之，歷史溝通試圖透過各種媒材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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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社會大眾對於歷史學習的興趣，並促進其對於歷史的認識（Quandt, 2008）。

王竣平（2011）探討在中國古歷史文本和日本開發的遊戲文本在人物形象上

有何差異。研究指出了電玩帶來的好處，就是比起文字，圖像能夠有更強的影響

力，也因此由電玩所賦予的角色形象會比起歷史文本更為深刻。

丁威仁、張日郡（2010 年 1 月）探討日本的電玩公司「光榮」（KOEI）如

何用電玩創造出一種新的歷史語言以及如何移植文化。研究結果顯示遊戲公司為

了遊戲性以及劇情的需要，不可能完全符合真正的歷史，但是仍有其影響力的存

在。例如，研究中的光榮公司不僅在亞洲取得熱銷的成績，連在北美都可以有近

百萬的遊戲片銷量。雖然電玩不見得傳達的是完全正確的史實，但是不可忽略的

是遊戲在做了文化移植之後的傳播影響力是有可能超越正史的。這也顯示了即使

是以娛樂為主要目的來設計的商業電玩也能夠產生有益於歷史教學的正面效益。

陳靜瑩、范國光（2010 年 4 月）則是在研究中指出歷史電玩對於歷史學習

的功效。作者認為遊戲對於玩家學習歷史上有三個功效：（一）創造虛擬主角，

讓玩家在扮演主角的同時享受和歷史文化互動的樂趣；（二）遊戲當中所謂的任

務系統讓玩家能夠享受遊戲樂趣同時閱讀遊戲的文本；（三）在遊戲當中玩家所

扮演的主角其實是來自西方的，遊戲透過此一方式讓玩家能夠以西方的觀點以及

文化背景來看待中國文化，藉此讓玩家能夠體會歷史思考中的多元觀點。

近期則有研究針對由臺灣遊戲製作公司「赤燭遊戲」推出的冒險恐怖遊戲

《返校 Detention》為例，探討電玩和歷史結合的社會意義（翁榛憶，2019）。該

研究訪問四位玩家，綜合發現遊戲的主動性與沈浸體驗提供了新的接觸歷史文本

的方式。

蔡宗諺（2014）在整理相關文獻，並配合對於論壇資料的分析，提出歷史電

玩與歷史學習之間的互動關係。研究認為現代社會對於電玩的「汙名化」導致了

歷史學界對於歷史電玩的不重視，甚至是認定歷史電玩只會對於玩家在歷史的學

習上帶來負面的影響。但是根據其研究分析的結果顯示，現在的玩家事實上不會

這麼容易被內容所誤導，反而透過網路強大的搜尋功能能夠引導玩家去獲得正確

的歷史資訊。

學者也認為歷史電玩真正的問題是歷史觀念的單一化，以及刻板印象的建

立。設計遊戲者在取材時使用的資料往往太過於偏頗，導致遊戲內容不外乎英雄

主義、戰爭、政治甚至是男性主導的國別史。而花費大量時間在這些遊戲上的玩

家便容易因此受影響從而導致歷史觀念上產生了錯誤的認知（蔡宗諺，2014）。

依據上述，本研究提出下列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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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二：知情與不知情的歷史電玩玩家在歷史學習上有什麼不同？

研究問題三：玩家如何透過歷史電玩達到歷史溝通的效果？

研究問題四：歷史電玩對於歷史學習會有怎麼樣的正面或是負面影響？

參、研究方法

一、深度訪談對象

本研究採取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法來對玩家進行訪談，以期能透過訪談的過

程來瞭解歷史電玩玩家的愉悅經驗以及歷史學習。

本研究選擇以立意抽樣的方式來選擇研究對象。首先，由於研究者本身便

是歷史電玩的熱衷玩家，因此可以從周遭的電玩同好中尋求受訪者，且這些受訪

者中大多有相當長的歷史電玩的電玩時數。之後再以滾雪球方式尋求更多的受訪

者。

考量質性研究以小樣本為主，卻也不能忽略其代表性。本研究以性別作為分

層抽出 14 位受訪者，包括 10 位男性以及 4 位女性，男女間的人數差異是根據電

玩研究機構 Newzoo (2017) 的報告，男女比約為七比三。表 1 為受訪者的簡介。

二、歷史電玩簡介

表 2 為受訪者所玩過的各款歷史電玩的內容以及類型。

肆、研究結果

一、歷史電玩的跨媒愉悅性

（一）歷史電玩的感官性愉悅

1. 文字的具象化

在歷史電玩當中，歷史文本作為遊戲的主要架構亦是吸引玩家來玩歷史電玩

的重要原因。受訪者表示透過電玩看到自己讀過的那些歷史人物、歷史事件變成

會動的角色和畫面呈現在眼前，還可以透過電玩看到那些只在文字或是圖畫裡出

現過的歷史城鎮的風貌。也就是說，同樣的歷史文本在轉變為電玩文本的時候對

於玩家便產生了不一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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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我自己蠻喜歡文藝復興時代的歷史的，那遊戲畫面［刺客教

條］裡面就會展現很多那時候的小細節出來，比方說可以看到那時候

的建築、人物什麼的，有很多是歷史課本不會講到的，就蠻有趣的。（受

訪者 A，刺客教條）

但我真的覺得很有趣的是裡面一些小細節，比如說正史上不會講

到的那些市井小民生活的樣子、當時人民的宗教崇拜的樣貌這些，我

覺得蠻有趣的。……我覺得書本上的人物變成會動的畫面這件事情很

好玩。（受訪者 B，世紀帝國）

其實三國志的劇情就是歷史演進的故事而已，但是我還是蠻喜歡

表 1：受訪者簡介

代號 性別 年齡
歷史電玩資歷

（年） 訪談時間 訪談方式 職業 玩過的歷史電玩

A 男 26 13 2018.8.14 線上訪談 研究生 世紀帝國 2、刺客教條、
文明帝國

B 男 21 10 2018.8.16 線上訪談 大學生 世紀帝國 2、刺客教條、
文明帝國

C 男 29 16 2018.8.20 線上訪談 專任研究
助理

三國志（包含英傑傳系列
以及太閣立志傳系列）、
信長之野望

D 男 29 15 2018.8.20 線上訪談 工程師 全軍破敵、信長之野望

E 男 25 12 2018.8.26 面訪 資訊工程
師

三國志、世紀帝國

F 男 25 10 2018.8.29 線上訪談 研究生 三國志

G 男 26 12 2018.9.7 線上訪談 日商公司
翻譯人員

三國志、信長之野望、世
紀帝國 2

H 男 25 16 2018.9.10 線上訪談 工程師 世紀帝國 2

I 男 25 11 2018.9.11 面訪 保險從業
人員

世紀帝國 2.3、刺客教條

J 男 25 11 2018.9.20 線上訪談 服役中之
替代役男

世紀帝國 2、刺客教條

K 女 25 10 2018.9.5 線上訪談 研究生 世紀帝國 2、刺客教條

Ｌ 女 33 13 2018.9.18 面訪 行政人員 凱薩大帝

M 女 25 8 2018.9.17 線上訪談 公關從業
人員

雨港基隆、刺客教條

N 女 21 7 2018.9.22 面訪 大學生 世紀帝國 2、刺客教條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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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畢竟從書本換成［遊戲］畫面還是比較好玩一點。（受訪者 E，

三國志）

像是三國志、信長之野望我會去玩其實都是因為先讀過相關的歷

史，然後覺得這些歷史都很有趣，所以當我發現有這些遊戲的時候就

會想要去玩玩看，畢竟書上讀的東西變成會動的畫面跑出來是很有趣

表 2：歷史電玩簡介

名稱 內容 類型 遊玩方式

世紀帝國
系列

玩家將會控制一個歷史上真實出現的文
明，發展內政、外交以及軍事，並透過各
種手段來擊敗敵對的文明以獲得勝利，電
玩的時空背景從 1 代至 3 代分別為：石器
至鐵器時代、5–15 世紀以及 15–19 世紀。

策略模擬
電玩

玩家可以選擇在電玩中和電腦
所控制的文明進行對抗或是
玩電玩中設計好的各種歷史戰
役，此外還可以和其他玩家進
行網路連線的對戰。

刺客教條
系列

玩家將控制一名或是兩名主角進行任務，
包含暗殺、竊取、引爆等等種類的任務，
劇情中會穿插和真實歷史人物間的互動，
且玩家的行動將會和電玩中歷史的發展有
密切關聯，目前刺客教條系列的背景歷史
年代一路從公元前 5 世紀延伸至 19 世紀。

動作冒險
電玩

玩家主要以單人的方式進行遊
戲來破解任務，不過系列作品
中的 3、4 兩代中玩家可以透
過網路連線來和其他玩家進行
合作或是對抗。

三國志系
列

玩家可以選擇扮演一個東漢末年三國時代
的群豪勢力或一名武將，然後在自己的領
地中發展內政及軍事，並征服其他對手的
勢力，最終獲得勝利。

策略模擬
電玩

主要以單人和電腦 AI 進行對
抗的遊戲方式為主，玩家可以
透過扮演不同的武將來體驗歷
史戰役或是事件。第 5 代時有
加入雙人同時遊玩的模式。

全軍破敵
系列

目前系列作品中包含的時代範圍相當長，
從民族大遷徙時代直到大航海時代的歐洲
史以及日本戰國時代的歷史戰役，玩家扮
演一國之主的角色，發展經濟、宗教、軍
事甚至是間諜等方式來擊敗對手，內容注
重歷史真實性。

策略模擬
電玩

玩家主要透過在各種真實的歷
史戰役中和電腦進行對抗，不
過 2017 年推出的「全軍破敵：
競技場」則是以多人線上對抗
的模式進行。

信長之野
望系列

背景設定在日本戰國時代，玩家將會扮演
各地的大名中的其中一位，透過內政、軍
事以及外交手段來征服其他大名勢力獲得
勝利。

策略模擬
電玩

以單人和電腦進行對抗的遊戲
方式為主。

凱薩大帝
系列

玩家將扮演羅馬時代的城主，主要目標為
發展城市建設，滿足人民需求，並且也要
適時的發展軍事力量來保衛自己的城市，
勝利的目標為達成勝利條件而非征服其他
對手。

策略模擬
電玩

只能進行單人遊戲。

雨港基隆 以二戰後臺灣的基隆以及 228 事件為歷史
背景而創作的劇情，玩家透過對話的選擇
來推動劇情的發展，並且影響最後劇情的
走向。

戀愛冒險
電玩

只能進行單人遊戲。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各電玩官方網站／巴哈姆特電玩資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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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雖然遊戲不見得和歷史完全一樣，不過也很不錯。（受訪者 G，

三國志、信長之野望）

刺客教條我很愛的一點就是把自己看的小說、課本講到的建築人

物通通變成很細緻的畫面表現出來。（受訪者 N，刺客教條）

對於玩家來說，透過電玩的畫面來看歷史，不論是歷史事件、人物或是建築，

甚至是一些平凡的市民日常生活，會有一種讓歷史動起來的效果。因此玩家透過

文字具象化，獲得視覺感官上的刺激，激發了感官性的愉悅。

2. 考究精確的電玩畫面

歷史電玩的畫面中無可避免的會包含許多歷史的要素於其中，包含不同時代

的服裝、建築、街道等。對於歷史電玩的玩家，一款好的歷史電玩必須要在這些

細節上進行認真的考究，才不會呈現出錯誤的畫面設定。

其實以遊戲的畫面來說，我自己是覺得我玩的幾款我都蠻喜歡的，

因為他們對於歷史的考究做得很好……倒也不是說畫面真的多精細啦，

畢竟有些也是好幾年前的產品了，雖然以他們出現的時代來說畫質是

很好沒錯，不過我覺得重點是在於對於歷史的考究，比如說不該出現

椅子的時代就不會出現有人坐在椅子上這種事情，很多以歷史為主題

的遊戲都不會注意到這種細節阿。（受訪者 G，信長之野望）

它對於文藝復興時代的街道跟建築考究真的很詳細，幾乎可以說

是完全的遵照了時代的設計來做，當然其他服裝什麼的也是很棒。（受

訪者 J，世紀帝國）

我覺得雨港基隆的畫面非常的美，有把那個時代背景下的街道跟

衣著都表現出來，所以我很喜歡。（受訪者 M，雨港基隆）

3. 畫質細膩的電玩畫面

除了講求對於歷史的考究之外，玩家在畫面的畫質上也會喜歡那些畫質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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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細的電玩。對玩家而言好的畫質是一種視覺上的享受，以精美的畫面欣賞自己

喜歡的歷史。

刺客教條的其實一向是以畫面很細膩出名的，不論是人物或是街

景，不過最厲害的應該就是暗殺的時候的動作畫面真的做的很細很逼

真。……其他幾代也都會有很多那種歷史建築之類的，啊也都做得很

像人家拍的照片一樣啊，很猛欸！（受訪者 B，刺客教條）

全軍破敵在畫面的表現上應該算是有目共睹的，戰爭場面蠻壯闊

的，算是很經典的代表。（受訪者 D，全軍破敵）

4. 歷史電玩的配樂

在配樂上受訪者普遍表示喜歡他們所玩的電玩中的配樂。喜歡的原因包括歌

曲的編寫好聽、緊扣劇情情節、琅琅上口等等。受訪者也表示好的配樂能夠加深

玩家對於電玩的喜好以及透過音樂與劇情的配合來引導玩家的情緒，對遊戲有很

大的加分效果。

三國志的某幾代特別好，例如三國志 5、6，後來還被很多盜版的

遊戲偷偷拿去用，算是三國志老玩家都印象深刻的配樂吧，一聽到就

可以哼出來這樣。（受訪者 C，三國志）

成功的遊戲［全軍破敵與信長之野望］配樂功不可沒，優秀的

BGM［background music］能隨著劇情進展引導玩家的情緒。（受訪者

D，全軍破敵、信長之野望）

我覺得像三國志啊、信長之野望的主題曲還有配樂都很不錯啊，

三國那個配樂很經典欸，大概就是一聽就會會心一笑那種吧！……信

長的配樂就是蠻緊湊然後蠻好聽的這樣。（受訪者 G，三國志、信長

之野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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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客教條的配樂則可以根據遊玩解鎖，大多是符合當時代的音樂。

（受訪者 K，刺客教條）

（二）歷史電玩的情感性愉悅

1. 歷史電玩中已知部分的再經驗

根據石安伶、李政忠（2014）的研究指出，知情閱聽人對於原始文本具有一

定程度的理解，所以對同樣的主題已經有一部分的喜好跟認同感。同時又因為這

些理解讓知情閱聽人對於劇情會有一定程度的掌控感，並且產生預期心態，希望

能透過新的媒介來回味之前的感受。石安伶及李政忠的研究將這種回味的舉動稱

為對「已知部分的再經驗」。本研究受訪者也表示當電玩的劇情文本是自己本來

就瞭解或是喜愛的歷史時，會加深他們對於電玩的喜好程度，玩起來也會覺得更

好玩。因此歷史電玩的情感性愉悅來自於玩家透過電玩的畫面再次重溫自己喜愛

的歷史。

三國的歷史我都認識阿，小時候看很多三國演義，這樣都認識玩

起來比較有感覺啊 !（受訪者 E，三國志）

在刺客教條中的記憶大多來自學校的歷史課，與其說瞭解歷史會

更喜歡這款遊戲，不如說，是因為知道歷史才會喜歡這款遊戲……我

真的非常喜歡刺客教條的劇情，敘述英國的梟雄以及法國大革命的劇

情我都有完整的跟過一次。有一段故事雖然說不上喜歡但讓我印象很

深刻，是在法國大革命中的乞丐之王劇情……［看完劇情之後］從心

底讓我感受到那個時代人的悲哀。（受訪者 K，刺客教條）

我玩的是法國大革命那一代的刺客教條，也就是我本來就特別喜

歡的一段歐洲歷史……當初看到遊戲介紹是法國大革命的故事我就立

刻買……它的劇情結合歷史結合的蠻好的，所以我很喜歡。（受訪者N，

刺客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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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忠於原著的劇情

知情閱聽人觀賞改編電影時的關鍵愉悅基礎便是作品中的內容是否忠於原

著。這是因為閱聽人希望能夠在電影中看到自己特別熟悉或是特別有感覺的片段

被呈現出來。而歷史電玩的玩家則是分為兩種類型。

(1) 死忠派的玩家

其中一種類型的玩家屬於希望自己在玩歷史電玩時只是透過電玩這個媒介來

參與歷史、欣賞歷史，而不希望看到劇情在歷史上有過多的改動。他們希望透過

電玩劇情忠實的呈現歷史的原樣，然後玩家便可以在玩的過程中親身參與這些歷

史。其中一位受訪玩家便稱呼自己為「死忠派」的玩家。

以歷史模擬電玩來說，我不喜歡劇情上加入太多奇怪或是奇幻的

元素在裡面，畢竟歷史就是歷史，搞太多「張飛打岳飛」的穿越的話

就失去它本來的意義了，還是好好的遵照史實的走向比較有趣。（受

訪者 C，三國志）

我特別喜歡三國志的一點就是它可以讓你在玩的過程中完全遵照

歷史記載來玩，也就是說你再怎麼玩都不會出現翻轉歷史的劇情……

我不喜歡劇情上做太多奇怪的創作，可能我是比較死忠派的玩家吧哈

哈，原本的歷史就很有趣了，我只想玩這些原本的東西就好。（受訪

者 G，三國志）

(2) 創新派的玩家

另一種類型的玩家則是喜歡歷史電玩在他們原本就喜歡的歷史的基礎上創作

出新的劇情，並且希望這種創新能夠讓他們透過電玩看到歷史不同的可能性。本

研究將這類型的玩家稱為「創新派」的玩家。

我自己的話是比較喜歡歷史電玩的創作劇情的部分的，畢竟純歷

史的話就只是歷史，雖然有趣但是看多了也是會膩，那如果加上一些

創作的劇情的畫感覺會更豐富一點，也會更好玩。（受訪者 B，世紀帝

國、文明帝國）

我蠻喜歡遊戲是由歷史事實跟假想的劇情設定組合在一起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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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我就可以透過遊戲看到歷史不同的可能性。（受訪者 D，全軍破敵、

信長之野望）

我覺得歷史電玩的有趣之處在於它是以歷史當作背景，但是卻可

以讓你不用照著歷史演，可以做出不同於歷史的結果。（受訪者 H，

世紀帝國）

（三）歷史電玩的認知性愉悅

1. 新舊文本比較的愉悅

Hutcheon (2006) 的研究指出，閱聽人消費跨媒介產品時，會受到產品所具有

的重複性（repetition）所吸引，並且在消費的過程中得到愉悅的感受。跨媒介產

品不會只是單純的重複，而是加入創新的成分於其中。所以閱聽人會感受到新舊

並呈的愉悅性。當讀過原始文本的玩家們透過電玩來看歷史時，就會運用自身所

具有的先備知識對電玩中的歷史文本做分析，比較自己所瞭解的歷史和電玩中的

歷史文本之間有什麼差別，並在這種比較的過程中獲得愉悅。

其實以刺客教條來說他有很多代嘛，那我當初在挑的時候就選了

這代［刺客教條：兄弟會］，因為他是以文藝復興時代的歷史為底的，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那時候的歷史這樣，所以玩起來也會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看看自己知道的文藝復興和遊戲裡的異同吧。（受訪者 A，刺客

教條）

刺客教條其實有分很多代，那我就是挑文藝復興時代的玩，因為

我本身就對那個時代的歷史蠻有興趣的，而且也自己有研究過那個時

代的歷史，課本當然也看了很多啦，所以玩起來就會去比較說這個遊

戲的各種細節和我讀過看過的有什麼不一樣，當然他這個遊戲最厲害

的就是考究的很細緻，還原度很高啦，也是我很喜歡的原因吧。（受

訪者 J，刺客教條）

我算是本來就喜歡羅馬時期歷史的人吧，自己也是有在看這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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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資料，那透過遊戲我可看到很多當時候的市民生活的樣貌，比如

商業的發展、農業的特色這些的，做的算是很考究很逼真這樣，就覺

得蠻有趣的。（受訪者 L，凱薩大帝）

2. 可預期劇情的愉悅

除了來自於比較的愉悅外，知情閱聽人還會因為對於原始文本的知識使他們

能夠預知劇情的走向。以歷史電玩來說，具有先備知識的玩家能夠或多或少的瞭

解各個角色或是事件的人生歷程及走向。這會使玩家更容易融入到劇情之中，而

瞭解故事的優越感受也會帶來愉悅感。

其實對我來說能夠先瞭解遊戲裡角色的行動目的的話，更會幫助

我融入這款遊戲。（受訪者 D，全軍破敵）

對於三國的歷史我還是蠻有自信的，所以玩的時候劇情該怎麼走

我大概都知道，其他人在玩可能就沒辦法像我能先知道等一下會發生

什麼事。（受訪者 G，三國志）

因為大革命的歷史我本來就蠻瞭解的，所以玩起來就會覺得有種

熟悉感，也會覺得更容易進入到遊戲裡面的那種緊張氣氛裡，而且遊

戲劇情裡的角色的行動會影響到怎樣的歷史發展我覺得我常常可以猜

中，猜中就會有種 “ YES! ” 的感覺。（受訪者 N，世紀帝國）

二、玩家的歷史學習

（一）知情玩家的歷史學習

從受訪者的回答中可以發現，有部分歷史電玩的玩家在選擇電玩時是依據自

身對於特定一段歷史的喜好來做選擇的。根據 Hutcheon (2006) 的定義，這些玩

家也就是所謂的知情玩家，例如：喜歡三國史的就會玩「三國志」，喜歡世界史

的就會玩「刺客教條」或是「世紀帝國」，喜歡日本史的會玩「信長之野望」。

不同的興趣影響他們選擇不同的電玩。當玩家接觸這些電玩歷史文本後，有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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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其中出現了自己所不瞭解的人物或是事件。這時玩家會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

心而自主的去找尋更多的資料來增進歷史知識。

1. 玩家的深度學習

以「三國志」的知情玩家為例，這些玩家過去普遍都讀過《三國演義》通俗

小說，但是事實上《三國演義》畢竟是小說而非正史，因此在記載上來說便會和

真實的歷史有所出入。而這些知情玩家在玩「三國志」的過程中便會發現這些記

載上的不同，進而引發他們的好奇心並找資料來補足這些歷史知識。

我從小《三國演義》就看很多啊，所以三國史算蠻熟的吧，只是

他遊戲裡面有很多人物或是歷史事件是演義裡面沒講到的，然後有些

事件的情節和演義也不一樣，我覺得蠻有趣的就會再去查一下。（受

訪者 E，三國志）

像三國的歷史，我玩三國志之前就看了很多《三國演義》了，所

以瞭解的算深吧，那看到三國志這個遊戲之後就覺得遊戲的形式我喜

歡，內容又是我有興趣的歷史，所以就選來玩阿……遊戲裡其實有很

多我三國演義沒看過的小咖哈哈，但是玩到了他們然後又有劇情的時

候就會好奇然後去找資料來看。（受訪者 G，三國志）

上述的歷史學習效果在於幫助玩家釐清自己所理解的歷史和電玩之間的差

異。玩家除了在學校課堂中學習到的三國時期歷史，也閱讀《三國演義》等野

史。玩家透過玩電玩發現自己不瞭解之處後，可以再去找尋其他資料來修正歷史

知識。此時的歷史學習效果在於加深以及修正玩家的歷史知識。

2. 認識更多歷史人物

還有一種情況的歷史學習是玩家在電玩中認識到一些原本學過的歷史中不太

會提到的歷史人物。這些歷史人物或許對於正規歷史教育來說不是太重要的角色

所以沒有被課本提及。但是電玩中往往為了增添遊戲性會把他們加入到劇情當中

來豐富整個劇本。因此當玩家在電玩中首次看到這些他們不瞭解的歷史人物時便

會吸引他們去找尋這些歷史人物的資料來補充自己所不知道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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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是本來就對埃及那邊的歷史有點認識，又有這款遊戲可以

玩，所以就選了這一代講埃及的……除了那些歷史課本都讀的到的人

物之外，其實有很多小人物他也是真的人，只是我們平常比較難去知

道，我就會打完就去找找資料看。（受訪者 B，文明帝國、世紀帝國）

刺客教條裡面講的是文藝復興時代的歷史，那我其實以前就蠻喜

歡的所以從以前就比較會注意這一塊的歷史，但是他遊戲的特色就是

會有很多我課本上不會學到的歷史人物出現，可能都是小人物，但是

在遊戲裡就會便的蠻有趣的，我就會打完之後再上網查他們真正的生

平跟事蹟。（受訪者 J，刺客教條）

從受訪者的回答中可以發現，這些知情玩家的歷史知識原本就已經具有一定

的程度。但是歷史電玩的特別之處就在於為了顧及遊戲性以及劇情的豐富度，往

往會將許多歷史上較少被提及的人物也加入劇情當中，這些人物或許不是那麼知

名但其實也具有在歷史中穿針引線的效果，而透過歷史電玩使知情玩家們發現了

這些他們原本不認識的歷史人物，並刺激他們去找尋更多的資料來瞭解，此時玩

家的歷史學習就在於透過電玩的刺激使他們能更廣泛的去認識各式各樣的歷史人

物。

（二）不知情玩家的歷史學習

1. 建立歷史基礎知識

不知情玩家當初可能是為了與歷史無關的因素選擇該電玩，而且歷史電玩中

的歷史文本是他們原本不具有先備知識的範圍，也就是說在開始玩之前他們並不

清楚電玩中的歷史。根據陳靜瑩、范國光（2010 年 4 月）的研究，玩家會透過

遊戲中的任務系統在一邊玩的過程中一邊閱讀遊戲中的文本。本研究也發現玩家

在玩的過程遇到電玩中的挑戰，進一步在解決挑戰的過程中閱讀電玩中的歷史文

本，並從中學習到歷史知識。

世紀帝國的話其實我在玩之前對裡面提到的那些世界史的部分是

不太清楚的，畢竟那時候年紀還小的關係，但是那時候覺得遊戲好玩

所以玩的時間也很多，世紀裡面不是有很多戰役嗎？那些我都覺得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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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所以就會一直去玩，就會看到很多不瞭解的東西，之後我就

有發現遊戲裡面其實就有針對各個文明去做歷史的介紹，甚至武器跟

各種科技的歷史都有，我就會玩過一個戰役就去看遊戲裡的介紹這樣，

所以玩著玩著對世界史就慢慢有基礎的瞭解了。（受訪者G，世紀帝國）

有時候玩家在玩的過程中會無意識地將電玩的歷史內容記下來，尤其是當玩

家覺得電玩的內容有趣的時候，也會隨著玩的時間越長而印象越深刻。在這種情

況下歷史學習就是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產生。

其實最早以前開始玩的是三國志 V，那時候根本不懂什麼三國歷

史阿，就是看親戚玩覺得好像很好玩就玩了，然後越玩越覺得裡面的

故事很有趣，而且玩的也很多，裡面的歷史內容就記下來了。（受訪

者 F，三國志）

比如說世紀帝國裡面有很多所謂的戰役關卡，那我如果自己玩的

時候就會去玩那些關卡，因為戰役都是有劇情的比較好玩，然後他很

有趣的就是每個戰役開始跟結束都會有一段文字加上口白來介紹這場

戰役的歷史故事，甚至有一些好幾關組合在一起的戰役更是一個歷史

人物或國家的完整故事，這樣玩過之後其實我突然發現自己默默地也

記住了蠻多世界史的。（受訪者 N，世紀帝國）

從訪談資料得知，這種一邊玩電玩一邊學習歷史的狀況大部分是發生在玩家

本身對於該段歷史是沒有先備知識的情況。意即一開始玩家只是基於電玩的遊戲

好玩而去接觸，但隨著玩家每一次花時間投入電玩時逐步地記憶歷史知識，因而

建立基礎的歷史認知。

2. 激發進一步學習

孫天虹（2007）與江天健（1998）皆提出歷史電玩可以使得玩家產生一種置

身於歷史時空下的感受，並且在玩的過程中學習該時代的相關歷史。根據受訪者

的回答發現，不知情玩家在玩過歷史電玩之後會表示自己對於該電玩中的歷史開

始有了初步的認識。甚至有受訪者表示玩過電玩後，會進一步蒐集相關的歷史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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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客教條：叛變》這一代的歷史我就完全不懂了，因為他是講

七年戰爭的故事，這個背景我其實玩之前是完全沒有印象的，但是玩

的過程中透過角色就可以有那種戰爭的緊張感，而有感受各個國家的

爾虞我詐的感覺，那玩過之後也就對七年戰爭有瞭解了這樣，也有再

去找一些其他資料來補充。（受訪者 B，刺客教條）

（三） 歷史電玩的歷史溝通功能

電玩利用其絢爛的聲光效果、玩家互動性和娛樂體驗等特性使電玩能夠吸引

玩家的目光。因此作為歷史溝通的管道是非常具有可行性的（孫天虹，2007）。

利用歷史電玩對於玩家的吸引力來引起他們對於歷史學習的興趣已達成歷史溝通

的效果。以下透過受訪者的回答來整理出玩家在玩歷史電玩時所產生的歷史溝通

效果。

1. 更生動的歷史

歷史電玩不同於一般歷史教科書或是專業的史學書籍那樣的枯燥。電玩的特

性使得玩家更容易接受隱含在電玩中的各種歷史知識。對於許多受訪玩家而言，

透過電玩學習歷史讓學習變得更有趣。

畢竟書上讀的東西變成會動的畫面跑出來是很有趣的，雖然遊戲

不見得和歷史完全一樣，不過也很不錯……至少從電玩來看歷史會覺

得好玩很多，不像看課本那樣死記的感覺。（受訪者 G，信長之野望）

其實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樣，三國志 V 算是啟發我三國史的興趣

吧，而且畢竟遊戲是把文字轉換成畫面，會讓人覺得歷史更生動，不

會像教科書那樣子很死板的感覺。（受訪者 F，三國志）

2. 學習歷史的意願

受訪者表示，在玩過歷史電玩之後會激發他們想要去瞭解與電玩中相關的歷

史的其他知識。這種瞭解不一定是透過讀書，也有可能經由其他如電影、電視劇

等的方式來吸收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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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種歷史性質的電玩會讓人感覺歷史有趣。像是我就會因

為這樣在去找一些其他的資訊，同時也會找其他不同方面的媒體，比

方說英雄聯隊是講二戰的，玩完之後那幾天會特別想去看一些戰爭電

影啊、書籍或是電視劇之類的來瞭解更多相關的東西。（受訪者 A，

世紀帝國）

剛玩的時候還是國小所以還不熟（世界史），但有念過書後就會

更喜歡這款遊戲，因為知道玩的角色都是曾經真實存在的人特別有感

覺，而且其實玩過之後就會對裡面提到的歷史產生興趣了，之後國中

念書還更認真瘋狂念世界史。（受訪者 H，世紀帝國）

我覺得玩過雨港基隆之後，再去看相關時代的各種東西都會覺得

更有感觸，可能是對那個時代的歷史有不同的瞭解了吧，也會想要再

去看看同時代的其他歷史。（受訪者 M，雨港基隆）

看到平常只會出現在書本上的歷史人物會講話，或活動，或是跟

這些歷史人物在遊戲中冒險，就覺得很有趣，然後就會希望去更深入

的瞭解這段歷史，想去看看遊戲中的內容是否跟現實中有一些出入。…

如果要找資訊來看的話我本身是會選擇看書或者是找一些相關的電視

劇、電視節目來看。（受訪者 I，刺客教條）

3. 在電玩中和歷史互動

歷史電玩的互動性對於玩家是十分重要的吸引力。玩家在電玩中可以透過經

營國家或是操控角色的方式來參與歷史事件或是與電玩中出現的虛擬歷史人物們

進行互動。例如在「三國志」中玩家可以操控蜀國參與赤壁之戰，或是在「刺客

教條」中可以操控自己所扮演的主角和李奧納多．達文西互動等。在互動的過程

中會讓玩家感覺到自己正在親身參與歷史，能夠讓玩家以更輕鬆的方式來瞭解電

玩中的歷史

但我真的覺得很有趣的是裡面一些小細節，比如說正史上不會講

到的那些市井小民生活的樣子、當時人民的宗教崇拜的樣貌這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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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蠻有趣的。……扮演主角的一個特點就是可以直接和裡面的人互

動阿，感覺就像是我自己在和他們講話。（受訪者 B，文明帝國）

因為可以控制歷史的走向的話會讓我覺得更融入遊戲中，因為就

好像我成了遊戲中的主角，而我做出的決定會影響到遊戲的世界，然

後就可以藉由這樣子看看歷史如果這樣子走會長怎樣。（受訪者 I，世

紀帝國）

在電玩中我可以和裡面的市民作互動，然後看看他們那個時代的

人是怎麼生活的，商業、建設是怎麼進行的等等，這部分我覺得蠻有

趣的。（受訪者 L，凱薩大帝）

綜上所述，玩家受到歷史電玩的影響而認為歷史是有趣的，而這種興趣會

激發玩家透過各種管道進一步瞭解其他相關的歷史知識。歷史電玩作為一個娛樂

的媒介，並非是專業的史學的作品，然而其所具有的歷史溝通能力仍可以善於運

用。

（四） 歷史電玩的負面影響

1. 錯誤的史實

除了上述所提到的正面的影響之外，許多受訪者也提到歷史電玩曾經帶給他

們的錯誤訊息。這種錯誤源自於電玩為了讓劇情有更多的可看性，時常會需要結

合創作的劇情和真實歷史。如果玩家在沒有先備知識的情況下去接觸，就很容易

會受到電玩的誤導而學習錯誤的史實。

以信長之野望來說好了，我自己本身對日本史蠻多研究的，所以

在玩的過程中其實也發現很多錯誤的歷史敘事，這種錯誤對於沒接觸

過相關歷史的人來說應該很難看出來，畢竟它的劇情寫得很順，不太

會有不合理的感覺。（受訪者 D，信長之野望）

雖然說我對世界史的認識很多是從世紀（世紀帝國）學的，但是

那時候高中上歷史課之後才知道，其實裡面很多誤植的資訊，遊戲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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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也蠻多都不正確的。（受訪者 G，世紀帝國）

那時候玩世紀帝國看的世界史後來我認真念書之後也發現蠻多錯

誤的，不過還是覺得很好玩。（受訪者 H，世紀帝國）

2. 偏頗的史識

唐代的史學名家劉知幾在《史通》中曾說到，史學家最重要的三個才能分別

為史才、史學以及史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史識，也就是歷史認識的能力，指個

人對於歷史的看法以及觀點，如何認識以及批判歷史的能力。歷史電玩常會為了

劇情的需要使得整體的立場較為偏頗，沒辦法給玩家一個中立的劇情環境。在這

樣的情況下很容易會讓玩家產生錯誤的歷史認識。

以世紀帝國中關於十字軍東征的關卡來看，在我沒有好好學過世

界史之前，真的會有一種十字軍就是邪惡之師而薩拉丁那些阿拉伯人

就是正義的一方，但後來才知道其實雙方可以說是各有立場，而且沒

人道的事情也一樣沒有少做，這些東西在我只玩過遊戲的時候真的都

不知道。（受訪者 G，世紀帝國）

刺客教條中常會把聖殿騎士團的人都塑造成邪惡的化身，所以我

蠻長時間以來都覺得這些就是打著宗教名義的武裝流氓這樣，不過在

好好看書瞭解過他們的歷史後才知道這個是不完全正確的。的確這些

人之中有出一些敗類，但是也是有真心為了宗教奉獻付出者，只能說

遊戲的立場還是不能完全相信吧。（受訪者 J，刺客教條）

伍、結論

一、歷史電玩之跨媒愉悅性

本研究針對玩家之跨媒愉悅性進行訪談，發現玩家本身所具有的歷史知識對

於歷史電玩的跨媒愉悅性有著顯著的影響力。以感官性愉悅來說，玩家透過電玩

來滿足自身對於歷史的想像。若是原先對於電玩中的歷史沒有足夠瞭解的玩家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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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體會這種文字轉換視覺畫面的愉悅感受。而情感性愉悅則是出自於玩家對於

歷史的喜愛。因此當同樣的素材被以新的創作方式表達出來時，便會喚起玩家對

於過去閱讀歷史時的美好回憶，讓玩家能重溫自己喜愛的歷史。認知性愉悅則是

玩家利用自身所具有的先備知識來和電玩中的歷史進行比較而產生的愉悅。由於

自身對於相關歷史的熟悉，會使的玩家更容易掌握的電玩的進行過程，也更能進

入電玩的情境享受愉悅。因此，玩家具有對於歷史的先備知識會增加其玩電玩時

的愉悅性。比起不瞭解這些歷史的玩家，這些所謂的知情閱聽人更能夠將自身的

歷史知識和電玩的內容進行結合以及比較，也更能融入歷史電玩的劇情當中。本

研究結果與過往文獻探討跨媒愉悅性的發現相當一致（石安伶、李政忠，2014；

周劭芳，2017；Hutcheon, 2006）。由此可知閱聽眾的先備知識背景確實會影響

其在互媒參照指涉以及愉悅感的層次差異。

二、玩家的歷史學習

關於玩家的歷史學習，本研究將知情和不知情玩家分別探討。就知情玩家來

說，歷史電玩帶給他們的歷史學習效果並非直接來自於電玩中的歷史文本，而是

透過歷史電玩主動學習更多相關歷史知識。知情玩家已經對於電玩中的歷史有一

定程度的瞭解，若在電玩中出現了他們所不熟悉的歷史事件或是歷史人物時，便

會引發玩家主動搜尋相關歷史資料，並在過程中加深或是補足玩家的歷史知識。

不知情玩家則是透過和電玩的互動來吸收其中的歷史知識。玩家在玩歷史電

玩的過程中會在一邊解決挑戰的過程中一邊閱讀電玩的文本，並在這個過程中學

習其中所包含的歷史知識。雖然電玩中所包含的歷史知識不見得非常詳細或是精

深，然而不知情玩家透過歷史電玩能使他們建立對於相關歷史的各種基本認識，

也能夠為之後進一步的學習打下基礎。分析結果詳見表 3。

除了學習歷史之外，歷史電玩的歷史溝通的功用也是相當重要的，根據研究

的結果可以發現，歷史電玩的歷史溝通和愉悅性的關係亦是十分密切，並且和前

述的玩家歷史學習有許多共通之處。

首先，歷史電玩基於其媒介的特殊性，使得電玩比起文字的歷史更吸引玩

家。透過聲光效果，玩家更願意也更有興趣來學習歷史。歷史電玩能讓歷史變的

更為生動，不論是透過畫面欣賞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或是歷史建築，或是透過電

玩中的行動和歷史進行互動。總而言之，當玩家有更高的意願來親近歷史時，便

能在這個過程中建立歷史知識，歷史電玩的歷史溝通功用才能有所發揮。此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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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陳靜瑩、范國光（2010 年 4 月）所言，玩家在扮演主角或進行任務系統享

受和歷史文化的互動樂趣，產生歷史學習的功效。相較於以文字為主之傳統歷史

文本，歷史電玩的圖像特性以及聲光效果賦予角色更深刻的形象，也能加深學習

效果（王竣平，2011；孫天虹，2007）。

其次，歷史電玩在引起玩家歷史興趣的同時，也會使玩家願意藉由其他媒介

來學習相關的歷史，諸如電影、電視劇、小說等等。這些自發的學習通常不是出

於學術的目的，而是源自於電玩引起的對於歷史的興趣。因此歷史電玩的歷史溝

通主要是源自於歷史電玩的感官性愉悅而來的。電玩的聲光效果帶來的愉悅，提

升了玩家對於歷史的興趣，也促成了歷史溝通的效果。

歷史學者認為歷史電玩雖然能引發玩家對於歷史學習的興趣，但也會因為電

玩內容導致錯誤的史實認知或是歷史觀念的單一化（蔡宗諺，2014）。本研究也

發現受訪玩家在玩的過程中的確發現錯誤的歷史敘事。這對於缺乏先備知識的玩

家很容易就會被誤導。再者，商業性歷史電玩往往為了遷就劇情，出現立場偏頗

的歷史觀，導致玩家對於歷史事實的認知錯誤。這是歷史電玩促進歷史學習之餘

需要特別關注的問題。不過也有學者主張對於已知的歷史事件與人物，是不容許

惡意的竄改。但如果電玩遊戲運用「歷史想像」的技術進行善意的填補空白，並

不違背史學的「求真」精神（孫天虹，2008）。

三、理論與實務探討

過往對於歷史電玩的研究並沒有從愉悅性的角度來探討，且缺乏實證研究的

表 3：知情與不知情玩家比較

愉悅性類型 知情玩家 不知情玩家

跨媒愉悅性 由感官性愉悅、情感性愉悅以及認知性愉
悅所組成。

不知情閱聽人亦會產生感官性愉悅，然
而不同於跨媒愉悅的感官性愉悅所強調
的文字具象化等因素，不知情閱聽人較
單純是因為電玩的聲光效果所帶來的愉
悅。

形成歷史學
習的原因

文字具象化提升了玩家的學習興趣，並且
透過電玩能夠重溫自己喜愛歷史並在玩的
過程中以自身的歷史知識和電玩中的歷史
文本互相比較，找出異同的同時也會引起
知情玩家去學習更多歷史知識的興趣。

不知情玩家會透過閱讀電玩中的歷史文
本來吸收歷史知識，且同樣會受到電玩
的聲光效果吸引，使原本不熟悉的歷史
也變得比較有趣，更能提升玩家學習的
興趣。

歷史學習的
效果

更深度的歷史學習以及認識更多歷史人物 建立基礎知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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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整理了歷史電玩各種可能的跨媒愉悅性，並且進一

步的以玩家的訪談資料來瞭解其學習狀況，而結果也證實了即使是純為娛樂目的

製作的歷史電玩亦可以達到幫助玩家歷史學習的效果。

本研究證實商業性歷史電玩遊戲產生與其他跨媒文本一致的愉悅性，也再度

驗證了愉悅性理論的適用性。不過以歷史為題材之歷史電玩和虛構文本作為改編

題材仍有差異。主要的原因在於歷史文本涉及不同的史觀與敘述。這也涉及歷史

之真實與虛構論戰。專業史家的學術作品，以追求歷史真實為目標，乃掌握 ｢ 具

體之實 ｣。而史詩、歷史劇或歷史小說等歷史文本，則是虛虛實實相互交錯，為

｢虛中實 ｣（周樑楷，1999）。

上述討論也牽涉到本研究在界定 ｢ 知情 ｣ 與 ｢ 不知情 ｣ 玩家的困難與疑點。

本研究依據受訪者自述判斷其知情程度，並無法得知受訪玩家的先備知識實際來

源與內容。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玩家的知情程度進行實證上的測量，以增進研究

的精確性。

在實務上，本研究建議廠商能夠在設計電玩時作出更接近玩家口味的產品，

並避免出現和玩家喜好衝突的狀況。首先在電玩的內容設計上，或許可以強調電

玩的自由性，讓玩家可以在合乎常理的情況下透過完成各種挑戰來改編歷史的走

向，讓玩家可以自由的控制自己喜歡的歷史發展方向。

不過當廠商將目標放在死忠派的玩家時，就需要注意電玩中各種歷史的考

究。不單是關於史實的部分，包括電玩中的人物、衣著、建築、文化等等細節都

應該要經過詳細的考究。如此設計出的歷史電玩會更能抓住死忠派玩家的胃口。

其次，對於已經讀過相關歷史的知情玩家，廠商或許可以利用他們對於歷史

的喜愛來對電玩進行宣傳，包括強調電玩中歷史劇情的豐富度、細膩且真實的畫

面以及具有強烈時代感的配樂都能夠成為吸引這些知情玩家的重要因素。而對於

不知情玩家，則應該強調遊戲性有趣程度以及優異的電玩聲光效果表現，先吸引

這些玩家投入到歷史電玩中，然後再讓他們慢慢的體驗其中的劇情部分。

最後，在設計電玩時也應該思考如何利用歷史電玩的娛樂性來達到歷史教育

的目的。以商業性電玩來說，娛樂是玩家選擇該電玩最主要的目的。然而廠商在

設計時或許可以透過更多的巧思來讓玩家在玩電玩的過程中進行歷史學習，不論

是透過電玩文本來傳達這些歷史知識，或是利用電玩的愉悅性來引起玩家主動去

搜尋相關知識的興趣，都是廠商可以進行設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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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限制

本研究從跨媒介「改編」的觀點探討歷史電玩。然而針對歷史所產生的不同

史觀與敘事角度，會引導出不同的歷史「轉譯」（translation）樣態。無論是採

取「改編」或「轉譯」的觀點，將歷史資料轉譯為商業創作的過程都涉及史實與

創作改編之間的拿捏角度以及歷史觀點。本研究未能先針對歷史電玩的轉譯過程

進行分析，以進一步釐清「知情」與「不知情」玩家的定義。此乃本研究一大限

制。

依據歷史學者周樑楷（2006），歷史溝通有助於歷史意識的建立。而歷史意

識意指透過學習歷史建立鑑往知來以及思考批判的能力，屬於歷史學習的最高層

次。本文實際上主要探討透過歷史電玩提升歷史興趣、建立歷史基礎知識以及激

發進一步學習等層次，並未探討歷史意識的建立。而這也是本文力有未逮之處。

建議未來研究可以針對歷史意識的建立做深入探討。

本研究在電玩的類型上只排除了運動競技類的歷史電玩以及專為教學目的而

設計的歷史電玩，並未限制受訪者玩哪幾款電玩，也因此在受訪者回答時會因為

電玩類型的不同而有所分歧。且在玩不同類型的電玩時玩家亦會有不同的偏好，

在整理上難免略顯雜亂。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針對不同類型的歷史電玩做更詳盡

的分類以及篩選，畢竟電玩的類型對於愉悅性也會產生影響。也建議未來研究可

以將線上模式為主的歷史電玩納入考量，以瞭解人際互動之愉悅與歷史電玩間的

關係。

此外，本次研究中針對男女玩家都做了訪談，但是並沒有發現差異情形，或

許未來研究者可以進一步做分析。

最後本研究在訪談資料蒐集方面，受限於地理因素部分受訪者採取線上訪談

方式，可能無法完全掌握受訪者的回應狀態，也是研究限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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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研究與實踐》 
專題論文／論壇徵稿

運動傳播 

—後疫情的重整與新視野

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下，運動媒體在此間受到重創，欠缺賽事的

進行，讓 “No news is good news” 這句話成為最大的諷刺，“No games, no news”

才是運動媒體最困窘的現實，運動媒體及從業人員，從「夢幻工作」（dream 

job）轉眼成為需要紓困的對象。

疫情下的運動媒體經濟無疑地受到重創，但是最壞的時代，卻反而給予運動

傳播研究更大的想像空間。各國為防疫情擴散，即使重啟運動賽事，閉門無觀眾

卻成為新常態；根據日前美國薛頓賀爾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商學院的調

查，有 72% 受訪的美國人表示，未來如果運動賽事恢復進行，而疫苗尚未問世

的話，他們將不願意進入球場。空蕩的球場中，轉播單位為了製造臨場感，虛擬

觀眾、罐頭加油音效皆投入在賽事轉播中，如此超現實（hyper-real）的媒介場景，

正應驗著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的寓／預言。根植於歐美社會中，

運動與在地性深刻的連結出現鬆動，運動成為純然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ed）

的媒介景觀，而閱聽人與賽事間的關係在疫情下乃至之後，又出現了何種轉變？

在臺灣，疫情防治的成果，反映在運動的正常化。在全球運動按下暫停

鍵的同時，中華職棒率先開打，透過推特（Twitter）的轉播，反倒成為「微

外宣」的利器，甚至首度提供英語轉播，成為另類的「臺灣之光」。由此觀

來，運動在臺灣的敘事中，依舊肩負著國族主義的包袱，即便是距離威廉波特

（Williamsport）少棒風潮的 50 年之後。另一方面，疫情也為歐美運動主宰的世

界體系（以 Wallerstein 的理念出發），開啟了裂縫，除了臺灣之外，美國 ESPN

（Entertainment Sports Programming Network）也首度轉播韓國職棒 KBO（Korea 

Baseball Organization）賽事，以填補其運動世界的真空，疫情是否扭轉了運動全

球化的進程？抑或只是乍現的一道短暫火光？

運動世界中，受創最深的，無疑是目前宣布延後一年舉辦、但實則仍充滿

變數的 2020 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東京），全球運動「超大型事件」（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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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的人員跨國移動，恰與防疫的標準背道而馳。凡此種種，運動媒體複合體

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與未知的前景，以臺灣為例，電視運動頻道 FOX Sports 在

FOX 集團與迪士尼集團（The Walt Disney Company）整併下，未來將會有新的面

貌，新進的Eleven Sports大膽衝撞有線電視系統生態未果，管理階層亦產生異動，

本土的緯來與愛爾達是否能以不變應萬變？

在傳統運動媒體受到衝擊的現實中，以運動為內容的新媒體包括影像（例如：

YouTube）、聲音（例如：Podcast）卻逆勢崛起，此間，年輕世代迷群透過更具

彈性的新媒體平臺，在運動訊息的傳播上，不只量的倍增，質的部分也是前所未

見的豐富。更別忘了，疫情之下，除了鉅觀領域的運動傳播產生轉變，微觀下，

個人對於健康的觀念、人際距離與社交關係的改寫，也對於運動健身產業及相關

訊息的傳播揭開新頁。

新與舊之間的折衷與衝撞，使得後疫情的運動傳播成為百花齊放的場域；在

這時機下，本專題特別期望您的加入。

預計於 2022 年第 1 期刊行的專刊，以「運動傳播─後疫情的重整與新視

野」為主題，邀請到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陳子軒教授擔任客座主編，來稿請

標明「運動傳播」專題投稿。論文須符合本刊學術論文的寫作要求，須參照相關

理論文獻、研究方法，並賦予新的意旨，並經過本刊雙匿名的學術審查程序，詳

細體例說明詳見本刊網站。專題徵稿截止日期為 2021 年 2 月 28 日，有任何疑問，

都歡迎來信詢問《傳播研究與實踐》（crpjou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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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啟事

《傳播研究與實踐》在 2011年 1月出版創刊號，由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與舍我紀念館共同出版，是傳播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的共同園地；凡是符合

本刊定位與特色的研究性論述，均歡迎投稿。每期並針對新聞傳播之關鍵議題，

規劃專題，促進學術討論與交流。

壹、定位與特色

《傳播研究與實踐》主要在提倡世新大學創校以來「學」與「術」並重，以

及二者相互引領的對話精神。本刊之特色與使命如下：

一、提供華人傳播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對話平臺；

二、鼓勵傳播學術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之整合性、實證性、反思性、前

瞻性之研究論述；

三、促進傳播學門內部不同系所以及與其他學門的知識匯流。

貳、本刊內容

一、研究論文：歡迎任何具原創性研究成果之完整論文（論文長度原則上為

12,000–25,000字為主）投稿，來稿書寫方式必須符合學術論述格式；

符合本刊定位與特色之研究成果將優先刊登。

二、專題論文／論壇：針對學術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共同關切之議題，

邀請學者專家從不同觀點撰文，進行理性的、多元的，以及民主的觀念

交流；除邀稿外，專題論文亦歡迎各界投稿。專題論文自 3卷 2期起，

均依研究論文方式送雙匿名審查。

三、特邀論文：不定期邀請學者專家針對專題主題，或針對學術研究社群與

實務工作社群共同關切之議題撰文。

四、研究紀要：研究議題重要且具前瞻性，能系統闡述特定領域相關文獻或

最新變動，已通過審查但與一般論文的偏重不同，以研究紀要刊出。

五、典籍再現：不定期選擇對傳播研究社群或實務工作社群具備重大影響的

經典著作，進行跨時空的詮釋和省思。典籍再現自 10 卷 2 期起，均依

研究論文方式送雙匿名審查。

六、口述歷史專題：不定期刊出由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研究人員規劃之口述

歷史專題。

七、田野筆記：反思與實踐：針對當期專題論文／論壇題旨，邀請專家學者

針對其個人田野經驗，分享反思與實踐之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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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審查制度

一、研究論文將送請 2至 3名學者專家進行匿名審查，審查評審人選由本刊

編輯委員會推薦。

二、本刊主編考量期刊定位和特色，對於通過匿名審查的來稿內容有建議修

改權。

三、審查結果分為以下五種情況：

（一）刊登；

（二）修改後刊登；

（三）修改後再審；

（四）退稿；

（五）其他。

四、研究論文審查（包括編輯委員會內部審查、評審審查、主編審查、作者

修改）約花費 3至 6個月。當兩名匿名審查者意見不同時，在以下兩種

情況中，將送交第三位匿名審查員評審，再由編輯委員會決議是否刊登：

（一）刊登 vs.退稿；

（二）修改後刊登 vs.退稿。

肆、來稿須知

一、來稿格式請參考本刊網頁之最新論文體例。未提及之處，請自行參

考《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第七版撰寫體例。

二、來稿採隨到隨審方式，無截稿日期；請勿一稿多投。稿件請儲存成

「.doc」文件檔，並以「稿件名稱」作為文件檔名，透過本刊線上投稿

系統上傳；上傳方式請參考首頁上的「使用說明」。若有疑問，歡迎

寫信至本刊詢問，電子郵件：crpjour@gmail.com。

三、本刊只刊登原創性論文，凡已於國內外之刊物發表之論文，無論語文異

同，請勿投寄；於國內外研討會發表之論文，請於會議結束並正式宣讀

或發表後，再行投稿；同一稿件，請勿同時投遞多份刊物。一經發現，

本刊即予撤稿。

四、「口述歷史專題」、「田野筆記：反思與實踐」文稿將由主編審查，再

由編輯委員會通過後即可刊登。

五、論文一經刊出，致贈當期期刊 1 本，與該文 PDF檔案。

 伍、論文體例

請參閱本刊線上投稿系統：http://www.ipress.tw/J0014?pWebID=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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